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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維與行動的統一性：兩個模型

莊易軒

哲學碩士

本文從對索引性（如「這個」
、
「那個」
、
「我」）的研究開始，企圖借兩種迴異的
對索引性在與心靈及行動相關之意義上的解釋為支點，來突顯兩個理解「心靈」
與「行動」及「理由」甚至「理性」之間內在關係的模型。以一個「整體論式」
的研究進路出發，在建立兩個模型時，我企圖找出一個平衝各種考慮的分析途
徑，從而避免過於簡陋的化約論。在這樣分析的過程中，諸如「自知」、「真之
條件之於解釋心靈的地位」等重要議題亦會在處理心靈與行動之間關係的脈絡
中得到討論。最後，如果本文的分析是大致準確的話，那麼，對於如何理解和
回應驅動本文之研究的核心問題──即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世界才能讓「規
範性」處身其中的這個所謂「規範性之定位問題」──我們便會得出兩個完全
不同的思考方式。一方面，是以「命題」為核心來理解的、把規範性定位在認
知－行動者就其當下處境作出整體論式的反思後依其理性機能之發揮而作出的
判斷上，依此理解「理性」是「製造性」的，即不論是認知抑或行動，有關的
規範性理由都是認知－行動者之理性機能運作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以行動者
所處身之「心靈狀態」為核心來理解的、把規範性定位在從行動者之思想與行
動中皆有所展現出的整全人格上，依此理解「理性」是「調節性」的，即有關
認知或行動的理由皆是行動者因應處境權衡而作出的。然而，本文的分析並不
以能最終回答規範性之定位問題自居；相反，如果能夠得出兩個自成一系的模
型，本文就算已達成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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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問題

在本文中，我試圖去違背一個把「思想」和「行動」區分開來理解和分析
的「常識」
，力圖建立一個把思維與行動兩者統合起來的分析框架，並在結論中
約略指出其可能的影響。

本篇論文的寫就，始終受到一個持續不斷地縈繞在本篇論文的背景中，並
且驅使我去以這篇論文所運用的特定方式，去進行各種分析的哲學問題的影
響，它可以表述為：哲學地說，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或看待這個世界好讓「規範
性」（normativity）能處身其中？換句話說，在甚麼條件下我們才能把規範性歸
屬給（attributable）某個給定的項目（entity）？這當然是個茲事體大的問題，
我只好決定把本文的討論範圍限定在行動上。因此，問題是：要如何理解行動，
才能使它能以規範性謂述之──即，要如何理解行動，才能使它成為一個可以具
有規範性質（或符合或違反規範性要求）的這樣一個「規範性的候選者」
（candidate of normativity）？更準確地說，問題是：在關於行動的本質中，有
甚麼特質可以讓我們為任何可能的、對行動的規範性要求加以定位？不過，即
使是限制在行動上，這個問題也還是難以以一篇文章充份地處理。我並不以已
經獲得了解答而自居；反之，我認為眼下重要的是要知道應該如何踏出分析有
關議題的第一步──我把它理解作要採取一個怎樣的分析「框架」或「模型」的
1

一步。

之所以說這一步才是重要的，是因為我所持有的另一個觀點，即，規範性，
無論把它放到哪個領域──價值的、語言的、心靈的，等等──都是頑固地不可
化約的東西。在某個最後的意義上，對於一個沒有規範性觀念的人，我們無論
如何也沒有辦法透過另一些並不具規範意味的東西去把規範性的意思傳遞給他
1

。在本文中我無法直接地、正面地論證這個觀點之為真的；不過我也懷疑究竟

有甚麼方式──除了否定其可能的競爭對手外──可以作出這樣一個論證。畢
竟，一個恰當的分析或解釋如果要避免竊題（question-begging）的嫌疑，它就
不能在解釋項中包括被解釋項，但如果規範性本身無論如何也不能以其他並不
包括自身的方式去把握，對規範性的分析或解釋就必須總是同時出現在解釋項
和被解釋項中。可能我們需要的是某個既能「增進理解」（informative）的、又
能把「竊題」和「非化約論的分析」區分開來的觀念。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迫
近這樣一個觀念，而且我會採取以下一種方式，即，我試圖勾勒出一個整體的
概念「網絡」
，通過各種分析，論者可以在其中（重新）理解在前理論（pre-theoretic）
的生活中我們已經在使用的、與規範性有關的各種判斷。這把我們帶到關於研
究進路的問題。

1

這一點涉及不少複雜的問題，例如說對規範性觀念的把握是否「不可學」的問題，又例如說
這一點在甚麼意義上使規範性的應用範圍為有限的而不是絕對普遍的問題，又例如說論者能否
建基於這一點去試圖確立某個「處身在秩序之中」的群體的問題等，都是如果我們最終想要理
解甚麼是價值判斷和價值領域的話所需要回答的問題。
2

二、研究進路

把「在關於行動的本質中，有甚麼特質可以讓我們為任何可能的、對行動
的規範性要求加以定位」這個問題和認為規範性不可化約的觀點這兩者結合起
來看，使我把驅動本文之研究的關鍵問題訂立在我所謂的「（關於行動的）規範
性的定位問題」上。容我稍加闡釋。

弗蘭克‧傑克遜（Frank Jackson，下譯「傑克遜」） 在 From Metaphysics to
Ethics 裡寫道：

「……如果我寫下這句句子『草是綠色的』
，……那個我因之使其存在的物
體會有一些特定的質量和長度，一些特定的因果及進化史，它跟屬於同一
類別的其他個別在我自己的口和筆和我所屬的語言社群的口和筆中會有一
些特定的因果效應……諸如此類。語句的語言性質如何跟它的非語意性質
相聯繫？在非語意性質地構成的、自然的物理世界裡，在哪兒，如果可以
在任何地方，我們可以找到真理、內容、所指等語意性質？」2

這是就語言性質言定位問題。又譬如一個更簡單的例子：如果我說，
「甲是
六呎高，乙則是五呎十」
，在甚麼意義上這句說話有一個把「高度性」
（tallness）
看作的確是實在界的一個真實性質的本體論許諾（ontological commitment）3？

傑克遜的問題是，典型的嚴肅的形上學理論一方面是全面的，一方面卻又
是高度選擇性的：有關的競爭著的看法會把某些性質看作真實世界更根本的實
2
3

Jackson (2000: 2)
Jackson (2000: 3)
3

相，並試圖以此來解釋──化約──其他次要的性質。例如說物理論（physicalism）
以物理性質去解釋所有其他性質，如心理學的或心靈性質；某些神學理論以神
的存在來解釋世界的其他一切，物理的、心理的，諸如此類。以這點為背景，
傑克遜問，如果我們不想要取消那些不能明顯地算作這些更根本的性質的次要
性質，作為哲學家又應該避免毫無反思地接受世界的一套看法的這樣一種「信
仰行為」
（acts of faith）
，那麼我們就需要面對以下這個問題，即，就好像沒有一
套形上學會把「高度性」看作實在界的不可化約的一個範疇，但又需要保留至
少是我們在日常語言中明顯的對高度性的確存在的看法，那麼應該如何決定該
不該或怎樣把這些次要性質留在我們的世界中？這樣，傑克遜說，就是要把這
些次要性質定位在某些特定的實在論看法中。這就是他所謂的任何嚴肅的形上
學要面對的「定位問題」（the location problem）4。

傑克遜的最終目的其實是想要證明「概念分析」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兩
套不可相互化約的詞彙，同樣地描述這個世界，一方面不能把所有東西都看作
本體論地同等根本的，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定位其中一方，那麼就需要知道，在
甚麼條件下可以說一套詞彙所說的事物許諾了另一套詞彙所說的事物的實在
性。就此而言，形上學理論在解釋世界的根本範疇時，就需要涉及某套把這些
根本範疇「翻譯」到日常的經驗範疇中去的工作，因此就需要概念分析。因為
有需要定位，所以有需要分析。傑克遜選取了在英美哲學中比較熟悉的物理論

4

Jackson (2000: ch. 1)
4

和心靈哲學之間的張力來論證和闡釋其理論，甚至在最後，以這一切為背景試
圖論證一套後設倫理學的觀點。

傑克遜對概念分析的論證和在倫理學和心靈哲學這些特定範疇所持的觀點
不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他最初的問題是，給定了一套世界觀，要如何把其他
性質都放進去？而我的問題是，如果要保留這些性質，要有怎樣的一套世界觀？

這樣子切入好像使我不應該討論傑克遜的定位問題。因為，既然我的問題
正正是他所預設的前提，似乎他的理論就不會對我有幫助。我希望情況是相反
的；而情況之所以相反，是因為我認為某個更整體論式的研究進路才是合適的。
具體地說，我的問題是，假定我們已知道有一些涉及規範性的判斷基本上是有
其意義的，例如說「這是個非理性行為」，「不應該這樣做」，「這個制度是不合
人性的」
，諸如此類，那麼在我們已經在使用這些判斷，並有一些行之有效的討
論的前提下，我們應該把這些判斷整體論式地放在甚麼領域中，或說我們要怎
樣採取一種整體論式的關於世界的觀點，才能使這些涉及規範性的判斷有其意
義及實在性？這就是我所謂的「規範性的定位問題」
。而如果把討論限制在行動
方面，那麼問題便是：我們要怎樣採取一種整體論式的關於（在世界中的）行
動的觀點，才能使這些涉及規範性的判斷有其意義及實在性？或曰：整體論地
說，在關於（在世界中的）行動的本質中有甚麼特質可以讓我們為任何可能的、
對行動的規範性要求加以定位，從而使這些在行動方面涉及規範性的判斷有其
5

意義及實在性？

傑克遜去為他的立場辯護時的關鍵在於一個他稱為「以涵蘊來入場論題」
（the entry by entailment thesis）
。又以高度性為例。實在界的性質包含的可能有
譬如說外延性、密度、粒子，諸如此類，而高度性之得以進入這個實在界，在
於有關高度性的語句之真得以被有關粒子等物理性質之語句的真所「涵蘊」──
其真值得以以此保存，在這條件下，高度性是實在（但次要）的。5 傑克遜以
此建立了一套頗具爭議性的觀點。他的觀點之爭議之處主要在於他認為「以涵
蘊來入場論題」不僅提供某性質之實在性的充份條件，甚至也提供其必要條件。
換句話說，高度性不僅是因為被涵蘊所以得以進入實在界，而且是如果不被涵
蘊就不能進入實在界。6

在本文中我會假定作為充份條件的「以涵蘊來入場論題」，如傑克遜所說，
是不具爭議性的。幸運的是，就我的問題和整體論式的研究進路而言，只需要
假定這不具爭議性的一點就已足夠。這是因為，假定我們要知道的是，
（初步地）
給定的具規範意味的判斷，整體論式地想，應該放在甚麼領域中，那麼，我們
在考慮不同的領域時這些領域之能是規範性由之定位在其中的實在性質，就只
需要這些領域所許諾的這些性質能夠承托規範性──與規範性相容。換句話說，
如果規範性能進入實在界，它所必須不能否定它不是甚麼的那些性質，即是作

5
6

Jackson (2000: 24-26)
Jackson (2000: 5)
6

為充份條件地允許它入場的性質。

高度性的例子可以闡釋這一點。如果我們把日常語言中已有的有關「高度」
概念的運用視作初步地、方法論地給定的，比如說它有甚麼實際影響，通常是
應用在哪些東西上，諸如此類，然後我們問，如果要有高度性，那麼我們要怎
樣看待這個世界？那麼答案不難找到，即在於必須把世界看作有其物理性質
的，而且在一個更強的意義上說，這些有關的物理性質是有關的高度判斷所不
能否定它所不是的那些性質，即，高度性之得以進入實在界，在於實在界的某
些範疇涵蘊它──作為其實在性之充份條件。在此不需要肯定，如果沒有這層涵
蘊關係高度性就必然不是實在的，因為問題只是如果要有高度性，它和世界的
其他部分應該怎樣關聯起來。

當然，在另一個意義上，以必要條件的方式看也是有效的。這就是，站在
既有的有關判斷的觀點去看，這些判斷本身所關於的那些性質之能以這個判斷
去謂述其上（predicate），必須以能夠與這些實在論範疇相容為其謂述上的必要
條件：如果不能涵蘊在實在論範疇中的性質，這就反映出有關判斷的謂述所謂
述的只是不實在的幻象或空概念。換句話說，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有實在論的
領域和語言的領域，實在論範疇那個保存真值意義上的涵蘊是某性質──規範
性、高度性──得以進入實在界的充份條件，但也是有關的謂述之得以有其實在
論基礎的必要條件。這個意義上的必要條件之所以與把「以涵蘊來入場論題」
7

看成實在性之必要條件不同，是因為後者邏輯地涵蘊（即，並非保存真值意義
上的涵蘊）前者──把「以涵蘊來入場論題」看成實在性之必要條件，如果不能
滿足這必要條件，那麼有關的次要性質就是不實在的，有關的語言使用也就是
錯誤和非實在論式的──但反之不然：如果我說「這笑話內容很高」，撇除在某
種比喻的意義上說的可能性，我所說的就只是把「高」這詞用在不能被這樣謂
述的性質──某組該笑話有的語意－心靈性質──上，而這一點卻不必等於說高
度性本身是不實在的。

因此，當我問具規範意味的關於行動的判斷整體論式地想應該放在甚麼領
域中，或具規範意味的判斷運行在哪個領域中時，或問就行動來看、如果要有
規範性那麼應該把行動看成甚麼樣子時，我所問的，就無疑只是在問，就行動
而言，如果要有規範性質，那個規範性質的恰當的承托者是甚麼（proper bearer
of normative properties）。就這點來看，我的問題也並不是無法理解的。

總起來說，當要知道，整體論而言，就（在世界中的）行動方面來說，恰
當的規範性質的承托者是甚麼時，必須要考慮的有兩點，即，一、作為充份條
件，它能以保存真值的方式被涵蘊在一個更根本的實在論範疇中；二、有關判
斷的謂述必須以（一）為其謂述之恰當性的必要條件。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想要獲得一個框架或模型，在其中論者可以一方面對
規範性之定位問題給予一個較為令人滿意的答覆，在另一方面同時獲得一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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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可以分析各種與規範性判斷相關的現象的資源。因此，在本文大半部分
篇幅裡，我把時間花在建立這樣一個模型中，因而有意壓制自己操之過急地提
到任何特定的規範性判斷的欲望；我所企圖達致的東西，不是要解釋某一個領
域的規範性判斷，而是要從邏輯形式的考慮出發，找出任何有關判斷都必不可
少之元素間的內在網絡──譬如說，在行動中，「心靈」、「心靈內容」、「行動」、
「理由」等元素間的內在關係。這是所謂「整體論地想」的意思。這個進路所
導致的一個可能的表述上的缺點是，在論述其間我有可能會提到一些論點但輕
輕帶過，其用意僅僅在於突顯在我看來有必要建立起的模型，待讀者耐心看到
較後半部分，其用意便會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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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點

規範性之定位問題是驅使本文之研究的背景問題，而與本文直接相關的、
我所渴望了解的議題是這一點：價值判斷與行動的關係。我要問的是這一點：
行動必須是甚麼，或我們必須把行動看作甚麼，才能使行動者擁有的、關於該
行動之價值或理由的心靈內容能解釋他之實踐出這個理由的那個行動？在我看
來，這個問題提供了我們得以尋找出回答規範性之定位問題的框架或模型的切
入點或起點。容我稍加闡釋。

在題為 “Actions, Reasons and Causes” 的那篇通常被視作當代行動哲學之
開山作的論文中（Davidson 2001）
，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下譯「戴
維森」）指出一個行動之為一個行動必須滿足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行動是目
的性的，意指行動乃是行動者思想的反映，行動本身是一個目的，它必須被行
動者本人的思想內容「合理化」（rationalize），即，行動者之某些特定的心靈組
合告訴了人們，就著這個行動，行動者認為他實踐了甚麼──更具體地說來，行
動滿足了行動者甚麼欲望。由是，行動以提及行動者之有關欲望和工具性信念
的方式得以解釋；比如說行動者想要 E，而他知道 M 這方法可令他得到 E，於
是，他做出 M。這樣，M 這行為就以行動者之「想要 E」和「認為做 M 可得到
E」來得到解釋。其二、行動之發生，這些合理化該行動之「欲望－信念」組合
必須以因果性的方式產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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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解行動的觀點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但它的有效性並不是我現在要
關注的問題7。作為討論的起點，這個觀點足夠簡明和具代表性。我現在關注的
是這一個觀點所代表的關於甚麼條件可以區分開行動與非行動（僅僅身體活動）
的議題如何與規範性的定位問題有關。

表面看來，要回答規範性之定位問題就需要在行動的本質中找出一些使行
動可以擔當規範性質之承托者的條件，這樣這個條件必須也是把行動與非行動
區分開來的其中一個要素；然而，為了容納各種非理性行動的存在，使行動得
以擔當規範性質之承托者的條件又不能是構成行動之本質的──必須要有既是
行動又是非理性的東西。這樣，似乎要在行動之本質中找出規範性之得以謂述
之的條件這個任務本身就是個悖論。走出這個悖論的關鍵在於要看到，使行動
擔當規範性質之承托者的條件並不會使滿足這個條件的行動成為一個符合某特
定領域之規範要求的行動，而是會使這個行動變得能夠符合或違反這些規範──
能以之謂述。這顯示，要找出這樣一個在行動中定位規範判斷的要件，就是要
理解行動中的甚麼本質可以使之有違反規範性要求的可能。

現在，一如戴維森所論證的，行動者之心靈內容合理化行動者所實踐出的
行動，換句話說，任何行動之可能，都涉及行動者之心靈內容之於行動的合理
化關係（和因果關係）
。於是，在行動中找出定位規範性之條件的可能，就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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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會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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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行動中──即，在這樣一個以行動者之心靈內容合理化了的行動中──找出
一些特質使之可以以規範性謂述之。再加上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這一點，即，
關於要把規範性定位在哪裡的不同觀點之分歧，能夠在當有關的心靈內容涉及
這個行動本身的價值或理由時最鮮明地突顯出來，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要
找出在行動之本質中定位規範性之條件的可能，就是要理解這一個涉及行動理
由的心靈內容與這個理由所支持的行動本身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作為出發
點的這個問題：行動必須是甚麼，或我們必須把行動看作甚麼，才能使行動者
擁有的、關於該行動之價值或理由的心靈內容能解釋他之實踐出這個理由的那
個行動？

本文共分五章，第二至四章是本文的主體。在第二章中我從對索引性的研
究開始，建立起一個分析心靈內容的「能力」模型和「狀態」模型。在第三章
我把這個模型應用到行動中。第四章探討這一個統合對我們理解甚麼是「理性」
的影響。最後，我會在結論出突題兩個模型會如何試圖解答規範性之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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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思想：能力模型與心靈狀態模型──反思與經驗

一、“de dicto”與“de se”命題及命題態度：約翰‧佩里的區分與討論

問題開始於我們把一些所謂「本質上索引性」的思想內容與在進行行為解
釋時所必須採取的有關「命題」及相應的把握命題的心靈狀態或曰「命題態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是甚麼所作的反思。因為，一般而言（或至少本文會依
從這個假定），「命題」作為思想的恰當對象，而「命題態度」作為以命題為中
心地表達的心靈或思想，在一些本質上索引性的表述中遇到了界限。所謂「本
質上」之索引性與非本質性的區別，我們即將會談到，但是在進行理論分析前
有如下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即：索引性（indexical）表示了「感知」，表示了思
想與世界之間的橋樑，因此，
「思想」
，可以是建基於感知「材料」而形成的「表
象」
、也可以有感知性的表象，但感知畢竟與表象不同，感知不是思想本身。如
果可以循這條線路發展，那麼我們就會開拓出另一個領域，其中思想只是次要
的；而且，如以下即將提到的幾位哲學學者正確地指出，這一個領域很可以恰
當地表示為「行動」
。於是，通過索引性，論者得出了行動領域一邊，思想領域
另一邊的論題。這一點不難理解。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分裂，那麼
我們是應該把一邊化約到另一邊，抑或是有甚麼辦法在保持兩者之不可互相化
約的前提下，把它們統合起來？這就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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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命題的學說

如果這些索引性向「命題」提出了一些與命題之本質不相容的挑戰──即一
方面在日常語言中這些索引性無疑有其意思，但它們卻無法依傳統地理解「命
題」的方式去理解──那麼，似乎把行動領域化約到思想領域的希望就落空了。
能做的似乎只是把思想領域化約到行動領域。以下即將提到的一位人物，約翰‧
佩里，就是持這個立場；而且他所提到的例子還能充份顯示出索引性所標示的
界限不僅是感知，而且是行動。

約翰‧佩里（John Perry，下譯「佩里」）在 “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Perry 1979）一文中對此有很好的分析。他指出，在弗雷格（G. Frege）
奠定下來的有關語言分析的傳統中，在如何理解一個認知性的心靈狀態時有四
個特點。它們構成「關於命題的學說」（the doctrine of propositions）：

其一、認知性心靈狀態──統稱「信念」──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關係，
這個客體是指語言所表達的相應「命題」，而所謂「認知」，就是主體對此命題
所有的一個「相信」關係。譬如說「S 認為：
『A 是 B』」
，就表示 S 與「A 是 B」
之間有一認知關係，由是 S 就對此命題採取了一個認知性的心靈狀態──就其與
命題相關時，稱其曰「命題態度」
；就此命題之被以認知方式把握而言，稱其為
「命題內容」或「心靈內容」──到後面還會進一步作出劃分。由是，對信念的
個別化則完全是以命題為中心的，即，如果兩個人的心靈狀態一樣，那麼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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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命題內容就必須等同；反過來如果心靈狀態不一樣，那麼論者就可以期待
其命題內容不一樣。最籠統地說，這就是說語言與心靈內容間具有一致的對應
關係。

其二、命題之真值是絕對的、而非相對於某一時地人8。

其三、關於在個別化一個命題時所需要的條件，或曰在甚麼條件下命題 P
與命題 P*可以說是同一個命題；這些條件包括真值、真之條件及所涉及之概念
為同一的。

其四、關於命題的公共性，即任何人在任何時地對於命題具有同等的認知
可能（epistemic access）9。

這個意義上的「命題」為“proposition de dicto”。

在「關於命題的學說」中，所謂「語言與心靈內容間具有一致的對應關係」
這一點在往後的部分中還會再有更重要的討論價值，因此不妨在此進一步加以
釐清，即它可以意味著以下其中一個論題：

「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

8

這一條原則說的是命題之「真值」是絕對的，並不是說有一些「絕對真理」──無條件地真
之命題；一個命題當然可以有其真之條件但其真值在這些條件所釐定的意義下仍然是絕對（而
非相對於時地人）的。
9
在佩里的原文中，解釋關於命題的學說一段並沒有包括第四項，但因為他最後的立場可以透
過這一項加以釐清，故也在開始首先加以說明。參見 Perry (1979: 5-6, 15-20)。
15

其一：命題可以有效地描述或把握心靈內容，因而同一個心靈內容必須
以同一個命題表達，反之不同的命題意味著不同內容。這是語言與心靈
內容間具有一致的對應關係的強意義。
或／和
其二：語句類型可以有效地描述或把握心靈內容，因而同一個心靈內容
必須以同一個語句類型表達，反之不同的語句類型意味著不同內容。這
是語言與心靈內容間具有一致的對應關係的弱意義。
或是
「語言之於心靈內容的構成性論題」語言──看作語句類型（type）或個
別的言說（utterance token）──不僅可以描述而且還構成心靈內容的結
構，因而不可能有一項心靈內容它可以是一項真正的內容卻無法以語言
去加以描述──既然它是由語言產生或構成出來的話。這是語言與心靈內
容間具有一致的對應關係的最強形式。

第一和第二個論題裡命題和語句類型間之區別在這一節下面即將談到。

1.2 本質上索引性的或定位信念

現在，先回到佩里的討論。他說，問題在於在進行行為解釋時所提及的命
題態度蘊含了一個對於「命題」的看法，而它們與這些原則不相容。佩里主要
談及三個例子。其一是假定他自己在超級市場中正在沿一條打圈的路線追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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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的一條由糖做成的痕跡，他企圖追上去並告訴前面那人他裝著糖的袋肯定
有個洞，以致於把地方搞得很亂。他一路沿著這條線路跑，一邊跑一邊發現糖
愈積愈高他卻還未找到他認為正在掉糖的人，直至最後糖高得堵塞了道路，他
忽然領悟正是自己一直拿著跑的袋子在做成這一個亂局；他在追他自己；他立
即停下回頭整理自己的袋子。其二是一個正在等待開會的教授，從「等待」到
「時間到了」的信念轉變之間，他起身到會議室。最後一個例子談及一個寫了
一本登山指南的作者，他很清楚不同線路之間要怎麼走，但因為不知道自己事
實上在哪兒，即使擁有這一切地理知識，他仍然無法行動。在這些生動的例子
中主角都涉及一些本質上是索引性的信念（essentially indexical beliefs）
，它告訴
主體他是誰、在哪、現在的時間；佩里統稱這樣的信念為「定位信念」
（locating
beliefs）；這樣的命題為”proposition de se”。

定位信念中的索引詞是獨立、不可化約的；至少對於行為解釋來說如此。
例如在超級市場的例子中，當他說「啊，是我在搞亂」時，如果把句子寫成「啊，
是佩里在搞亂（即他本人的名字）」，那麼除非他同時認為他就是佩里，否則就
解釋不了他終於停下來的行為。尤其當我們假設，如果他錯誤地說「我認為是
de Gaulle（另一人名）在搞亂」
、但又誤認為自己便是 de Gaulle 的話、他便同樣
地解釋了他停下的行為時，索引性之於勾勒行動主體的相關信念之不可化約性
便很明顯。換句話說，唯有在索引性信念中，信念才能夠構成行為解釋。同樣，
對正在等待開會的教授而言，在他終於站起身來行動的時候，如果他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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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在正午開始」和「現在是下午五點」的話，那麼前者就不能夠解釋為什麼他
現在去開會這個行為。同樣，假定有兩個同樣完全熟悉山路的迷路登山者在爭
論眼下要走哪條路才能離開，如果我們在描述他們的信念時並不涉及索引詞，
那麼他倆所認知的便會完全一樣，都是關於哪些路線的真命題，而他們在爭論
的、以他們身處之地要怎麼走的分歧便會完全消失。

羅伯特‧史坦尼克（Robert C. Stalnaker，下譯「史坦尼克」）正確地指出，
定位信念不僅僅是索引性信念，它們是本質上索引性的，意即，我們無法既取
消其索引性成份又保持其內容不變。這就是說，它們所提出的挑戰不是在於它
們的內容依賴於語境（context dependent），即，某個句子可依語境而表達不同
命題內容，而是在於有某類語句，其依賴於語境的意思決定了其命題內容，以
致於它們無法以另一種方式表達10；甚至可以說，這個內容是（至少部分地）由
語境構成的。

史坦尼克在此提到一對日後我們會頗常遇見的區分，在此不妨先引入討
論，即「意思」和「內容」的區分，並以這對區分來勾勒甚麼是依賴於語境的
命題內容和甚麼是定位信念。依剛剛的說明，我們所知道的是一般而言索引詞
會使語句的內容依語境而有變動——表達不同命題。任何涉及索引詞的語句都
會依語境不同而有不同內容，比如「我愛你」一語在不同人口中就會有不同內

10

Stalnaker (1999: 132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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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取決於說的是哪個是說話者和對哪個聆聽者說。然而這一點「關於命題的
學說」完全可以容納；因為，一般而言，人們可以說句子的內容獨立於其表達
方式──其意思──，因而意思並不是內容的部分，於是，同一個內容就可以有
不同方式去表達，但無礙其之為同一個內容。
「我愛你」一語的意思可能依語境
不同，但其內容卻不一定會不同，因為它可以只是表達某人於某人之愛意這樣
一個關係。甚至可以反過來說，不同語境下不同語句所表達的不同命題內容，
卻也可以有同一個意思，例如說是說話者與聆聽者的愛意關係。簡言之，在依
賴於語境的句子中，意思與內容間並沒有一對應關係。

同一個命題內容在不同語境有不同語句意思，這一點「關於命題的學說」
完全可以容納，而其之所以可以容納，乃是因為意思與命題內容是互相獨立的。
因而，
「關於命題的學說」的支持者就可以說這些依賴語境的句子意思之所以表
面上看似與「關於命題的學說」不相容，完全是因為人們混淆了同一個命題內
容在不同語境中可以有不同意思和同一個語句類型可以在不同語境中表達不同
命題內容的分別。
「關於命題的學說」的每一條原則當然都在合理地假設它們是
關於同一個命題的原則，而句子類型中的意思對於語境的依賴性只要看作其依
語境而有相應不同的命題內容的話這些命題就同樣以「關於命題的學說」去加
以解釋。因而，
「關於命題的學說」就可以視語境性只是語句類型中之意思的根
本特徵而並不是命題的一個根本特徵去撇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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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卻不是定位信念的本質。定位信念之所以是一個挑戰，是因為在這
些例子中語境性是這些句子類型的根本特徵：我們無法既取消其索引性語素又
保持其內容不變。因而，語境之變動使得同一個命題內容可以有不同真值──於
是，把「關於命題的學說」與語境性分開似乎就是答非所問，因為這些平常的
例子都滿足了「關於命題的學說」試圖容納語境性的方式卻又挑戰了其中的其
他幾項原則。在這些例子中，「同一個命題內容在不同語境中可以有不同意思」
和「同一個語句類型可以在不同語境中表達不同命題內容」這兩點構成了對情
況的恰當描述，而不是混淆。因而，語境性並不僅發生在語境與句子類型之間，
而也發生在句子類型與命題內容之間。這就使人問：它們在甚麼意義上仍然是
同一個命題內容？甚麼意義上又和依賴語境（而非被語境構成）的命題有分別？
於是，定位信念之構成一個挑戰，在於「關於命題的學說」無法充份解釋這類
當然與信念和命題內容有關的現象。

本質上的索引性構成了一類自成一系的涉及句子類型－命題和命題內容之
間關係的例子。這類例子之構成對「關於命題的學說」的挑戰，當然需要兩者
之談及的「命題」、「命題內容」、「信念」等語為同義的作為前提方為可能，這
樣想，本質上索引性的例子似乎指向了在「關於命題的學說」沒有說明的卻又
屬於「命題」、「命題內容」、「信念」之間關係的本質性的東西。因此，佩里的
問題是：兩個同類卻涉及索引性語素的句子類型以表達了不同命題內容來解釋
了不同信念，這如何可能？於是，策略似乎是以一種不會導致不融貫的方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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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演繹「關於命題的學說」或引入新的原則。

1.3 分析與方案

佩里說，定位性信念首先挑戰了「關於命題的學說」的第一和第二條原則，
因為當佩里說「是我在搞亂」時，這個句子要麼表達一個命題，但這個命題之
真值並不是絕對的，相對於不同人說，它可以是假的；或者它要麼並不表達一
個命題，然而我們又確實有相關信念，那麼此信念就並不以命題為中心來勾勒
或分類。

站在命題之為絕對的傳統觀點上看，問題在於那個涉及不可化約之索引詞
的、勾勒信念內容的語句並不能直接就變成一個能在絕對意義上為真的命題；
如佩里所稱，其中有某個「缺失的概念成素」（missing conceptual ingredient）。
由是，如果要保留第二條原則，有兩個可能的對應方案。

其一、是以某種確定摹狀詞（definite description）的方式認定每當涉及一個
定位性信念時其信念內容都以「S 在（例如說）搞亂」的形式表達、而 S 是一
組只有當事人才吻合的描述（例如某組關於他的個人歷史的描述）
。問題在於一
者這樣仍然需要假設當事人「我」就是那些描述所談及的人、二者這些描述可
能關於我的其他僅指稱我這個人的錯誤信念而「我在搞亂」這個句子卻是真的、
三者，如果我們關注的是信念之於行為的解釋相關性，那麼行動當下似乎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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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主體有那麼複雜的信念內容。

方案二是試圖修正第三條原則，不僅僅以語言去個別化一個命題，而是以
命題關於的對象及其性質去個別化命題本身，例如說以佩里本人及「S 在搞亂」
這兩點去決定甚麼是一個命題。這樣便可以在“proposition de dicto”的意義上保
留一個具絕對真值的命題，但以一個開放命題的形式表示，例如說「S 在搞亂」
就是說認知者有這樣一個信念：「佩里（本人而非概念）和『S 在搞亂』（這個
命題）」。然而這樣還是未能正視定位性信念的不可化約性，因為一來這仍然犯
了和方案一的問題，即它要求認知者在概念「S」和佩里這個人之間擁有過多的
信念而一般人之表達「我」這個詞根本沒有那麼複雜，因而那些條件並不是必
要的；二者在於假定這個方案是正確的話，那麼在可以有定位性信念的情況下
它無法正確地給出這些信念。例如說我已經不認為尼克遜（此人而非概念）會
當選總統，而相信「下屆總統會是下屆總統」這個命題（S），而事實上尼克遜
的確當選了總統，那麼根據開放命題的說法，既然一命題以存在者本身和某個
特殊於該存在者的概念或命題來個別化，那麼我關於尼克遜那人的信念因為既
是關於他本人的而又符合相關稱謂他的概念，就不可能有我認為他不會當選的
信念；而我事實上的確有這樣的信念。

那麼假若放棄第二條原則呢？佩里接著考慮一些「相對化了的」命題，即
只對於特定人事或時空等現實情況而為真的命題。例如說「伊莉沙白是英國女
22

王」如果要在絕對的意義上為真就要寫作「在某一時段伊莉沙白是英國女王」，
而如果要在相對的意義上為真則要寫作「在 1960 年代伊莉沙白是英國女王」。
這就是說，在把命題看作從指數（index）到真值的函數時，把相關的「世界」
不如絕對命題意義般理解作邏輯上的可能世界間的選擇，而是現實世界間的選
擇。如是，
「我現在很累」就是相對於現實上人物 a 在時間點 t 上很累而為真的。
這樣看，根本沒有那個缺失的概念成素，因為根本不需要從（僅為相對於特定
語境地真的）語句超越到（可以是絕對地真的）命題。由是，例如在超級市場
的例子中，認知者相信的就會是這樣一個語句，一個以「我在搞亂」來表述、
僅相對於正在這樣說的我而為真的語句。

然而，問題一來在於以「命題」
、哪怕只是弱到以「語句」的方式去勾勒心
靈狀態，那麼信念內容就永遠只是「相對於某人某時而言地，『我在搞亂』」這
樣一個語句，由是它並不能充份把「我」與「他人」區分開，因此就不能充當
行為解釋的一部分。怎麼說？因為，假定你現在正在看這句句子，知道那個超
級市場的情境，你也相信它對佩里來說是真的，只要我們仍然堅持命題的公共
性，即如果要保留在搞亂的「我」和正在看這句句子的「你」兩人有關信念內
容的共同性，那麼，就需要在信念內容中加上「相對於某人某時而言」這一個
短語。佩里把任何人在特定時空和狀態中所做出的認知稱為語句的「認知語境」
（context of belief），把該語句相對而言為真的、那些擔當某特定語句之指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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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時空和狀態稱為語句的「真值語境」
（context of evaluation）11；在這兒「你」

11

在翻譯這對區分兩個語境的術語時，我遇到一個困難，即，其一，”belief”一詞一般譯作「信
念」而非「認知」
，然而看原文佩里對 “context of belief” 所作的規定來看，他企圖以這個術語
所表示的乃是認知者在某一特定時空環境所形成或做出的信念，其動態意較明顯，故以動詞「認
知」譯之。其二， “evaluation” 直譯應是「評價」而非「真值」
，似應依前者翻譯，唯無論是中
文的「評價」抑或英文的 “evaluation” 一詞，都有其涉及價值判斷色彩的用意，而佩里在文中
則僅依「（某人）所相信了之命題的、相對之而為真的那些時間和人物」
（ “the person and time
relative to which the proposition believed is held true”）一意而規定 “context of evaluation” 一術
語，則並不涉及價值判斷意味，而多談到相對化的命題內容的真之條件問題，故若依照原意，
似應譯作「真值語境」或「真之條件語境」
。參見 Perry (1979: 14)。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或曰「評價」一意可以是這個術語的恰當引伸，如是，則似乎會把
我們導致到一個在分析哲學的後設倫理學語境中所謂「認知論」
（cognitivism）的立場，即認為
主體在把握涉及價值判斷意義上的「應該」一意的語句時所涉及的心靈乃是認知性的、其有關
內容乃是具有真之條件的（truth-conditional or truth-apt）。這樣，我們會一舉撇除了所有非認知
論（non-cognitivism）立場的可能。不是說這樣一個做法未必沒有其吸引力，而是說在眼下討論
的、關於相對化命題的情況中，實在看不出做出這樣一個引伸本身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毫無間
隙的想法，因為這會直接撇除了諸如意圖或欲望這些非認知性心靈也可依文中所提及的兩個語
境來區分的可能（例如說「我想要停止搞亂」這個命題內容就是相對於「『我』是（該句句子的）
說話者」這事實而為真的，在此「『我』是（該句句子的）說話者」
（「我」是正在做出該認知的
說話者）這正在發生的事件便是「認知語境」
，擔當該句句子之真之條件的、該句句子所相對而
為真的「我」便是「真值語境」）
。然而卻很難看出為什麼沒有這個可能（關於這點，本文注 13
也有所提及）。
再次，或曰上述把把握有關命題的心靈內容視作「認知性的」一點和有關內容是「具有真
之條件」一點這兩者錯誤地聯繫起來了，因而完全否決了任何非認知性的、其內容又具有真之
條件的命題態度的可能。按照這一看法，似乎「禁止殺人」這樣一個命令句（非認知性）也是
具有真之條件的。除了在決定甚麼是「殺人」這樣一個描述行為的意義上，和決定何時某人有
這樣一個命題為心靈內容的意義上，很難理解這樣一個觀點。然而這兩個點本身並不能必然地
聯繫非認知性的心靈以及應然性兩者，而這樣一個必然聯繫卻是這個「非認知論」立場的主要
理論動機。根據這個（休謨式的）觀點，
「應然」與「實然」的區分等同於「描述性語句」和「評
價性或指令性語句」的區分，又進一步等同於「描述性的心靈狀態」和「指令性或驅動性的心
靈狀態」的區分，然而仍然存在一個「保有其應然性或規範性地（也不是「置身事外」地）描
述（不被驅動）一套規範系統」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描述性地理解的、當事人出於其非認
知性地把握的規範要求而作的行為」這可能性，因而非認知性與規範性或應然性之間的必然聯
繫就難以維繫。這裡涉及在當代後設倫理學討論間「認知論」和「非認知論」的立場之間極多
的爭論，可參見如：Williams (2011: chap. 7) 和 Shafer-Landau (2003: chap. 1)。
最後，或曰這樣一個區分「認知論」與「非認知論」的分類法預設了過多分析哲學那種「語
言（命題）中心」的觀點，因而應該一併捨棄，好讓我們能更加看清心靈與行動和規範性之關
係的問題。的確，上述的對非認知論的立場的規定的確是以有關的語句為中心去進行的（如指
令句）
，因而，似乎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哲學立場。這裡涉及心靈的本質這個茲事體大的問題，我
實在無法在此加以討論，不過讓我在此作出一點回應。其一、即使這樣一個語言中心的分析有
其預設的基本立場，相反的另一套觀點亦同樣預設了其基本立場，而就爭議性而言，兩者至多
是不相上下的。因而我們就不能說非得在非心靈哲學的語境下二擇其一不可。其二、一如我在
本文第一章曾說的，我所企圖處理的不是孤立在心靈哲學或語言哲學或行動哲學或規範性哲學
等領域中各自的問題，而是它們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如果釐清了這點，我們就會慢慢發現──
這就是說，隨著本文的進展發現──我正在做和即將要做的，就是要為兩種可能的理解心靈與
行動和規範性之關係的方式建立它們兩者的模型，而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說我的分類法預設了
過多在心靈哲學的問題上以語言為中心的觀點，那他就只是以一竊題的方式去反駁我。其三、
和很多同情認知論的人一樣，其背後主要的動機乃是想要兼顧有關性質的實在性，而若果有關
語句不能是具有真之條件的，其所指的性質就不能是實在的，因而我會同意「
（道德）實在論是
認知論的一種」
（ “(moral) realism is a form of cognitivism”）這個論斷（見 Shafer-Landau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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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在看該句語句的時間」就是認知語境，
「我」和「正在搞亂的當時」就是
真值語境。但這麼一來你正在相信同一個語句（具有同一個真值語境）
，即以「相
對於某人某時而言地，
『我在搞亂』」這樣一個語句」
，卻理解不了為何我做出「停
下來檢查袋子」的行為。

此時支持相對化命題提案的人或者可以再反過來辯護說問題好像在於對於
行動者來說兩個語境是同一的，而對其他人來說並不是同一的，因此我認知該
內容，就是在認知「相對於我而言，
『我在搞亂』」
，而其他人（如果不是做出同
樣行為）就只是在說，「相對於某人某時而言地，『我在搞亂』」。如此就能把握
本質上索引性概念的核心地位。

這帶到第二個問題。假定佩里在超級市場追逐時周圍還有些鏡子使他能看
見他所認定的肇事者，但距離又足夠遠致使他無法從鏡中映像看清那是他自
己，那麼他當然就會認為是對方那人應該要認識到「相對於我而言，
『我在搞亂』」
這件事，但事實上他應該要認為「肇事者就是佩里自己」的那個語句內容卻因
為他誤認鏡中映像而在之前沒有被想到，否則我們就解釋不了他後來行為上的
轉變。換言之，在此例中，在解釋行為時，以語句來規定的認知內容總是只預

17)）。而如果在此有論者要認為這種語言中心的分類法過於狹隘，堅持有另一種意義上的非認
知論的實奎論，那麼，對這個觀點，我不會分駁，不過想指出一點，即實在論的問題雖然不是
在決定認知與不認知之間能夠解決，但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確的，把實奎論看成是認知論的一種
根本不必要為認知論或實在論戴上所有「科學主義的」、
「自然主義的」色彩，因而大量的誤解
就能因而解消，那麼我們就能充份利用分析哲學以此為勝場所留下的資源去探討有關哲學問
題，就理論有效性而言，應該是能夠說與另一種非語言中心的分類法同樣──如果不是更好─
─好的。感謝李瑞全教授向我追問這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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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了自我概念，因而不能對之加以解釋。

那麼，是否可能說修正案在於對行為者本人而言，把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
境般相信呢？即那個教授會說「我認為『會議現在開始』此句句子相對而為真
的時間就是現在」然後行動？這可能是一個恰當的描述，但無疑並不一定是行
動者當下會有的信念，因為他可以相信「會議中午開始」
，也相信「現在是中午」
，
但沒有把「會議現在開始」這樣一個關係性的心靈內容表象出來（即，一方面
是認知者（「在現在」）所做出的認知，另一方面是其認知內容所關於者（「就是
現在」）其間的關係）便起來走到會議室。

修正第二及第三條「關於命題的學說」似乎真的無效。佩里最後放棄第一
和第四條原則。
「我在搞亂」
、
「會議現在開始」這樣一些句子具有有限的可接觸
性（limited accessibility）
。前者只為行動者本人可以接觸，後者只在某一特定時
刻可以接觸。如果仍然堅持以某個「絕對的」
「公共的」命題內容來理解信念的
話就是如此。在佩里最後認定的說法中，有以下三段重要段落不妨直接徵引：

我們以這種方式去個別化信念無疑與我們假定的某個關於（如何
去個別化）「在某狀態下」（being in that state）的標準有關，即
至少對真誠的成年人來說，（在這認知狀態）就是傾向於說出那個索引
性句子。12
相對化而去除了索引詞的命題最終得出一些開放命題。這些就是那個人
依據他在特定時空所處的狀態所相信的（內容）。……

12

Perry (197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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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我們得出一個形上學地良性的關於有限可接觸性的形式。任何人在
任何時間都可以接觸到任何命題。但不是以任何方式。所有人都可以相信
約翰佩里他正在搞亂；任何人也可以在一個被「我在搞亂」這句子所分
類的認知狀態下。然而只有我可以憑著處身這個狀態來有這個信念。13

在第一段，作者明確提出了對於認知狀態的傾向性分析。就這一點而言，
既然心靈狀態可以以行為傾向加以分析，他甚至可能不會認為心靈內容本身涉
及甚麼語法結構，而只是可以以語言去加以描述（由是，動物也可能具有某種
層次上的心靈內容）
。對此他沒有明說，但是已可以窺見這樣一個方向，即，把
「認知狀態」和信念所把握的「命題內容」區分開。於是，他在此最有可能的
是反駁了「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即
命題與心靈內容間的對應關係。而佩里沒有明說的是他到底有沒有反對「語言
之於心靈內容的構成性論題」。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反駁「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
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即語句與心靈內容間的對應關係。因為正如後面兩個
段落所表明的，所謂「有限的可接觸性」
，事實上並不是說要取消某個依命題來
為認知者分類的哲學計劃。因為正如他用例子闡述的，假定我們有群迷路的登
山者，假定他們都熟悉當地地形而又有共同的要離開的欲望，那麼以開放命題
的方式去勾勒他們的同一類內容就可以充份地理解正在和即將發生的事情，即
他們會沿哪條路離開（假定正確道路只有一條──這點不重要）。又如正在等待

13

Perry (197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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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的教授，當然不妨說隨著時間過去他對同一類內容採取不同的認知態度，
而這個態度同時就解釋相應的不同行為：準備開會，前去開會，為遲到而道歉。
換句話說，這樣理解的心靈狀態有助於解釋和預測人類行為。換句話說，對於
心靈狀態的傾向性分析的重點不是要取消關於命題的第四條原則，而是要在行
為解釋的層面上，為具有一個認知性態度的不同任務重新分配工作。重要的是
如果以”attitudes de se”為框架，我們可以有同一個方式去解釋行為與心靈內容，
而如果以“attitudes de dicto＂的方式去做就不能；而且即使在「討論」這種要求
各方要有同一個命題內容的情境下，開放命題的方式仍然足以擔當這個大任，
換句話說，所謂只有當事人憑著其心靈狀態才有的、他和該（相對化）命題之
間的直接性一說旨在保留它對行為的解釋力，並不威脅到一般而言需要「以同
一個命題內容為信念分類」這一個理論目的──對於不涉及索引詞的語句而言，
仍然可以依第一條原則來為信念分類──以「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
把握性論題」的第一個表述所表示的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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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態度、認知內容與兩個領域

2.1 術語和重新劃分
佩里的分析到此結束。他並未有作下列概括，但我認為以下結論應該大致
準確。結論可以以關於命題的學說為中心展開。首先，我們或可意譯“proposition
de dicto＂為非索引性的命題，“proposition de se”為索引性的相對化命題。依以
命題相關的方式去釐定心靈，因而理解成態度，故“attitudes de se”為索引性態
度，“attitudes de dicto＂為非索引性態度。為方便，從第二條原則開始，非索引
性的命題之真值是絕對的，而索引性的相對化命題之真值是相對的。就第三條
原則來說，就索引性相對化命題的個別化而言它始終是開放或不完整的、其真
值依賴於個別人事物，而非索引性命題的個別化則是完整而封閉的。就第四條
原則來說，索引性相對化命題的可接觸性是有限的、由此而說它是「私人」的；
而/非索引性命題的可接觸性則是公共的。就第一條原則而言，以「語句類型之
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一個表述的方式解讀，在表示信念的
基本形式「S 認為 P（S believes that P）中」，非索引性信念可以以其命題內容
為本加以分類，著重點在 P，如是信念只是「反映」或「記述」命題之真值內
容，同一信念必須隨之以同一命題，反之不同信念就有不同命題，可以稱這個
意義上的信念為「理論領域意義下的認知」
；相對立的是能夠構成（部分或全部）
行為解釋的心靈狀態，這樣理解的信念是一種狀態，重點在“believes that”，如
是心靈狀態並不旨在反映同一個命題內容，甚至反過來把「語句」理解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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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達個別心靈狀態的載體，因此可以有同一個命題但因主體方面的狀態不同
其所表達之語句內容不一樣的情況。由是它以一個涉及能動性（conation）的傾
向性分析來解釋心靈狀態、從而解釋行為──即，該行為之被合理化應該如何描
述；依是之故，稱它為「實踐領域意義下的認知」
。為求簡潔，我有時也將直接
稱前者為「信念」
，後者為「心靈狀態」
，而以「認知態度」來稱兩者所屬之類；
另外，認知態度所涉及的（或可直接被語言表達或只是被語言描述）內容，我
將保留「命題內容」給信念，而「語句意思」
（以其最後定案在開放、相對命題
之故）給心靈狀態，並以「心靈內容」14來統稱兩者。這樣，可以把依「關於命
題的學說」為中心去解釋的信念與認知狀態之區分概括為下圖：

14

在選擇這樣一個類項的術語時，我遇到兩個困難。其一、是因為上述所說直接應用於一般意
義上的心靈內容或態度，而並不特別偏重於認知性的內容。雖然，迄今為止我都只在探討認知
性的態度及內容，好像忽略了諸如「意願」
、
「意圖」等與認知性對立的、有時被稱作「能動性」
（conative）的態度及內容，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重點只在索引性與非索引性，而不難理解對於
它們是否可以互相化約的看法乃是對於「心靈內容」及「命題態度」的一般看法，而與它們是
認知性的還是能動性的無關。畢竟不難想像在能動性的態度及內容中也會有相應的索引性－非
索引性疑難。參看 Lewis (1979, section IX）
。因此，好像在這兒稱其為「心靈內容」比「認知內
容」更合適。然而，其二、因為佩里的方案終究在於區分開（認知）心靈狀態與（認知）心靈
內容，因而「心靈內容」一詞就難免有歪曲之處。我的方案在於釐清這樣一個類項到底有甚麼
用處。眼下最重要的用處則是在往下即將討論的、用於分析佩里這個認知狀態的重要性時所提
到的「心靈內容」
，在大部分時候，我將只意謂「可以以一個語句類型謂述的思想」
，例如說「認
為 P」
（believes that P）
，這個時候「心靈內容」等同或非常接近於我保留給認知狀態的「語句
意思」
，但同時，因為我想要分析出導致佩里拒絕「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
題」之第二個表述的更深層理由或原則，因而就需要決定在甚麼意義上「語句意思」和「命題
內容」是不可共存的，這時，在行文上，在需要有一個方法論意味的兩者所屬的類項。另一個
用處在於要突顯佩里的方案在和傳統意義上的「關於命題的學說」的分別時這個分歧所企圖回
應的共同的哲學議題是甚麼，這一點在下面關於若把心靈內容看作命題內容，便會依命題之具
有的真值為「絕對」意義上的真而具有「絕對」角色，和若看作語句類型則只有「相對」角色
時所提及。最後一個用處直至本文第四節涉及行動理論的部分才會顯現，即「心靈內容」作為
「行動」的解釋項，邏輯上必須與後者區分開，而且不必限於認知性的。出於這幾點，我採用
「心靈內容」這詞，但希望讀者把它看作與行動相對立而言的邏輯項，在心靈哲學的語境中則
僅取其後設的、方法論上的意義，而不會因此誤以為佩里的「認知狀態」和傳統意義的「命題
內容」有何共通的基礎。──不是說一般而言的認知狀態和命題內容絕不可能有這個基礎，不
過至少就眼下佩里的討論來說是這樣的；而且佩里的方案在往後還會顯出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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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一

二

三

心靈

（ 信 念 與 命 題 （真值）
間的一致對應）

四

（個別化條件） （可把握性
或可接觸性）

信念
肯定
（命題內容）

絕對

封閉於處境

公共

認知狀態
否定
（語句意思）

相對

開放於處境

（就行動解
釋而言）私人

表一：依「關於命題的學說」解釋信念與認知狀態的區分

這樣以不同術語區分開，好像信念和心靈狀態已相安無事、各安其份。但
實質不然。因為，本質上索引性所提出的挑戰恰恰是對以「關於命題的學說」
表示出的對於傳統理解命題的方式的挑戰，而按照這個傳統的理解，這兒所謂
的「命題內容」恰恰代表心靈內容本身，因而心靈內容能作為命題內容直接勾
勒信念，但如果佩里是正確的，則在他最後的、以語句意思勾勒心靈狀態這個
方案中，重要的問題不是「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
第一個表述是否正確，而是回應本質上索引性的方式是否在於在心靈內容與心
靈狀態之間作出區分。

因此，重點是（然而正是從這裡開始可以看到反駁佩里的可能）
，雖然索引
性相對化命題與非索引性命題對立地把命題之真值處理為「絕對真」和「相對
真」
，然而當重點是心靈內容，兩者就並不完全對立，因為即使在心靈狀態意義
下仍然可以有某種相當於「絕對」角色的心靈內容。然而卻不能反過來說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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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意義下可以有某種相當於「相對」角色的心靈內容。這是因為，對於信念而
言，由於第一條原則之故，根本不能有兩個同樣的信念而不同的命題內容，而
所謂命題之相對性的要旨就在於同一個以語句形式表達的心靈內容可以配以不
同的心靈狀態。換句話說，以命題內容為類劃分信念阻止了信念的相對化，而
以語句劃分心靈狀態卻沒有妨礙心靈狀態所涉及之心靈內容的絕對化；對第一
條原則的不同理解加上第三條原則的規定導致了第二條原則在信念和心靈狀態
之間的一種不對稱性，即，因為心靈狀態開放於現實而信念則對之封閉，所以：

「信念－心靈狀態之不對稱性論題」心靈狀態可以容納命題的絕對性而信
念不能容納語言的相對性。

基於此，索引性認知態度可以構成容納非索引性認知態度的框架，反之不
然。如果我們問在心靈狀態下相當於「絕對」角色的心靈內容是甚麼時，我們
就會得到佩里的答案：存在者以及開放命題（「X 在搞亂」）
，有助於解釋和預測
人類行為。由是，根據這個圖景，當我們在以非索引性命題的方式談論行為時，
我們的確具有一個共同的談論內容，即我們在談論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而非
哪個命題是必然真的或曰某物的本質是甚麼）
，
「他正在搞亂」
。讓我稱這樣一種
語言使用為「敘述」。

與敘述相對的可以稱作「理解」
。可以這樣說出其中差別：就勾勒認知態度
而言，在解釋次序中，如果要敘述的話，真值語境優先，而如果要理解時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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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語境優先。比如說在超級市場的例子中，當佩里說「原來是我在搞亂」時，
如果我要跟第三者談論這件事，就需要有一個可以與他做出共同認知的心靈內
容，我跟他說，「佩里說原來是他在搞亂」，此時這一個語句所勾勒出的一個我
們共同認知的對象，就是說我們已有一個具有語言結構的開放命題，然後去找
出它相對於哪人來說為真。然而，如果有人想要理解佩里的行為，就要把那句
話理解作表達他本人心靈狀態的語句，即這句話是由他說出的跟由別人說出的
意思就不會一樣──如果就「意思」我們解作「內容」或「真值條件」的話。

2.2 理論領域和實踐領域

然而反思起來，這並不是說沒有留下一些疑慮。因為，所謂「絕對」的角
色在此只意謂著一種行之有效的、以「同一個內容去劃分認知態度」的哲學習
作，而這一個角色究竟是否能完全取代信念的具有絕對真值的命題內容，則是
尚未解決的問題。在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個取代很可能不會成功，但現在可以
首先看看，為什麼這其中仍有並未自動消失的困境，或者，至少讓我們不急著
從一開始就排除了一些理論立場的可能，即非索引性命題和態度跟索引性命題
和態度一樣也是不可化約的，因而不能完全融入一個由索引性態度建立起來的
框架。

我認為，在此相關的重點有兩個，其一關乎分析，具體涉及兩個區分，即，
A、宏觀地說要採納非索引性認知態度和絕對封閉命題的框架，還是索引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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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和相對化開放命題的框架之間的選擇；以及 B、微觀地說應該如何分別地
為一個全是索引性語句和另一個全是非索引性語句的兩個集（set）加以歸類的
問題。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有以下四個可能：

1. 索引性語句的集 2. 非索引性語句的集
A：非索引性認知態度和命題的框架 佩里加以反駁
B：索引性認知態度和命題的框架

？

佩里提出的定案

表二：定位佩里之立場

這樣看，可以知道佩里的確反駁了 A1，並提出 B 一組作為解決方案。然而
如果真的可以把一個分析框架和一組涉及所有相關例子的集區分開來，就會讓
我們看到新的問題和可能性，此即，A2 和 B2 中所涉及的非索引性語句意思相
同嗎？如果我說，「我認為佩里在超級市場搞亂」，難道不像任何其他不涉及索
引詞的語句一樣，都具有絕對的真值嗎？這個具有絕對真值的命題真的和我在
敘述世界發生了甚麼事時所說或所複述的、相對於佩里這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
而言的「我認為佩里說他在搞亂」一樣嗎？為什麼一定要有「他」這樣一個代
名詞放在其間？而且為什麼這樣一個語句和我們理解人類行為無關？如果這些
問題都不是不可理喻的，那麼我們就要保留一個可能，即，如果佩里的策略要
成功，他不僅需要論證非索引性命題所提供的框架不能處理索引性語句，而且
需要論證索引性命題所提供的分析框架能夠像非索引性命題所提供的框架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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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好地處理非索引性語句。這一點他卻沒有論證。

其二是關乎理論目的和理論領域之區分，即，如果把信念定位在理論領域
而把心靈狀態定位在實踐領域是恰當的話，那麼上述的關於信念與心靈狀態之
不對稱性論題就延伸到：

「理論領域與實踐領域之不對稱性論題」理論領域以命題之絕對真為目的，
實踐領域以命題之相對真的有效解釋力為目的。

此之所以佩里說把索引性相對化命題理解為解釋和預測人類行為的表述的
原因。換句話說，把本質上索引性相對化命題和行為解釋同時加以反思的結果
是，信念與命題間的一致性的確已經消失，即「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
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一個表述不成立，但心靈狀態與語句間的一致性仍然成
立，即，作為對人類行為的理解與預測，可以說同一心靈狀態必須隨之以同一
行為，反之不同心靈狀態就意味著不同行為。這就是說，
「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
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成立。

然而在上述「分析與方案」一節我寫到「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
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一個表述成立。於是，承接上節對語言運用在行動相關的
意義上「敘述」和「理解」的區分，我們可以這樣概括佩里的立場：在敘述所
發生的事件上，以「存在者和開放命題」的方式保留整個「關於命題的學說」，
尤其是，其中第一條原則的「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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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表述成立，這一點構成理論領域對行動的定位；而就理解行動者之行
動而言，放棄「關於命題的學說」中的第一條原則之第一個表述，但保留其第
二個表述，而且也放棄第四條原則，而這一點構成實踐領域對行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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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模型（一）

3.1 前設與心靈狀態的原型
把思想領域化約成行動領域的嘗試好像頗為成功。
「信念－心靈狀態之不對
稱性論題」和「理論領域與實踐領域之不對稱性論題」就表示了這點。現在，
如果真有任何反駁它的可能，即如果真有任何辦法在保有「關於命題的學說」
下解釋索引性與行動，那麼這個觀點也不能無視佩里等人所提出的問題，換句
話說，如果真有這個觀點，那它必須已經向佩里所提出的觀點有所學習。而如
果這個新的觀點能夠與索引性框架那樣好地處理索引性，那麼我們就會得到一
個統合性之命題的第一步──思想領域同樣可以把握本質上之索引性，感知不是
其界限。第二步是把它延伸到行動。在這一節中我會做兩件事情，一是作出這
第一步，二是同時建立一個模型去為之後作準備。

或問：在心靈內容與心靈狀態之間作出區分的後果是甚麼？在此，借用一
下佩里以前曾寫過的另一篇同樣處理本質上索引性的文章的術語或會獲得一更
加清楚的區分。根據他稍早期的說法，認知可以分析成兩個成分，一個是認知
對象，一個是心靈狀態15。前者由認知的有關（非概念）對象和能以之稱謂它的
性質構成，後者則是一個從說話者到認知對象的函數。如甲因神經失常以為自
己是乙，那甲和乙便在心靈狀態上同有「我是乙」這個心靈內容，而甲之具有
15

在 Lewis (1979: section XII) 中，作者把它看成認知的兩個對象。據史坦尼克報稱他與佩里的
個人談話表示，只有後者一個對象，見 Stalnaker (1999b: 134, n. 11)。按理說一個對象的說法更
自然也更好解決問題，本文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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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想法和乙之為正確，便在其認知對象上的有關命題內容之真假有分歧。
又假定甲成功說服其心理醫師他是乙，那麼情況便剛好相反，醫師會因在認知
對象上同以「是乙」稱謂甲這對象而與乙有心靈內容上的一致，但醫師並沒有
自認為自己是乙，因而他不像甲和乙一樣處在同一個具有「我是乙」這個心靈
內容的心靈狀態。16

現在，不難看到，真值語境處理的是認知對象，因而認知對象隸屬於傳統
意義上之命題內容的領域下，而認知語境則與心靈狀態對應。在超級市場的例
子中，佩里和讀者因為處在不同心靈狀態所以有不同行為，而其認知對象的一
致則保留了命題的公共性。然而其中有些許複雜之處，此即，就語言哲學說，
真值語境本身是一個從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數（在心靈哲學的語境中被稱為認
知對象）
，而就心靈哲學說，心靈狀態本身也是一個從說話者或認知者或行動者
（處境特徵）到認知對象的函數。這樣，從心靈（心靈哲學）到意義（語言哲
學），有兩個一以貫之的函數加以連接。

同樣不難看到，在本質上索引性的情況中，根據這種分析，行動者或認知
者從非索引性到索引性，認識到的不是一個新的認知對象，而是以一個新的方
式──在一個新的認知狀態中──去把握同一個認知對象。
「佩里在搞亂」這一個
認知對象，佩里自己最後以處在一個特定心靈狀態中的方式把握了它：把自己

16

Lewis (1979: section XII); Perry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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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指數，他終於獲得了那個以函數去規定出的心靈狀態，到達了「佩里在搞
亂」這樣一個認知對象17。這樣理解的確與上引第三段引文若合符節：認知者以
某種特定方式把握本質索引性，即他憑著處身這個心靈狀態去把握它。這就使
心靈狀態可以回應超級市場中鏡中倒映和不需要過多心靈內容的反駁。

以函數的方式重新分析問題後，我們可以開始迫近這個問題：把心靈狀態
與心靈內容區分開的獨立意義在哪裡？我對這個問題的反思以史坦尼克提到的
一點作為主軸而展開。根據史坦尼克的看法，佩里的心靈狀態（belief states）事
實上是一個起源於在語言哲學之討論中使語句得以處理說話語境之語法功能的
心靈上之類比項（mental analogue）
。這個語法功能稱為語句的「角色」
（character）
18

，其本質為：從一些表示語境特徵的「指數」到「命題內容」的函數。上述佩

里在討論相對化命題時的「我現在很累」就是語句角色的一些範例。換言之，
語句角色構成了心靈狀態的原型（prototype）。

把心靈狀態看成語句角色的心靈類比項，使得佩里的最後定案與「關於命
題的學說」
，如果看成關於認知的語意表述的話（semantic of belief attribution），
毫不衝突。19這樣，只要把「關於命題的學說」依「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
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改寫，本質上索引性的疑難就會消失。

17
18
19

Stalnaker (1999b: 133-134, 148)。
Kaplan (1989)。
Stalnaker (1999b: 134 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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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可能是佩里方案的結果，卻不會是他在想及本質上索引性的問題怎樣
挑戰到「關於命題的學說」後從而以能夠回應這個挑戰來證立他的方案本身的
優越性的哲學立場。一般而言，面對某個特定的哲學立場，我們當然可以區分
開這個立場所看到或企圖回答的「問題」或「挑戰」
，和這個作為回應的這個立
場本身如何嘗試回應之餘也就著驅使人們提出這個挑戰背後的考慮說一些把它
們容納在自身立場或框架內的意見。他的方案是要在兼顧本質上索引性疑難的
前提下提出一個能取代傳統理解命題方式的分析心靈內容的框架。

要看到心靈狀態與心靈內容之區分的重要性，或者讓我們問：如果心靈狀
態只是語句角色的重演，那為什麼不只停留在語句角色就好了，而非要讓這一
個函數應用在心靈層面？為什麼要有兩重函數？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者可以從這一點開始：所謂「把心靈狀態看成語句角
色的心靈類比項」是甚麼意思？

3.2「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首先，讓我分析心靈狀態之為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是甚麼，由這一點看看
究竟心靈狀態的甚麼特質使佩里可以以訴諸它來獲得一種能容納本質上索引性
的、關於解釋心靈內容是甚麼的系統看法。換句話說，我想知道就著「心靈狀
態」的本質而言，佩里同時在假定甚麼關於它的「運作性假設」（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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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從而允許他得以建立他的論證。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分析所分析
的是心靈狀態本身，而不必然是佩里意義上的、用以取念信念的那個心靈狀態；
換句話說，如果它允許了一個容納「關於命題的學說」而又獨立於佩里之方案
的方式去理解甚麼是一個「心靈狀態」
，那麼我們就得出了一個在「關於命題的
學說」的框架下理解甚麼是心靈狀態的解說。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它具有一項可以以語句類型去加以勾勒的心靈內容，
這由它作為函數的輸出（output of function）所得。而它作為函數，同樣可以肯
定的是它要 求任何這 樣一種把一 項心靈內 容 謂述 給認 知者的工 作（ belief
attribution）都必須符合一個條件，即它可以以這樣一種函數的方式去表達。更
具體地說，它把與以下一種表達方式的相容性看作任何謂述認知者心靈內容的
條件：

「以直接引語（oratio recta）表示的心靈內容」認知者 S 之有心靈內容 P 這
一個事實可以寫成：「S：『我認為（或相信）P。』」

其中在雙引號前的「S」不是心靈內容。因此，可以說：

「在報告心靈事實時的代名詞的不可取消性」「S 說他認為 P」中的「他」
是不可取消的（ineliminable）。

而且「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和「在報告心靈事實時的代名詞的不
可取消性」這兩點還必須是前者涵蘊後者的關係。要看到這一點，讓我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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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怎樣可以允許佩里反駁他提及的反例和以之做出他的論證。

佩里的問題是怎樣可以保有命題的公共同一性，但又可以解釋具有有關命
題內容的認知－行動者在相關處境中做出特定行動，而其他不在此處境中的認
知者沒有行動的差異。因此如果「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真的可以把握
到佩里以心靈狀態來解決問題的關於甚麼是「心靈狀態」的想法，它就必須要
成立一個能容納佩里想要以心靈狀態來勾勒的認知中的成分，又能排除那些例
子的門檻。但要做到這一點僅僅可以與直接引語之表示為相容是不夠的，因為
就當下在超級市場行動的行動者和讀者而言，雖然把他們的心靈內容寫成「行
動者：『我在搞亂』」和「讀者：『我在搞亂』」可以回應他們行動上的差異，但
卻無法面對鏡中倒映的反駁。佩里在鏡中看到把超級市場搞亂的肇事者，錯誤
地認為應該是那人而不是自己要有「X（肇事者）：『我在搞亂』」的心靈內容，
因而佩里本人的心靈內容就可以寫成：「佩里：『關於 X，我認為他要有「我在
搞亂」的心靈內容』」。

現在，要做的事似乎在於要保證在心靈內容中的『關於 X』與作為函數指
數的「佩里自己」必須是同一的。問題是，心靈狀態如何能做到這一點？

（一）假定我們可以把心靈狀態之為一函數所涉及的運作方式分析如下：
（甲）就理論目的言，如果說就著眼下要獲得一種既可以充當行動者所認知到
的、又可以解釋其行動的心靈內容的關於心靈內容的哲學解釋而言，可以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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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X』與「佩里自己」這兩者的同一性必須是以擔當函數指數之角色者（即後
者）為具解釋次序上之優先性者，即在佩里把自己當作指數時他還必須同時把
自己的心靈內容所關涉的東西（他自己）看成是他的心靈內容作為指數納入的
東西（此即把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境）；（乙）如果可以說，函數指數所表示的
是，在形成一項心靈內容時所必須加以考慮或回應的那組處境特徵，則『關於…』
的短語表示的是，該心靈內容之可以具有真值，及劃出該內容所關涉的事實或
性質到底是哪組事實或性質；
（丙）因而需要解釋的是甚麼是佩里以回應自身之
方式形成一項關涉自己的心靈內容；（丁）以（甲）、（乙）、（丙），再加上一個
一般而言被接受的前提，即「心靈內容所關於之項目就是（或至少必須可以是）
其所表象的項目」
，就可知在形成有關自己的心靈內容中，認知者就在把自己表
象給自己，即將一個其思想所關涉之對象的對象性關係表象給自己。
（戊）就結
果言，勾勒出這項心靈內容所關涉的那組事實或性質正正是解釋該認知者之心
靈狀態本身有甚麼語句內容的那組事實或性質。

（二）假定心靈狀態之為心靈狀態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於在直接引語「S：
『我
認為…』」中「S」和『我』的（至少是從 S 到『我』單向地）可替換性（此從
「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可得）；

（三）可替換性是認知者把自己當作指數的表達形式，因而是心靈狀態作
為一函數之整個運作方式的一環節，而雙引號內涉及的有關內容既是函數的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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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結果，因此前提（一）分析的是作為心靈狀態之表達形式的直接引語；

（四）從前提（一）之分析中得出，函數之輸出之為內容必須要在報告認
知者有這個心靈內容的語句「S 說或 S 認為…」中涉及 S 自己或代名詞「他」；

最後，（五）再假定「S：『我說』」和「S 說或 S 認為」在報告 S 的心靈內
容上是等價的；

因此，就分析甚麼是心靈狀態而言，如果「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
可以是它的表達形式，它就必須以同時涵蘊「在報告心靈事實時的代名詞的不
可取消性」的方式去表達。面對鏡中倒映的佩里的心靈內容，
「佩里：
『關於 X，
我認為他 P』」
，除非把「X」寫成「佩里」
，否則不能夠同時──兩個語句類型「P」
之語句意思為相同地──寫為「佩里說他認為 P」
，但如果「X」能寫成「佩里」，
就無疑只是說「佩里說他認為 P」了，因而，直接引語之以涵蘊代名詞的不可
消逝性的方式表達認知者之心靈狀態這一點便足以保證在心靈內容中的『關於
X』和作為指數的「佩里自己」之同一，從而排除鏡中倒映的例子，從而能說如
果其中的 X 不是佩里的話，那就不是他在這個處境中有關的心靈內容。

可把這個觀點，即認為我們之得以謂述認知者心靈內容之條件（condition of
belief attribution）為此謂述必須與在這個意義上的直接引語相容的條件，為「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occurrence）條件」，取其把心靈內容看成必須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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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發生之認知活動中，作為認知對象，呈現給心靈之意。

在此讓我澄清一點，即：
「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給出的條件不僅
僅是他之有一項心靈內容的條件，是認知者之在一個心靈狀態的條件20。要看到
這個分別，我需要一個和索引性和非索引性非常相近但迄今並未提到過的術
語，在語言哲學中，可以把它稱作「歸屬性質命題」（proposition de re or
property-ascribing proposition）21。

現在，把思想所關涉的對象稱為「思想所關涉者」
，把那能作為指數的個體
稱為「思想擁有者」
，又把這個個體，當並不強調其作為指數的角色時，稱為「思
想者」
。現在，在事實層面，有一個「思想者」與「作為思想者自己」
（the property
of being the thinker himself）這個個體與特質的歸屬（possession）關係，而這個
歸屬關係就導致在語言哲學的領域內必須決定哪個或哪組描述之於這個體而言
為恰當的；另一方面，在心靈層面，有一個「思想所關涉者」和「思想擁有者」
這個心靈內容與主體的謂述（attribution or predication）關係。不難看到，當思
想者有關於自己的思想時，去決定思想者有甚麼思想的「思想所關涉者」和「思
想者」是同一的。更進一步說，因為以下一個考慮，索引性所提出的問題和歸

20

換句話說，既是他有一項心靈內容，也是他之在一個認知狀態的條件。而且在佩里的論述裡，
兩者之間處於一種特殊的關係。這涉及佩里的方案會怎麼理解函數的指數、函數及其輸出間的
關係。雖然直接與現在所說的歸屬性質命題相關，但這一點可以引起一些獨立的興趣與問題，
故留待後面再述。
21
一個善意的提醒：索引性是”de se”, 歸屬性質是”de re”，其拉丁文只有一字母之差。不論是
佩里，劉易斯（David Lewis）還是史坦尼克，皆把索引性所涉及的疑難視作歸屬性質案例中的
一個特例來處理。見 Stalnaker (1999b: 142) 和 Lewis (1979: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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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質的問題是同類型的案件：

「歸屬性質命題之於索引性態度之相干性」
：任何解釋甚麼是有一項本質上
索引性之心靈內容的條件（即，要謂述哪一項思想給思想擁有者的條件）
都必須同時是決定哪組描述為恰當地勾勒該把哪個特質歸屬於思想者之條
件。

回到「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和心靈狀態的討論中來。關於心靈
狀態，必須看到的是心靈狀態是屬於認知者的一項性質，因而對心靈狀態的有
關報導必然是以謂述性質的方式而不是索引性命題的方式勾勒的。因此，有關
的報告認知者的心靈狀態的句子不是「S 相信 P」，而是「S 在相信 P 這個心靈
狀態中」
（having the property of being in the state of believing that P）
。就這一點而
言，心靈狀態必然地與以語句－命題為中心地看的「心靈內容」有所區別，但
它無疑有一項可以以語句去謂述的心靈內容。「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不僅給出甚麼是認知者有一項心靈內容的條件，而且是認知者在一個心靈狀態
的條件，其間分別在於前者「關於命題的學說」已經足夠，例如：對於「水是
由氫和氧組成的」這個命題，要知道甚麼是認知者有這一項命題為其思想內容，
那按「關於命題的學說」之第一條原則說他對它採取了一種認知關係就已足夠；
但本質上索引性的命題則需要心靈狀態，並把有關的語句看成它的其中一個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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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記得佩里並沒有停在這裡。讓我到達「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
性條件」之論證的前提（一）之（丁）項中，涉及了一個佩里用以否定以「把
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境」作為方案來解釋本質上索引性之心靈內容的前提，此
即「心靈內容所關於之項目就是（或至少必須可以是）其所表象的項目」
。他的
論證是：因為心靈內容所關於之項目就是（或至少必須可以是）其所表象的項
目，而如果把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境，那就等於說需要認知者把自己之作為自
身內容所關於之對象這個對象關係表象給自己，但這樣毋寧說是把認知者所需
要符合才能算是合格地把握了本質上索引性的心靈內容的門檻定得太高了，認
知者之把握到自我的狀況根本不需要那麼多表象，因而本質上索引性的心靈內
容就不是那種需要能被表象出才能算是心靈內容的那個意義上的內容──是個
心靈狀態。而在上述論證中我的確是透過這個方案及其如何得以以直接引語的
方式去表達來論證出「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因此，雖然這個方
案和「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兩者所關注的東西並不完全一樣，但似
乎都同樣接受了一個佩里恰恰會憑以拒絕甚麼能構成對有關之心靈內容的解釋
的前提，那麼，似乎佩里就不會同意「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能夠準
確把握他的意義上的心靈狀態。

然而，現在眼看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所表示的那個意義上
的心靈狀態（一）在讀者和鏡中倒映兩例中的運作也頗為良好，和（二）它完
全正視了佩里把心靈狀態看成函數的分析，那麼，這是否表示「謂述心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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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呈現性條件」所表示的心靈狀態中有某些關乎心靈狀態的特質已為佩里所
預設，並且因而在我們分析它到底為何不能捕捉到佩里區分開心靈狀態與心靈
內容這個意義上的心靈狀態時能為我們指向一個更深層的關乎甚麼是心靈狀態
的特質？

帶著這樣一個問題，出於要理解心靈狀態與心靈內容之區分的意義的渴
望，讓我繼而考察把「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所分析的「心靈狀態」
看作「語句角色的類比項」會如何允許佩里建立他的論證。因為，假定史坦尼
克把它看成語句角色之類比項的判斷是正確的話22，這個考察應該能使我們更準
確地看到佩里的「心靈狀態」概念──在這樣做的時候，透過對立起（一）上
述的容納了「關於命題的學說」的「心靈狀態」概念和（二）佩里的「心靈狀
態」概念，應該就使我們能夠借助在兩個模型中的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的各種
關係來建立起兩個模型出來。

3.3 在兩模型中的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之關係
作為開始，首先注意此「類比項」作為表示一種類比關係，預設了在語言
－命題內容和心靈內容之間兩個領域的分隔。它要說的是，語句角色之於依賴
語境的語句意思而言的那種關係，與心靈狀態之於認知對象而言的那種關係，
都是一種從語境到「內容」的函數關係，但它並沒有就語句與心靈這兩者所涉

22

參看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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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內容」是否為同一個「內容」表示一種直接的對應。這一點並不令人驚
訝。因為，根據「關於命題的學說」第一點，
「認知態度」既然本身就是認知者
與命題內容的一種關係，那麼心靈內容就是以命題內容來解釋的，而佩里最後
區分開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的方案，表明自己否決「關於命題的學說」的第一
點，自然就會導致在語言－命題內容和心靈內容之間的進一步劃分。這就是說，
佩里的心靈狀態是要獲得關於心靈內容是甚麼的解釋，不是要獲得關於命題是
甚麼的解釋。

現在，語句角色涉及以下兩個要件：

「語句意思之於語句角色的依賴關係」至少在說話語境對語意之意思有所
影響的情況中，一個語句類型之有其意思，是因為其語句角色。23
和
「語句角色之於語句意思的隸屬關係」語句角色本身乃是語句意思的一個
構成部分，而不是獨立於語句意思而決定語句意思的一個邏輯條件。24

基於這兩點，論者就可以就著對於說話語境顯現出依賴性的那類語句去
問，究竟，在語句意思的層面來說，甚麼是語境依賴性？換句話說，語句角色
所表示的那種邏輯的、函數的分析，必然可以以語句意思的方式或詞彙表示出
來，這是那個函數之作為語句意思的構成部分的「展現」
，而最後得出的就可能

23
24

Stalnaker (1999a: 1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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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個關於代名詞、時態等表示說話語境的語法學－哲學分析。

那麼，問題是，心靈狀態如何對應這兩個要件？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問的目的是甚麼。我們想要理解的是佩里所提出的那個
與信念區分開來的認知－心靈狀態是甚麼，而迄今為止我們的分析把我們帶到
去追問根據佩里他的方案他會怎樣理解「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這一
點上。正是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才問，以追溯心靈狀態之原型的方式，如果我們
把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間的類比關係也放在整個圖景中，究竟應如何理解佩里
意謂的心靈狀態。因此，重要的不是這個類比關係，而是要在「謂述心靈內容
的可呈現性條件」的背景下去理解這個類比關係。依是之故，我以下會首先展
現出若按佩里意義上的心靈狀態去想，究當如何理解「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
性條件」本身；換言之，我要首先展示出心靈狀態模型會如何證立「謂述心靈
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即，會如何證立可呈現性的確是謂述心靈內容的必要條
件），以對立於上述已經交代過的另一個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的方式。如果成功的話，這兩個方式將會構成我稱作「思想能力」模型和「心
靈狀態」模型各自的核心。在此之後，我會透過幾個關乎心靈狀態與心靈內容
之關係的問題來進一步追問兩個模型關乎心靈狀態與心靈內容之關係的不同觀
點如何使它們建立它們自己的論證，希望借此突顯兩個模型的差異。最後，我
會試圖為之後的對「自知」的分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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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論述之方便，以下我會直接以「思想能力模型」或「能力模型」去稱呼
前者（本章第二節）
，以「心靈狀態模型」或「狀態模型」去稱呼後者（本章第
一節、佩里之定案）
；希望這個有點操之過急地引入的術語僅僅充當使論述更為
流暢的任務，而不會「越俎代庖」
，變成了以武斷地定義這個術語的意思來作為
論證的手段。有關的論證和分析當然必須另外作出。

作為開始，請回想在本章第二節中關於「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的論證和本章第一節「前設與心靈狀態的原型」中有關「心靈狀態」的分析有
甚麼共通點。答：兩者皆以函數的方式去分析心靈狀態。那麼，問題是，它們
兩者分別地是如何理解「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中所涉及的函數及其
指數呢，這種理解又如何讓兩者分別地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首先，關於其中涉及的函數及其指數之意義。按上述論證中的前提一，它
把函數之指數看作在形成一項心靈內容時所必須加以考慮或回應的那組處境特
徵，把函數看作對（一）指數和（二）自己的心靈內容所關涉的東西（即，在
本質上索引性之「我」中為同一的東西）兩者之關係性也表象出來的心靈內容，
即，把自己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表象給自己。

相對立的，就狀態模型來說，它把函數之指數看作心靈狀態所涉及的語句
內容相對之而為真的處境特徵（從認知對象出發所到達的認知者）
，把函數看作
對心靈狀態本身的分析──心靈狀態就是對語句內容（認知對象）的一個把握
51

方式（從認知者出發所到達的認知者所身處的心靈狀態）。

於是，在涉及本質上索引性的心靈內容的議題上，兩個模型在把甚麼項目
看作是給定的（given）一點上也出現了分歧。就思想能力模型來說：因為對「自
我」觀念的把握也能同以命題內容的方式把握，因而，針對與「自我」觀念有
關的信念而言，不論是非索引性命題，「自我」觀念，抑或是其他索引性內容，
無一者可說是獨立地已經給定了的，認知者並不是像在狀態模型中那樣首先認
知到「某人在搞亂」這件事，再以認知－處身其中的方式把握到「自己在搞亂」
這個行動。相反，雖然出於思想的整體論特徵的緣故（後有詳述）
，認知－行動
者總是從某一組而非單一的思想出發，但直至到他把認知語境也作為真值語境
去建立信念為止，直至他能說出「（描述組 X）這個就是這個」、「（描述組 X）
現在就是現在」、「（描述組 X）我就是我」（回想佩里提到的等待開會的教授一
例）等語之前，即，直到他能把思想與思想所關涉的事實之間的關係表象出來
前，他還不能說已經開始了對任一事物的認知。

相對立的，就狀態模型而言，在本質上索引性的「我」中，認知－行動者
處身於一個要企圖把自身和其他東西關聯起來的狀態中，並在獲得這個狀態時
同時認識到這些認知也是相對於他之所處身的處境網絡中方為真的。在這個理
解下「自我」觀念永遠不是獨立地首出的，它被任何能充當一個非索引性命題
的索引性個別、因而充當其有關心靈狀態之指數的方式窮盡，換句話說，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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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充當在索引性語句中的主語的認知論基礎的處境特徵窮盡。就這個模型而
言，獨立地首出的是非索引性命題，是在把有關內容和這些內容所表象的世界
納入心靈狀態的過程中，認知－行動者才以認知－身處其中的方式與世界中其
他事物發生關係。

作為結果，兩個模型各自許諾了其對（廣義上的）認知之起點與方式的解
釋。就能力模型而言，因為認知必須涉及思想與事實間的關係性，因而可以說
如果已經有了認知的話，這認知的確必然涵蘊認知者的自我觀念在其中，換句
話說，必然已經有了認知者本人之反思在其中，因而這個模型把「反思」作為
認知之起點。進一步說，與狀態模型把思想之起源定立在某種類似於「感知」
的思維－世界關係不同，思想能力模型把這種感知看成是第一序的，而思想者
以建立起第二序的、把自己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表象給自己
（或，把能使自己定位於其中的信念作為其思想之所關涉者，如把「這個東西」
看成「我眼前的這個東西」）的方式進行認知。

相對立的，就狀態模型來說：心靈內容之為心靈內容它們處於一個平面的
網絡中，其中沒有像在能力模型中所必須肯定的那樣有一些把兩項心靈內容之
間的關係也表象出來的「第二層序」的東西，依是之故，在這種理解中的心靈
內容與一般而言的感知經驗具有一種直接的可類比性，因此可以說，在狀態模
型理解下的心靈內容，具有以下一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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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經驗的詮釋性的整體論特質」：主體之在經歷一個感知經驗這事實，
必然會在他的同一個經歷中的其他感知經驗中顯現出來，以致論者可以透
過一個宏觀的既定的正在同時發生的背景，去詮釋當事人是否處於那特定
的狀態下──是否擁有該特定心靈內容。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看到能力模型和狀態模型兩者如何證立「謂述心靈內
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了。就能力模型來說：因為認知的確必然涵蘊認知者的自
我觀念在其中，因而對認知者的心靈內容的報告，也就必須提到代名詞。假定
「S：
『我說』」和「S 說或 S 認為」在報告 S 的心靈內容上是等價的。因此，
「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真。

相對立的，就狀態模型而言，佩里會說在「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的論證中前提（一）之（丁）項對於代名詞之不可取消性不是必要的，即，認
知者把自己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表象給自己這一點對於在最後
要報告心靈內容時的代名詞的不可取消性不是必要的。前提（一）之分析更是
完全被當作預設了一種思想能力式的解讀而被拒絕。取而代之，恰恰是「感知
經驗的詮釋性的整體論特質」使他能說出類似於這樣的話語：要把握本質上的
索引性，認知者不需要把自己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表象給自
己，因為他的其他心靈內容或甚至行為都作為徵兆反映著他在一個已感知到自
我的心靈狀態下去思想或行動。簡言之，因為心靈狀態必然把認知者自己當作
函數之指數，因而有了「感知經驗的詮釋性的整體論特質」，再加上一個把「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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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認為 P」看成「S 處於相信 P 的心靈狀態中」的縮寫的前提，佩里就可以以
既否定思想能力式之解讀又否定「關於命題的學說」第一項的方式去肯定「在
報告心靈事實時的代名詞的不可取消性」。因此，「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
件」為真。

以上關於兩個模型分別地如何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分
析可整理成下表：

函數之指數

函數

給定項目

認知起點

能 力 模 形成命題內容 把 指 數 和 並 不 給 反思
型
時所回應的處 命 題 內 容 定：非索引
境特徵

所關涉者
兩者關係
也表象出
來的命題
內容

狀 態 模 認知狀態的語 狀態本身
型
句內容所相對
而為真的處境
特徵

性命題、自
我觀念和
其他索引
性命題

認知方式

證立

直 到 認 知 者 把認知語境
能 建 立 起 高 當作真值語
於 感 知 的 第 境那樣去建
二 層 序 的 關 立信念
係性表象方
能算開始了
認知

非 索 引 性 （類似於） 把 自 身 與 其
命題（和行 感知
他事物以感
動）
知（平面的）
方式關聯起

「感知經驗
的詮釋性的
整體論特
質」

來
表三：兩模型分別地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之方式

3.4 關於心靈內容的四個本體論定性

現在，問題是，在這兩個證立方式中暗示了甚麼兩個模型分別對心靈狀態
和心靈內容之本質及其關係的理解？或曰，在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之本質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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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有甚麼特質使得這兩個模型可以以上述這種方式去證立「謂述心靈內
容的可呈現性條件」？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進入到要理解語句角色和心靈狀
態間類比關係的領域了。

從語句角色起初作為佩里意義下之心靈狀態的原型來看，最能借探討這樣
一個類比關係來獲得說明的，應該是狀態模型下的對於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之
本質及其關係的理解。然而，在終於開始探討這個類比關係前，我希望首先引
入四個意義上的關於心靈內容之本質的觀念；往後的討論會表明，把後來的分
析依這四個觀念分別對應起來會使事情簡潔清楚得多。我稱它們為關於心靈內
容的「本體論定性」（ontological determination）。

不過，在交代這四個本體論定性前，有幾個重點需要處理一下。

（一）首先，讓我疏理一下背景。鑑於心靈內容與心靈狀態之間的關係密
切，下列的分析亦會以兩者之間的關係來給予前者（心靈內容）其本體論定性；
換句話說，很多時候，恰恰是在其與心靈狀態之關係所構成的脈絡中心靈內容
之本質才得以釐訂。更具體地說，我首先會假定我們可以把「謂述心靈內容的
可呈現性條件」看作對把握本質上索引性命題或語句之邏輯形式的分析，由之
得出的是本質上索引性命題的命題形式或邏輯形式（propositional form or logical
form）而不許諾任何關於心靈內容的論斷，那麼這個形式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
於和先於這些論斷的條件，由是它可以成為這些關於心靈狀態－心靈內容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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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制約。就這點而言，它不是關於心靈狀態－心靈內容的一個獨立立場，但
它是一個在方法論意義上區分這些立場的支點。現在，既然我們問的是使兩個
模型可以做出它們對「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之論證的、關於心靈內
容和心靈狀態的特質，而因可呈現性永遠是心靈內容（而非心靈狀態）的可呈
現性，因此，似乎去探討不同本體論定性上的心靈內容切合哪種在它與心靈狀
態之關係的脈絡下的可呈現性，就能夠給予我們關於其本體論定性上的說明。
因此，如果我們的任務是，要借佩里在面臨本質上索引性疑難時提出的「心靈
狀態」對傳統意義上的信念的挑戰去建立（以「關於命題的學說」容納本質上
索引性的）能力模型和（以佩里為代表的）狀態模型，那麼如何定位「謂述心
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就會為我們該如何回答這個疑難揭盅。

（二）關於接下來的論證策略。然而，我無法再掩飾關於我如何企圖利用
「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這個條件所希望達到之結果的怪異之處：一
方面，在「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這一個術語化的短語中，
「可呈現性
條件」是對「謂述（心靈內容）」的限定，因而可呈現性乃是作為謂述的條件而
得到處理的。然而，另一方面，在企圖利用它來為我指向某種關於心靈內容的
本質的說明時，
「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這一個短語實際上是以「以『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解釋心靈內容之本質的必要或／和充份條件」
來理解的。這樣，
「可呈現性」在我們的討論中實質上擔當著以某心靈內容之為
「具可呈現性地謂述」為條件來分析出關於心靈內容（在其與心靈狀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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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中）之本質的角色。

不過我當然不會同意這只是某種含糊其詞的哲學策略。事實上，我恰恰是
希望透過語言或謂述形式來到達某個關於心靈本質的東西。因此，在實際的分
析中，我意圖利用某種存在於這個謂述形式和心靈之本質之間的互動關係：一
方面，一如上面已曾提到的，我要找出使得上述兩個對「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
現性條件」之論證得以成立的、關於心靈內容及心靈狀態之本質特徵，這時候
對有關論證的充份描述或理解似乎就構成我們在下列四個心靈內容之本體論定
性間作出抉擇的理據，並且解答了「在甚麼樣的關於心靈內容及其與心靈狀態
之關係的觀點下有關論證是可欲的」這個問題，這時候「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
現性條件」所代表的謂述形式構成了對心靈內容之本質性探討的一個制約。然
而另一方面，下列四個有關的本體論定性卻是獨立於任何對謂述形式的分析而
作出的，因而，可以說恰恰是因為可以和應該以某種特定方式去把握心靈內容
之本質及其與心靈狀態之關係，上述兩個版本的對「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
條件」之論證才有其合理性。因此，這個時候那幾個本體論定性又構成對有關
謂述形式之分析的制約。結果是，作為謂述形式的「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
條件」和這個條件之透露心靈之本質者必須一起解釋。因此，問題是，在甚麼
意義上的可呈現性許諾了甚麼意義上的（在與心靈狀態相關意義下的）心靈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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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關於心靈內容和心靈狀態，我們已經知道了某些東西。先從後
者開始，在本章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標題的那一節裡，我們
已經提到對心靈狀態的謂述方式不是僅僅認知者他有甚麼心靈內容或他認為甚
麼，而是他處於某個特定心靈狀態中，因而，下述提到的以「謂述心靈內容的
可呈現性條件」來區分開的不同意義上的心靈狀態，都將以可呈現性條件如何
決定認知者是否在某一狀態中來分析和解讀。至於心靈內容，則有兩個可能性：
在與心靈狀態之關係這個脈絡裡，可呈現性要麼與心靈內容之謂述有關，要麼
與它本身是否能構成心靈內容之本質特徵有關，這就是說，從可呈現性為切入
點，假定把握到某項目之本質能讓我們以之辨認出該物，關於心靈內容之本質
的相關問題是，具備可呈現性與否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認知者之有無某定性下
之心靈內容的問題。

（四）關於分析的起點和有關表述。一個始終縈繞的問題是：所謂「依其
與心靈狀態之關係或脈絡來釐定心靈內容」是甚麼意思？有沒有這樣一些考慮
使心靈狀態即使在分析的最開端也可以告訴論者如何在心靈內容之謂述問題和
辨認或構成問題（即問其本質為何）之間作出抉擇？換另一個方式問：既然可
呈現性永遠是心靈內容而不是心靈狀態的可呈現性，那麼，以可呈現性為切入
點，對心靈狀態之分析為確定心靈內容之本質提供了甚麼貢獻──以在心靈狀
態之脈絡下探討的心靈內容和不在這脈絡下探討的心靈內容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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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起心靈內容和心靈狀態的第一點是我們已知道的「語句類型之於心靈
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至少是其第二個表述。這樣，心靈狀態部分
地以心靈內容來解釋：另一部分是關於函數如何以認知對象或心靈內容為其輸
出的那個理論。而一般而言，
「把握性」或「分類性」關注的和謂述問題所關注
的沒有兩樣；就算存在差異，更可能的是會有可以謂述而不能以之分類的情況，
而不是相反，因而可以以這個論題表述就涵著處理謂述問題。因此，如果可呈
現性是謂述心靈內容的條件，那麼它也是謂述認知者之在一心靈狀態的條件。

這樣看，似乎心靈狀態只有被解釋的份，因而對理解心靈內容而言無法構
成甚麼重要的制約。可能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傾向於認為我們無法在理解心
靈內容和心靈狀態之本質及其關係之前斷定這一點，因而無法在當下這個階段
作出這個斷定。確實，從見到有兩種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
方式開始，我們就在追問關於心靈內容和心靈狀態之本質及其關係，由之帶到
企圖藉心靈狀態和語句角色間的類比關係來理解心靈狀態之本質，這樣，對心
靈狀態是或作為甚麼來有貢獻於我們理解心靈內容的問題其實就是驅使整個分
析的最終問題本身，因而根本不可能在分析之前得到回答。

不過，一旦疏理出了這個脈絡，在這時機提出這個問題也不是毫無益處。
以追問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之可能性為背景，我們就得出了
論者對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類比關係的探討可以和應該期待甚麼的幾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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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間的類比關係最能說明的是佩
里意義上的或狀態模型中的心靈狀態，然而有了能力模型版本對「謂述心靈內
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證立，對這個類比關係的探討理當也能給予我們在能力
模型中的心靈狀態是甚麼的說明。換句話說，存在著不同層面的類比關係，它
們分別使我們能夠建立兩個模型。

這幾個不同層面，就是我首先企圖藉關於心靈內容的四個本體論定性來切
入的東西。在理解這四個本體論定性的表述時，有幾點需要留意。

其一，依「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
我會假定「可呈現性」構成心靈內容之可謂述性的必要條件、因而判定認知者
是否在一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

其二，因為我企圖藉謂述形式把握心靈之本質的哲學策略，因而把「謂述
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理解成「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解
釋心靈內容之本質的必要或／和充份條件」
，也因為可呈現性是心靈內容之可呈
現性，因而，在以下處理心靈內容和心靈狀態之關係時，我會假定，可呈現性
首先是對心靈內容之可謂述與否的條件，但其次，依剛才所述第一點，憑此而
得到分類或把握的心靈狀態本身同時也可以構成某定性下之心靈內容本身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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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與否的必要或／和充份條件。這就是說，心靈狀態，以承續可呈現性的方式，
得以解釋心靈內容本身。換句話說，正正是心靈內容之可呈現性本身，在得到
了心靈狀態為「過渡」或「中介」後，得以回答心靈內容它自身之本質為何的
問題。

因此，其三，關於這幾個本體論定性，我的假設是這樣：以可呈現性為切
入點，有四種情況：
（甲）當只有「必要條件－必要條件」的組合時，關注的是
謂述問題；
（乙）當出現「必要條件－充份條件」組合時，不論次序，關注的是
構成性問題；
（丙）當出現「必要充份條件－必要或／和充份條件」時，表示以
另一方解釋必要和充分條件一方，或曰具解釋次序上之優先性；
（丁）若是兩個
「必要和充份條件」組合，則是互為解釋的。

其四，因此，當以下的幾個本體論定性出現了「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以
『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其必要和充份條件，同時構成相應的心靈
狀態的必要條件」這樣的句子時，我以此意謂某種三步驟的條件關係：以可呈
現性為心靈內容之可謂述性之必要條件，以這個意義上的謂述（必須為可呈現
的方可謂述）構成認知者是否在某個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再以在這個意義上
的心靈狀態（必須以可謂述的方可判定其狀態）來解釋，它在甚麼意義上能作
為哪個意義上之心靈內容的必要或／和充分條件。只不過，為了簡潔，我依然
會以「可呈現性」為條件來表示，只是當我說它構成心靈狀態的甚麼條件時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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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讀者不要誤解這與「可呈現性永遠是心靈內容之可呈現性」一點有所矛盾。
事實上，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就算涉及心靈狀態，它也是以可呈現性來加以理
解的。

因此，最後一點是，關於對心靈狀態之分析為確定心靈內容之本質提供了
甚麼貢獻的問題，必須理解作：心靈狀態有甚麼特質，使得當出現「可呈現性
擔當著心靈內容之可謂述性的必要條件、因而也是認知者之是否在一心靈狀態
之必要條件」這一個情況時，任何把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兩者，不論解釋次序
或方向地，以一充份條件之方式聯繫起來的可能，都會使心靈狀態對於心靈內
容做出一個關乎後者之構成性或本質性問題的論斷？

於是，這就是論者在探討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類比關係時所應該和可以
期待這個探討將會使他獲得的第一點：知道依甚麼對心靈狀態之本質的理解便
可以判定認知者是否在一心靈狀態這一點如何能使我們知道心靈內容的本質是
甚麼？

現在，那四個關於心靈內容的本體論定性分別是：

其一、是作為「持有一項資訊」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作為資訊的心靈內容
僅僅以「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和「在報告心靈事實時的代名詞的不可
取消性」及前者之於後者的涵蘊關係來確定。「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63

構成心靈資訊和相應之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然而，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對
兩個模型如何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保持中立。可以進一步指
出的是，雖然資訊可以承上文分析以「以直接引語表示的心靈內容」來表示，
然而究竟實質，其謂述形式（form of predication）可以說把直接引語和間接引
語（oratio obliqua）視為等值。在間接引語的謂述中，論者努力區分開認知者
本人會在其心靈中加以表象和理解的心靈內容以及這些心靈內容所關乎的真實
（非心靈的）對象（可以是邏輯對象）
，其表述形式是：
「關於 X，S 認為『…』」
（S Es［cognitive attitude］of X that…）。這樣看，論者可以純粹地進行把心靈
內容歸給認知者的工作而並不談及任何關於認知者心靈活動所把握的對象的問
題。心靈內容即使在討論認知的語境中都可能不是對象。

舉例而言，
「S 認為醫生 D 和編輯 E 正在外遇」這一句子可以以直接引語的
方式寫成：「S：『醫生 D 和編輯 E 正在外遇』」。這個時候，S 他知道 D 和 E 分
別是醫生和編輯、具有關於這些職業的概念等的確是把這個語句表示的心靈內
容歸於認知者 S 的前提。然而 S 不一定是說話者。假定這個歸屬心靈內容給認
知者的運作由第三方以間接引語方式進行，那句話就要寫成：
「關於醫生 D 和編
輯 E，S 認為他們在搞外遇」這個時候，只要 S 以某種方式認識 D 和 E 本人，
即使 S 不知道他們的職業等等，也可以把同一個句子歸給 S 的心靈內容。25因
而，所謂把心靈內容看成資訊的意思是，直接引語：「S：『D 和 E 正在外遇』」

25

Castaned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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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間接引語：
「關於醫生 D 和編輯 E，S 認為他們在搞外遇」對於謂述認知者之
心靈內容來說是等值的。譬如說，在推論過程中、在做出一個論證時，甚至在
行動時，若行動可以以某種實現行動者他那（作為背景）整體性之世界觀來得
到理解的話（這點以後還會再談到）
，論者就可以在當事人並沒有相應概念的情
況下謂述某個等值的命題給他。然而，作為一個有用的術語來說它必須與下面
即將談到的第二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區分開，因而，以間接引語更能擔當心靈
資訊之謂述形式的典範（ par excellence）為由，我們可以把間接引語視作心靈
資訊的謂述形式。

其二、是作為「認知活動的心靈對象」的心靈內容，即在認知活動中認知
者所「經驗」到的心靈事件，或簡稱心靈經驗或體驗。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
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其必要和充份條件，又同時構成心靈狀
態的必要和充份條件。換句話說，可呈現性完全決定此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也
決定好認知者之是否在一心靈狀態。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則並不把直接引語
和間接引語視作等值。在感知也好，或者在思考過程中認知者「體驗」到某樣
東西，比如說是佩里意義上的自我感知，如果能以直接引語表達，它所得出的
結果和第三者複述有關心靈內容的結果就肯定不一樣；這應該也是為何佩里會
從中看出一種有限之可接觸性的原因。作為一個有用的術語來說它必須與心靈
資訊區分開，因而，以直接引語更能擔當心靈經驗之謂述形式的典範（ par
excellence）為由，我們可以把直接引語視作心靈經驗的謂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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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作為思考能力之展現所呈現給認知者心靈的心靈內容，或「表象」
。
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其必要和充份條
件，同時構成相應的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重要的是要把表象和心靈經驗區分
開來。分別在於，「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在皆構成表象和體驗之必
要和充份條件的前提下，只構成相應於表象之心靈狀態的必要條件，而對於相
應於心靈經驗之心靈狀態，則構成其必要和充份條件。這就是說，可呈現性之
謂述表象，並以此判定認知者之在一心靈狀態，能夠決定表象，但若認知者不
在此心靈狀態則其表象不一定無可呈現性；相反，可呈現性之謂述體驗，則在
於若認知者不在此心靈狀態則有關體驗必不能呈現。

最後，其四、是作為「心理學事實」意義上的心靈內容。這個意義上的心
靈內容以「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其必要條件，又構成相應心靈狀
態的必要和充份條件。這就是說，可呈現性決定這個意義上的心靈狀態，但就
心理學事實意義下的心靈內容來說，不能說凡是可呈現的便必可以謂述；換句
話說，不能說凡不可以謂述的便不可呈現。

這樣一種在語言形式和心靈之本質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滲透在上述關於四個
本體論定性的某種「編排」中：依謂述－心靈狀態－心靈內容之本質的三步驟
之條件關係，其二作為體驗的心靈內容和其三作為表象的心靈內容因皆涉及對
心靈內容之必要和充份條件的分析，因而皆涉及心靈內容的構成性問題，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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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兩個定性為本體論上較為「基本」的；而其一之心靈資訊和其四之心理學
事實，則是衍生的。按理想，一個模型並不會同時以關注同一類項目而又同為
基本的兩個本體論定性為其基礎，而且兩者在可呈現性之是否不僅作為必要條
件也作為充份條件構成心靈狀態的問題上頗為不相容，因而可以理解這兩個定
性就應該要分派給不同模型。進一步說，假定衍生義的定性表示它只能處理謂
述問題，那麼，似乎其餘兩個定性之歸宿也是預先設定好了的：不能把心理學
事實分配給表象，否則便會出現像「可呈現性在決定認知者有某個心靈內容（表
象）時僅能為認知者之在甚麼心靈狀態分類而不能對是否在此狀態加以判定、
但卻可以以認知者在此一狀態來謂述之」的奇怪情況；雖然資訊按理說是中立
的，但出於它和體驗在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是否等值的問題上出現齟齬，也不
能把資訊分配給體驗。相反，把心理學事實分配給體驗，則表示可呈現性既能
為認知者之心靈狀態分類也能判定他之在此一狀態，不過如是決定的心靈狀態
仍然有可能使論者不能謂述認知者之心靈內容──比如對於他本人過去的心靈
內容，佩里也承認時間一過去，就連當事人自己，對於這些心靈內容，他的可
接觸性也是有限的；最後，把資訊分配給表象，當可呈現性不能決定表象內容
時，便意味著某個不在意識範圍內，比如是在推論過程中默認了的，心靈內容
－－一個常見的情況。

因而，可以說抉擇在於應該把「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所表示的
邏輯形式放在如下兩個中的哪個框架中去──一邊，是把心理學事實，把心靈內
67

容理解作可以以語句類型方式去謂述的、在心靈狀態中的心靈經驗看作等值
的；如果把本質上索引性的邏輯形式放在這邊，得到的就會是佩里那種堅持本
質上索引性語句形式（而不是命題，卻也不僅是心靈內容）的不可化約的獨立
的私人領域，因而有其「有限的可接觸性」一說。另一邊，是把「資訊意義上
的心靈內容」和表象內容看成等值的、把心靈內容理解作認知者思想能力的展
現的一邊；如果把本質上索引性的邏輯形式放在這邊，得到的會是認知者之把
自我表象給自己的（傳統意義上的）命題內容。

然而，上述展示的這個抉擇只讓我們知道四個心靈內容之間該如何編排，
但它沒有告訴我們兩個抉擇之間該放到哪個模型中會最為合理──沒有告訴我
們這樣編排的話會怎樣允許任何一方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也
沒有告訴我們哪個模型會把哪項定性看作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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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動：能力模型與心靈狀態模型──行動能力與行動

一、建立模型（二）

思想能力的模型為把思想的界限延伸到感知提供了空間，因為感知只在形
成命題內容的意義上相關，而感知本身並不因拒絕命題內容而走向把心靈化約
為從感知而得的經驗。在本章中，我會在第一部分繼續建立兩個模型，具體地
說，透過探討心靈狀態和語句角色之間的類比關係去定出四個關於心靈內容的
本體論定性會如何讓我們證立兩個版本的「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只
不過其中的次序會略有顛倒的情況。我會在本章最後一節才交代能力模型會如
何做出其論證方式。這是因為，在討論到本章第二節時我們會發現，心靈內容
的可呈現性和它對行動的解釋力與我們怎樣理解「自知」的可能性密切相關，
而在第二節中我會首先交代狀態模型如何解釋這兩點。最後，到了本章最後一
節我會借「自知」這一個情況去為能力模型再推進一步：不僅使思想能力框架
使我們能把思想的界限延伸到感知提供了空間，而且還可以直接解釋這種延伸
因而確鑿思想的新的領域。

1.1 心靈狀態與語句角色間的類比關係

正是在這兒，探討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間的類比關係會有所裨益──這
是論者在探討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類比關係時所應該和可以期待這個探討將
69

會使他獲得的第二點。現在，我問，在甚麼意義上可以說：

「心靈內容（認知對象）之於心靈狀態的依賴關係」至少在語境對心靈內
容（認知對象）有所影響的情況中，一類心靈內容之有其內容，是因為其
認知者在一認知狀態？

如果就「心靈內容」我們指的是「體驗」的話，就依賴關係一點來說似乎
是成立的：心靈體驗依賴於體驗它的那狀態，這一點毋寧說只是上述「若認知
者不在此心靈狀態則有關體驗必不能呈現」的重寫。

現在，這樣一種依賴關係之能允許佩里獲得一個系統化地容納本質上索引
性的心靈內容的解釋，在於他肯定了上述的依賴關係後把心靈內容化約做心靈
狀態所進行的一步，而驅使他走出這一步的考慮就是行動當下不需要那麼多的
表象或概念這一點。這一步同時使佩里把心靈狀態與心靈－命題內容對立起來
──使他否決「關於命題的學說」之第一項。而要使心靈狀態否決「關於命題的
學說」之第一項，佩里就必須讓「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同時是心靈
狀態的必要和充份條件，又是心靈內容的必要和充份要件──以體驗－心理學
事實的方式去理解心靈。這就是說，心靈狀態之為心靈狀態本身就構成了心靈
內容對它的依賴。──這會是下文所談到的認知對象－內容之於心靈狀態的隸
屬關係。

不過在開始闡釋隸屬關係前，讓我再以另一個方式去分析同一個問題，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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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真值語境和認知語境的區分去理解這種依賴關係。在語句角色的情況中，所
謂語句意思之依賴於語句角色，是指語句角色的作用完全在於它提供給語句意
思一個表示處境特徵的值，由之語句意思在決定其真之條件時得以有一容納處
境的方式去表達命題。同樣，認知語境所處理的是要供給真值語境在處理處境
特徵之變項時所需要的值，由之說真值語境依賴認知語境。唯一需要釐清的是，
真值語境和認知語境的區分並不對應於語句類型和由之而加以勾勒的認知態度
－心靈內容的區分。因此，認知語境事實上不是「認知在以命題內容之容納處
境性所表示之真值來解釋的認知活動」
，這樣說仍然是以「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
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表述的方式去理解認知語境，猶如「語境」
是個認知者在其中做出認知活動的「容器」
；不，認知語境就是心靈狀態這個函
數本身，因而，所謂心靈內容之於心靈狀態的依賴性是指，心靈內容完全是以
處境特徵去構成出來的，因而它完全是憑著作為其輸出的認知對象之一種組合
方式——個體及其所擁有的特質之間的這個「擁有」或「隸屬」關係，如神經
病漢之自視自己擁有「是乙」的特質——去定義的。

釐清這一點的意義在於要為下面對隸屬關係之討論做一些準備。因為，如
果毫無條件地接受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之對應關係，
「心靈狀態之隸屬於心靈內
容」中的隸屬關係頗有執著於把心靈內容理解作「命題內容」之嫌，由是「心
靈狀態」就只是像語句角色那樣讓命題得以處理處境特徵的設計。──然而，
把它放到心靈層面它卻相當於已經被佩里拒絕的「認知語境與真值語境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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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佩里在那兒拒絕認為對超級市場的當事人而言其心靈內容為「相對於
我而言，
『我在搞亂』」而對讀者而言其心靈內容為「相對於某人某時而言，
『我
在搞亂』」這個方案可以處理本質上索引性，就是在拒絕這樣一種在把心靈內容
看成命題內容的前提下，拒絕把處理本質上索引性的要求的希望放在心靈內容
之形成過程的層面中、認知者只回應於索引性表示的有關特徵來形成其心靈內
容這一點上。

然而如果不能按照命題內容的方式去理解心靈狀態之於心靈內容的依賴關
係，或者說如果這個依賴關係表示的是心靈內容是由處境特徵構成出來的，那
麼往下討論的心靈狀態之於心靈內容的隸屬關係，其中涉及的「心靈內容」就
不是個先於認知之心靈內容形成過程而有的命題內容，由是，一如我們即將看
到的那樣，所謂心靈狀態之隸屬於心靈內容，實際上是指心靈狀態把命題內容
從能夠表示絕對真拉下來使之化約成只能表示相對真的心靈狀態中的一個要件
26

。──這就把我們帶到隸屬關係的討論中。在甚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

「心靈狀態之於心靈內容（認知對象）具隸屬關係」心靈狀態本身乃是心
靈內容（認知對象）的一個構成部分，而不是獨立於心靈內容（認知對象）
而決定心靈內容（認知對象）的一個邏輯條件？

隸屬關係給予了其所屬項之領域或分析術語上的自足性，如語句角色給予
26

然而這卻不是說在佩里對認知狀態的論述中完全沒有命題內容的一席之地──在「信念－認
知狀態之不對稱性論題」中我們已看到他企圖以「存在者和開放命題」的方式去試圖容納「關
於命題的學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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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意思語法學的哲學分析上的自足性。那麼，心靈狀態是否也給了心靈內容
（認知對象）這樣一種自足性？認知對象（心靈內容）與心靈狀態兩者是同類
或同領域的事實嗎？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兩個稍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這個問題。其一、即：構成
心靈狀態之充份條件的「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本身，作為一項允許
佩里以一心靈－函數的方式去解釋甚麼是本質上索引性之心靈內容，從而建立
他的論證的運作性假設，其建構本身，是否採用了一種在關於心靈內容之本質
是甚麼的問題上，把心靈內容看作體驗－認知對象的看法？換句話說，當「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去決定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是甚麼的時候，當它
在要求後者必須滿足這個條件時，它是不是把心靈內容當作一個體驗－認知對
象去構成它的？這也就是在說，當「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決定認知
者是否處於一心靈狀態時，它是否同時展示出一個邏輯要求，即，若認知者處
於此一心靈狀態，他的心靈內容就必須看作他的心靈活動所構成的一個體驗－
認知對象？

去分析同一個問題的第二個方式是：所謂心靈狀態之於認知內容－對象的
隸屬關係是指，在我們要理解心靈狀態時，真值語境總是在解釋次序上優先於
認知語境的。而且這個解釋優先性還不僅在於其判斷問題上的優先性，即不僅
在於要知道這個認知態度的有關內容之真值時必須先在其真值語境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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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無疑已被「真值語境」的定義所保證──，也不僅在於其分類問題上的優
先性──這一點以「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題」的第二個
表述保證，而且更在於有關心靈狀態的形成問題上的優先性。這一點可表述為：
真值語境先在地決定出哪些心靈狀態之於真之條件而言是相干的。這一點並不
使人奇怪，因為，既然心靈狀態之為心靈狀態本身就在於供給真值語境在處理
處境特徵之變項時所需要的值，那麼，想要知道哪些值為相干的，就必須要向
真值語境尋求。這一點在上述交代狀態模型對「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的證立時便以這個模型把非索引性命題視作給定的來提到。換句話說，這裡所
謂隸屬關係關乎的是以下一條相干性原則：

「處境特徵之相干性隸屬於真之條件的相干性」
：決定哪些處境特徵之於形
成一個心靈內容來說為相干的，就在於決定這個心靈內容的真之條件──
「關於命題的學說」的第三條。

無論以命題內容還是語句類型去理解心靈內容，都會承認「關於命題的學
說」的第三條，即我們以真值、真之條件及所涉概念去個別化一項心靈內容。
由此來說，至少就處境特徵與心靈內容之形成問題而言，相干性本身沒有獨立
意義。而且因為隸屬關係涉及化約性，所以可以說狀態模型只承認這個意義上
的相干性。

這裡我把依賴關係與隸屬關係兩者區分開來分析，因為嚴格而言兩者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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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細緻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並不關注兩關係項之間的化約關係，而只關注其
間的邏輯共變（logical covariation），即，在甚麼條件下兩關係項之間，雖然未
必可彼此化約，但有外延上的等值性（extensional equivalence）。相反，後者處
理的是兩關係項之間是否可以化約，由此有其內延上的等值性（ intensional
equivalence）。

至少對「體驗－心理學事實」這一邊而言，似乎不難理解它是按照這種隸
屬關係建立起來，因而把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看成同類或同領域之事實的。重
要的是：心理學事實並不是獨立於體驗而決定它的邏輯條件，而是後者的一個
構成部分。這一點似乎在其本體論定性中也可以看得出──可呈現性完全決定
心靈體驗，既分類之亦判定之，而且心靈狀態本身已經是以同時勾勒心靈內容
的語句類型來得到把握的。然而在這個較為基本的本體論定性中，卻仍會出現
這樣一種情況，即，雖然心靈狀態本身已經是以同時勾勒心靈內容的語句類型
來得到把握的，但可呈現性本身在判定了認知者之在某一特定心靈狀態中卻仍
然不能決定有關的心靈內容是甚麼。對這個奇怪狀況的一個自然的解釋是：因
為心理學事實與心靈體驗兩者之間是部分－整全關係，所以即使可以以語句類
型去把握和判定前者，但這個「語言中心」的判定卻必然無法同時呈現出同樣
存在於認知者之其他不能以語言去為之分類的存在樣式中──而這各種樣式卻
仍然能夠說是同一個體驗的不同展現──比如說，在他的行為傾向和人格特徵
中。因此，所謂可呈現性作為充份條件去判定認知－行動者之是否在一心靈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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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其中涉及的心靈內容只是作為眾多徵兆之一反映中認知者所處身的體驗中。

事實上，正是這種整體論式的、以部分－整全來理解狀態和內容之間關係
的觀點使得「心理學事實－體驗」這一框架可以說出兩者之間的內延上之等值
性：從其本體論之定性來看，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雙方是互為解釋的。進一步
說，恰恰是這種整體性，使得心靈狀態與語句角色之間的類比關係並不能展示
事實的全部：在這框架中，隸屬關係是雙方的。

現在應該很清楚要如何回應論者對探討這個類比關係所抱的期望了。先從
其中的第二點開始。針對「心理學事實－體驗」這一框架表示了能力模型抑或
狀態模型的問題，答案是，恰恰是把狀態和內容兩者間之關係看成部分－整全
的關係，以及一個把「S 說他認為 P」看成「S 處於相信 P 的心靈狀態中」之縮
寫的前提，使得狀態模型能做出它對「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證立。
在此，可以說因為佩里只肯定同時依賴和隸屬於心靈狀態的那個意義上的心靈
內容，因此他否定了「關於命題的學說」的第一項。因而，針對第二點，可以
說，正是某種關於心靈狀態的「把命題內容化約」的特質使心靈內容之可呈現
性在以之為心靈狀態分類後回過來發現必須把自身（心靈內容）看作心靈體驗
──按照狀態模型，唯有這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才能同時把握心靈狀態。

至於「資訊－表象」的一邊，接下來應該可以看到它如何可以放到能力模
型中──看到它會如何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把依賴和隸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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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區分開來分析的另一個好處是，它使得我們在探討這個類比關係時也能夠處
理能力模型那一邊。為了進一步分析，可以把上述已隱約存在的一些區分以術
語更清楚地展示。它們各自關於不同議題。其一是關乎有關心靈內容的（之於
心靈狀態或思想能力的）本體論地位的，我以構成性地內延的表示它之依賴和
隸屬於一個既定的心靈狀態，佩里的感知式的、私人的心靈內容就是這種。在
「把自己當作指數」這樣一個設計所形成的心靈狀態中，其心靈內容，無論是
關於自己抑或關於處境，都是類乎感知地構成性地內延的，有關心靈內容之有
無完全取決於認知者是否在該心靈狀態下，這樣說來恰好是不需要把「思想所
關於者」和「思想者」之間的同一性也表象出來也能說認知者有一個相關的心
靈內容，因為，一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他的其他心靈內容或甚至行為都作為徵
兆反映著他在一個已感知到自我的心靈狀態下去思想或行動。構成性地內延的
對立面是構成性地外延的，這個可以說是心靈內容作為反思對象或資訊的本體
論地位，即它依賴於既有的基本思維能力；採取思想能力的框架去看索引性就
會是這樣。

其二是關乎有關心靈內容的謂述性條件的，即要把一項心靈內容謂述給認
知者是否需要他同時有相關表象為條件，一般而言，按照能力模型，既然把直
接引語和間接引語在報告心靈內容時看成等值，那麼他所擁有的任何意識到或
意識不到的資訊都可稱為「謂述性地外延」的；相反，按照狀態模型，因為把
心靈內容看成這些內容在認知者之在其心靈狀態時的呈現，直接引語與間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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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等值，故其報告是「謂述性地內延」的。

現在，可以把兩個模型對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之間關係的不同解釋分析如
下：能力模型把「S 有一項資訊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和「表象」視作構成性地
外延的，在其謂述問題上則是外延地等值的；狀態模型把「S 在認為 P」這心靈
經驗和「S 有一個以 P 來勾勒的心靈內容」這心理學事實視為構成性地內容的，
在其謂述問題上則是內延地等值的。

不過，在能力模型中問題比較複雜。這是因為，表象之為表象僅僅是謂述
性地外延的，它不需要成為謂述性地內延的也可以是表象，然而佩里一系列關
於本質上索引性與行動解釋的案例就是在企圖說明，要得出一個在解釋上相干
的本質上索引性之認知態度，就需要把其中涉及的心靈內容看成是謂述性地內
延的──這在他反駁「認知語境和真值語境」一提議時可以看到。因為，佩里
說，一個恰當的對本質上索引性的解釋，至少是對在行動解釋中的本質上索引
性的「我」的解釋，應該要可以區分開擔當行動解釋的「我」和論者在做出對
其他人之自我指涉的解釋中所涉及的本質上索引性。然而這個方案未能滿足這
點。這顯示在，若依此方案，在佩里認知到「肇事者就是我自己」之前和之後
的信念並不能對應於他相對會有的行動上之轉變－－之前的以「肇事者是在前
方被我追逐的某人」為內容的信念同樣符合這個方案所釐定的條件。作為改進，
狀態模型就是要以謂述性地內延的方式去理解心靈狀態和心靈內容的關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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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如果佩里沒有「我在搞亂」的內容，就不能說他的確處身在以這句句子
謂述的認知狀態中－－正是這一點才把所需要的本質上索引性心靈內容與敘述
他人之自我指涉區分開來。

這樣，在能力模型的要求「認知者需要把自身作為他自己之思想所關涉者
這樣一個對象性關係也表象給自己」中，仍然有某種類似於「作為心靈活動的
認知對象」的東西去使這個模型能夠處理本質上索引性及行動；因為仍然有需
要把對象性關係表象出來──這個本身就是認知活動的對象。然而心靈經驗之
為心靈經驗，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認知活動的對象。這就使兩個模型之間在如何
理解作為對象的心靈內容上具有某些相似性。

如果說可以因為依能力模型來說要處理本質上索引性所需要的那一個心靈
內容乃是那個自己作為自身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也表象出來的心靈內
容、所以可以把這項內容看作是認知－行動者「反思」的結果，以對立於依狀
態模型來說發生著某種展示於認知者之不同的存在樣式之間的同一個「體驗性」
的心靈內容，那麼我們可以說：有兩個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對象之於心靈狀態
的依賴關係，它們分別與思想能力和心理學上的心靈狀態為等值的；由是，分
別在於究竟本質上索引性之邏輯形式應該以與思想能力為等值的形式去理解成
為反思能力之展現的命題內容，抑或以與心理學上的心靈狀態為等值的形式去
理解作私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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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這個分析把問題複雜化了。我們可以說，由始至終都只有一個心靈
狀態的兩個要件，因而不需要兩個意義上的依賴關係。
「持有一項資訊意義上的
心靈內容」是當作語句類型看的函數之輸出，
「體驗」是函數之輸出和指數間之
謂述關係（「我在 X」），而表示隸屬關係的「心理學事實」，則是函數本身。無
疑，一如已經說過的那樣，心靈狀態有兩個要件，一個寫成函數，一個寫成作
為函數之輸出的認知對象。然而在「心靈內容」這詞所表示的一個意義上，無
論是認知對象還是函數，都是心靈內容，因為需要有一個可以謂述認知者把握
到一項把「認知者和其心靈內容所關於的對象」等同起來的「思想」
。然而這個
「思想」又不必立刻等同於任何意義上的「（體驗式的）認知對象」，因為可以
有已經形成但並不在當下呈現給意識的「思想」。於是我們就需要「心靈內容」
這詞表示一個更為複雜的容納「自我認知」卻又不會立刻否定並未做出反思自
我這一個心靈活動的「思想能力」
。這樣，把「體驗」看作函數之輸出和指數間
之謂述關係就不夠，因為還可以把它區分開為正在發生的認知活動或反思能力。

依是之故才需要區分開思想能力和心靈狀態。換句話說，我的分析是這樣
的：首先，表示一項資訊的「p 這命題」
（that p）與表示思想或思想能力在發揮
時所想及的認知對象的「p 這命題」之間是謂述性地外延之等值關係。是在前一
個意義上心理醫師有一個「神經病漢認為自己是乙」的心靈內容，即，他有基
本的思想能力去形成這個心靈內容，而是在後一個意義上，神經病漢和心理醫
師的心靈內容區分開來。其次，表示心理事實之心靈狀態的「在認為 p」（in
80

believing that p）與表示屬於這個私人領域的心靈狀態之內容的「在認為 p」
，其
間有著謂述性地內延之等值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事實有其自足性；也
在這個意義上，當認知者處於一心靈狀態時，他的心靈內容就必須看作他的心
靈活動的一個認知對象。重點是要看到：思想能力和心靈狀態之區分使得表示
屬於私人領域的心靈狀態之內容的「在認為 p」和表示思想者之思想或思想能力
在發揮時所想及的認知對象的「p 這命題」不能等同起來。雖然都可以以「處於
一心靈狀態」表示，前者與其心靈內容的關係是構成性及謂述性地內延的，後
者則是構成性和謂述性地外延的。這一個區分就指出了上述所謂佩里所沒看到
的屬於心靈狀態的更深層的特質，即建基於思想能力及其反思性的展現這一個
特質。

1.2 在心靈與行動之間

不幸的是，關於在能力模型中我們曾聲稱可以同時借語句角色和心靈狀態
之類比關係的探討來收獲到的兩個重點至今仍然落空。雖然可以頗為肯定「資
訊－表象」一邊應該要分配給能力模型，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在能力模型中，
關於心靈狀態的甚麼特質使可呈現性可以告訴我們關於表象的本質的說明，因
而事實上也就仍未知道能力模型中關於心靈內容和心靈狀態的甚麼特質使它怎
樣做出其對於「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的論證。具體地說來，現在尚
未加以解釋的是甚麼是思想者的發揮其思想能力去把握其反思對象；這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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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能力模型會怎樣理解或回應心靈狀態之於心靈內容的依賴和隸屬關係？

上述的分析給予了我們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去提問這個問題。我們記得，之
所以說能力模型仍未能充份解釋到它如何能提出它的論證和由之而來的處理本
質上索引性的方式，是因為表象，至少從起初作為資訊來說，是謂述性地外延
的，而佩里所提出的、用以說服讀者其方案之優越性的一系列案例就是要說明
在此謂述性地內延是必須的。換句話說，他的推論是，因為他的方案來面對那
些疑難，又能處理好本質上索引性態度之解釋行動，因此他的方案較為優越。
現在，既然我們從問及關於心靈內容及心靈狀態之本質的甚麼特質使佩里可以
作出這種論證開始，並試圖由之建立模型，那麼，如果這個模型真有一個模型
應有的足夠一般性，它就應該能告訴我們比在處理那一系列案例時所運用到
的、關於心靈內容及心靈狀態之特質的更深層的本質。另一方面，既然另一個
模型也能夠對應佩里所提到並拒絕了的另一個方案，即，認知者事實上是「把
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境」去做出其認知的方案，那麼這樣一個「以之透露某些
比在處理那（特定）案例時所運用到的、關於心靈內容及心靈狀態之特質的更
深層的本質」的過程應該也在這個「把認知語境當作真值語境去做出其認知」
的方案與能力模型之間發生。有鑑於此，我們似乎就可以問，佩里的那個從那
一系列案例所提出之疑難到他的方案能處理它們因而更為優越的推論本身，是
否已經預先假定了狀態模型、預先假定了某些共通於他最後的方案和在這些案
例背後他如何解讀這些案例之間的關於心靈內容及心靈狀態的本質，因而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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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到方案，實際上滲透著某種出於狀態模型而有的、對那些案例本身的帶有偏
見的解讀？
這樣看，似乎我們還可以從兩個模型對這些案例的解讀方式中去突顯其間
的差異。因此，以下我會試圖去分析兩個模型分別地是如何理解其中涉及的案
例的。往下的討論會表明，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能夠回應的是這一個理論需
要：理解兩個模型會如何解讀心靈與行動的關係。進一步說，從能力模型對「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之論證出發，看看從能力模型的觀點看它會怎麼
解讀這些案例，就能讓我們開始探討能力模型會如何理解思想能力及其反思對
象的關係。而且這一個探討的收獲更是雙重的：不僅會使我們得到某個非佩里
式的處理本質上索引性的方式，也能使我們進一步把能力模型定位到行動解釋
的領域中去──這些都使我們能為本章第二部分做好準備。
讓我從狀態模型開始。歸結起來，問題出在要解釋所謂「體驗」是怎麼一
回事上。回顧起來，狀態模型對本質上索引性一疑難的回應可以這樣概括：它
把本質上之索引性從看作發生在作為認知對象的、相應於命題態度而言的命題
內容一邊與語句另一邊之間轉移到把本質上之索引性看作發生在認知對象與作
為行動之解釋項的心靈狀態之間，並以把命題化約做語句為代價。新的認知對
象是存在者與性質。因此，可以說，這個模型完全承認索引性所可以具有的本
質上不可化約的意義，即，完全承認定位性的思想無法消除其定位性元素而又
不改變其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它其實是在把本質上索引性的疑難直接植入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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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本質的解釋的新的定義中；只不過，作為彌補，它論證，要解釋心靈，
需要的是心靈狀態，不是命題內容。

現在我們知道，對於心靈狀態和命題內容之區分的結果是，心靈狀態和心
靈內容之間是部分－整體的關係。換句話說，最初站在「關於命題的學說」的
立場上看把它與非本質上之索引性撇清關係的那一個推論－－因為可以區分開
意思與內容，因此不同語境下的不同表述只更正「意思」而無礙其為同一個命
題內容──現在便變成了：不同處境中的不同語句意思，正正反映出在不同處
境中的不同心靈狀態。

然而「心靈內容」這詞還必須表示比語句內容更廣泛的東西。如果說在能
力模型中對一個比「命題內容」更廣泛意義上的「思想」之渴求乃是來自在反
思中涉及的把思想者自身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這個對象性關係也表象出來這一
點，那麼，在狀態模型中，尋找比語句內容更廣泛但又不是命題內容之心靈項
目的意圖則是出於要嘗試梳理出在甚麼意義下可以有系統地透過心靈去解釋行
動的渴望。

因而我們需要一個能容納心靈狀態和語句內容的更高的類項。這是我企圖
以「體驗」去回答的東西。因此即使心靈體驗不能直接從佩里的最後定案中分
析出來，嘗試去分析他所做出的每個論證之間隱含了他的甚麼關於心靈的觀
點，應該也能幫助我們回答有關問題。證據是佩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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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需求了。他提出可以以「存在者和開放命題」的方式去為在不同處境和不同
心靈狀態中的認知者分類，而這個分類可以解釋和預測人類行為。於是，問題
便是，如何去定位「存在者和開放命題」這個關於行動的建議使得這個建議可
以透露出關於心靈的特質？關於心靈的甚麼特質使得我們可以以這個方式去解
釋和預測人類行動──這個特質會是體驗嗎？

從心靈狀態與語句角色之間的類比出發，既然我們說了心靈狀態和心靈內
容是部分－整體的互相隸屬關係，那麼就讓人企圖想要說類似這樣的東西：語
句角色之解釋語句意思隨不同處境而變，但因為意思並不屬於命題內容之一部
分所以無礙後者在不同處境中為同一，那麼，既然我們在類比於語句角色的心
靈狀態這一邊找到了與心靈狀態構成互相隸屬之整體關係的某個「心靈內容」，
那麼是否就可以說，那個解釋了正是不同語句意思在不同處境中反映出認知者
在不同心靈狀態的函數分析，參與解釋了甚麼是在各種不同的心靈狀態中也具
有的同一個「心靈內容」──所謂體驗？

然而佩里所提供的東西──以存在者及其性質表示的認知對象──因為與
心靈狀態沒有一致的系統對應關係，也都不能作為這一個更高的類項。因此如
果我在假設體驗可以作為這個類項，它就一定不只有語句意思和認知對象。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佩里的那個以「存在者和開放命題」的方案，有甚
麼關於那既不僅是語句意思和認知對象的那心靈經驗或體驗的特質，使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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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這個方案為什麼能夠解釋和預測人類行為？首先，
「開放命題」指的無非
是語句意思，而「存在者」只是以一非第一人稱的方式去表示的、作為函數指
數的行動者本人，那麼，這個方案說的是以能歸屬給行動者本人的性質及反映
他之擁有此性質的語句意思去為行動者分類、解釋及預測其行動。

這個解釋應該至少是恰當於佩里之最後定案的正統解釋。因為，如上所述，
「處於一心靈狀態」本身就是關乎行動者本人之有甚麼性質的問題，而對處身
這個狀態中的描述，則恰是以謂述給他一個開放命題的方式去做。神經病漢甲
和乙本人之在同一個狀態，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可以以「我是乙」這個開放命題
去描述或勾勒的心靈狀態──把「是乙」這個性質歸屬給自己。

然而這個例子也突顯了一點疑慮。這個疑慮可以這樣表達：首先，必須指
出的一點是，存在者有甚麼性質乃是關乎事實本身，不是對這個事實的描述為
何，描述可以為真或為假，事實使其為真或假，但事實本身並無真值可言。因
此，是歸屬性質命題，而不是歸屬性質本身，使甲和乙的心靈內容可以有真假
可言27。其二，類比於神經病漢的例子，如果可以說在解釋行動中有關的認知對
象或存在者－性質組合可以寫成「行動者具有的正在搞亂這性質」
，而有關的心
靈狀態則是行動者之自我歸屬此一性質，那麼，對這其中涉及的「解釋行動」
這一個任務，如果是以歸屬性質的方式去做，就只是同義反復因而沒有盡到解

27

因此在 Lewis (1979: section XII) 中作者也說佩里意義上的認知對象其實根本不是（認知性
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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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任務，因而可以說解釋行動的那個心靈也必是以歸屬性質命題的方式去把
握，而不是歸屬性質本身。現在，如果歸屬性質命題也是心靈內容的一種，那
麼論者可以問，難道在此不是就有一個兩難了嗎？一方面，它要麼像佩里自己
對「認知語境和真值語境同一」的那個方案所批評的那樣，這樣做也只是預設
了自我概念，因而不能對之加以解釋。另一方面，如果回應說正是這些自我歸
屬性質的心靈內容（部分地）定義或解釋著甚麼是自我，則存在著無窮後退的
可能性，即，關於自我是否的確具有這些性質的高一層序的認知，其中涉及的
究竟應該是命題內容抑或是心靈狀態？如果是前者，是否又會出現原本本質上
索引性帶來的挑戰？如果是後者，那麼既然在第一層序中這個問題之出現恰是
因為心靈狀態的「構成自我」的特質，又有甚麼能排除這個問題不會在第二層
序的自我認知中出現？轉個角度想，如果不說這些歸屬性質命題構成對「自我」
觀念的解釋，論者可以說所需要的是一個第一層序的心靈狀態──但這又把我
們帶回到兩難式的第一邊，即這樣做預設了自我概念。

問同一個問題的另一個方式是，作為函數之輸出的認知對象在甚麼意義上
與命題內容相同，因而可以保留「語句類型之於心靈內容的分類性或把握性論
題」的第一個表述，在甚麼意義上與命題內容不同，因而不會把最初本質上索
引性帶出的疑難重新引入？

然而這樣重新發問的時候，也需要知道在對比認知對象與命題內容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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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是在涉及心靈之於行動的解釋關係上兩者的同異。因為，這個問題所表
達的疑難是：之所以有需要找出「存在者和開放命題」方案之得以解釋行動的
在心靈性質上的基礎，是因為這個方案主要是把行動以敘述的方式解釋的，而
當佩里堅持需要把任何個別化行動者的條件也預設這些條件應用在「我」這個
行動者身上時，他卻已在否定敘述的方式不能以一非竊題的方式去找出在解釋
行動上相干的那個心靈。

用我們上述的分析結果來問，這個問題就是：一方面，語句類型既規定心
靈狀態、也規定認知者之在此一狀態中心靈所呈現的內容，而另一方面，心靈
狀態之提出在於要解釋行動；然而，心靈之語意學（把心靈僅僅看作有一個可
以以語句類型謂述的內容）卻不夠解釋行動。如果語句角色是心靈狀態之類比
項，也需要問類比於語句角色所規定之語意性質的心靈項目是甚麼：如果不是
命題，心靈之語義學涉及的語句表達了甚麼？

我的回答是有關語句內容表達了認知者之在此一心靈狀態中的體驗。回顧
起來，我對「體驗」之特質的分析乃是以在其中以語句內容表示的、對心靈狀
態的「可呈現性」來分析的。但可呈現性不是語意性質，而更像是表示著心靈
之於其內容之間的關係。這表示，即使語句內容不能擔當眼下所需要的、使心
靈能對行動具解釋力的角色，但「體驗」或者可以在關於心靈與語句內容之間
關係的特質中找到這種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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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歸納起來，當我們說需要以一個關於心靈與語句內容之間關係的特
質去賦予心靈之於行動的解釋力時，這個特質做幾件事情：其一、解釋歸屬性
質命題如何作為對心靈之解釋；其二、解釋它為何是認知者之在一心靈狀態中
時論者所能謂述給他的那些語句內容所表達者；其三、解釋它為何同時構成認
知－行動者「那是我」方式的自我辨認，因而能夠以提供論者以理解而非敘述
的方式解釋在行動中涉及的心靈（並因而不會把最初本質上索引性帶出的疑難
重新引入）
；其四、解釋為何它能給予「存在者和開放命題」其心靈特質方面的
基礎；最後，其五、解決上述的兩難。

我提出以下的一點去滿足這些條件：

「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解釋行動的心靈內容必須可以是行動者本人
因憑著處身其心靈狀態而得以把握的語句內容。

這個關係說的是把對心靈狀態的函數分析看作並不發生在認知者自身與性
質之間，而是看作發生在認知者自身與用以謂述他的開放命題之間（以之為輸
出）
。這一點連繫分析心靈狀態時用到的歸屬性質命題以及以語句內容表示的心
靈內容。

進一步說，這樣一種連繫還必須構成分析心靈狀態的那個歸屬性質命題以
及以語句內容表示的心靈內容這兩者。這是因為，雖然如果把歸屬性質命題僅
僅看作對心靈狀態的分析並不會做成上述的兩難（把它看作對心靈內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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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因此不必取消，但是只有心靈狀態這一點卻無力使心靈能夠解釋行動。
因此，如果解釋行動我們便需要把心靈狀態能夠「延伸」其解釋力到心靈內容
一方，但為了避免兩難我們又需要避免使得心靈狀態對心靈內容的解釋把後者
變成了歸屬性質的情況──歸屬性質命題同時構成兩者。

首先，它使我們了解為何歸屬性質命題，而不是性質本身，可以作為對心
靈之解釋。歸屬性質命題之所以仍然是在解釋心靈，因為對有關性質的歸屬仍
然可以是錯誤的。「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把這種「認為自己有甚麼特質」
的心靈活動及其內容看作發生在認知者透過他已在並正在處身的心靈狀態而得
以把握到的語句內容之間──而且恰恰是這個把握構成了有關狀態。是在這個
意義上當認知－行動者把某性質歸屬給自己時這個思想解釋了其行動：這樣，
在超級市場的例子中，即使其身體活動一樣，但在認識到事實上正是自己導致
了超級市場的混亂局面之前──就是說，在認識到自己就是導致這情況的因之
前──行動者正在做出不同的行動。換句話說，在他認為自己「正在追逐肇事
者」時和他認為自己「正在搞亂」時，涉及的是兩個行動。

其二、這個以開放命題的方式表示的語句內容能夠構成那個對行動具有解
釋力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但以以下一點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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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觀念形容但不分配行動」以「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為基礎、
以「我」來表達的那個能夠解釋行動的心靈內容把「我」這詞看成形容詞
而非代名詞。

這就是說，在「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的前提下，在用以謂述行動者
心靈的那個語句內容中涉及的「自我」觀念並不是從處境到認知對象（存在者
－性質組合）的函數，而是對與行動有關的性質的重新形容。在此「自我」表
示的是哪組性質以等價的方式可以擔當把特定人事個別化出來的功能（如在超
級市場一例中，把佩里作為具有「正在搞亂」和「以為自己在追逐搞亂者」這
兩個性質的人個別化出來）
，因此「自我」這個詞，把它放在索引性的情境中看，
表示的是共通於這些等價之性質組合間的形容詞：與代名詞表示的、以從處境
到內容間之函數的「一」來「整理」處境上的「多」不同，若非要進行這個類
比的話，
「存在者」表示的是性質組合之等價性本身這個「一」和其間的性質組
合這個「多」──在組合和等價性之間，一就是多。

這一點也能夠解釋體驗為何能同時構成認知－行動者「那是我」方式的自
我辨認。因為，作為形容詞的「自我」概念本身並不能把先於這個概念已有的
行動分配給某個特定行動者。因此，問題不是，從知道「佩里在搞亂」到知道
「我在搞亂」
，其間需要多少東西或是否出現了「關於命題的學說」所不能解釋
的斷裂？而是：從心靈對於行動沒有解釋力，對心靈對於行動具有解釋力，其
間在關於心靈之特質來說必須有甚麼轉變？因為，其一、佩里也承認，即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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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把自己誤認了為他人，「自我」概念仍然能夠解釋行動；其二、「佩里在搞
亂」一語，僅僅是對發生了甚麼事件的敘述，而事件本身，若要變成行動解釋，
事實上也預設了「佩里」是個能自我指涉的行動者，並且是他的自我指涉的自
我概念來解釋這個他的行動──如果最後只是某個結構簡單的機械在把超級市
場搞亂，那麼其中就沒有行動可言。因此，行動概念不能先於那解釋它的「自
我」概念而有──最多是一起解釋：
「佩里在搞亂」不是一個相干意義上的先有
的行動，然後我們再把同一個行動謂述給佩里，讓他以直接引語的方式說「我
在搞亂」。

這樣不難看到為什麼「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可以構成「存在者和開
放命題」的心靈方面的基礎。因為，要連接起兩者我們只需要假定以下一個至
少表面上是無可厚非的前提：

「敘述行動的具名（以對立於匿名）特質」在敘述行動時必須把其中的人
稱看作行動者名稱（專名）的代表。

這就是說，在以「存在者和開放命題」來解釋和預測行動的方案中涉及的
所謂「存在者」只是對所有行動者名稱的簡單的總和。

進一步說，這個觀點涵蘊了以下兩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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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行動時的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間的不對稱性」在以一個能夠同時解
釋行動的語句內容來謂述認知－行動者之心靈內容來理解其行動時，不能
以一獨立於第一人稱的第三人稱來做出行動解釋。

原因是「心靈與行動的原初關係」使得解釋行動的「自我」概念必須因其
以直接引語來表述而獲得某種解釋行動上的權威性。而且因為狀態模型把間接
引語和直接引語看成不等值的，第三者便無法直接報告當事人的心靈內容，故
在解釋當事人之（那解釋行動的）心靈內容一議題上，第三方沒有可與當事人
一同競爭的解釋上的權威性。

然而這一點與下一點不衝突：

「敘述行動時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間的對稱性」因為任何行動者都可以自
我指涉，因此論者可以以同樣的謂述心靈內容的方式去解釋每個行動者本
人的行動。

這一點則由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的區分所保證。

至於對上述兩難式的解決，我認為，依這方向去想的話，關鍵在於要獲得
一個同時解釋「自我」概念的對心靈狀態的分析。不是說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
不會有試圖確認自己是否具有某個特質的問題，而是說這個問題就不會構成「要
麼預設了因而無法解釋自我概念，要麼以命題內容的方式重新引入本質上索引
性挑戰」的兩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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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應該可以看到，
「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是怎樣隱含在佩里對他提
到的各個案例的解讀中了。正正是因為「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
，所以他會
屢次以「不需要那麼複雜的內容」去否決各個提案；也正正是因為以「心靈與
行動間的原初關係」中涉及的「把握心靈內容」去理解甚麼是需要加以解釋的
心靈內容，他才會提到需要維持命題內容的公共性而又需要這同一個命題內容
在被心靈把握到的意義上解釋行動，因為「公共性」的概念正正是在「共通於
認知者所把握到的內容」一義中有其最為自然的理解。最後在「認知語境和真
值語境同一」的方案中，是因為他要求要以認知語境而非真值語境去理解在解
釋行動意義上相干的那個心靈，又因為這個相干性乃是以「心靈與行動間的原
初關係」中所涉及的、在認知－行動者自身和開放命題之間運作的函數分析來
揀選的，所以佩里才會認為這個方案乃是竊題的──在有了那個函數分析之
前，強調需要兩個語境的同一性使論者必須要重視認知語境的建議過於造作。

用上節的分析術語來說，
「心靈與行動的原初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論證了謂
述性之內延性構成了心靈內容之能夠解釋行動的先決條件，即，謂述性之內延
性必須以構成性地內延的方式去為之奠基才能解釋行動。然而這是真的嗎？以
構成性內延的心靈經驗作為心理學事實的必要條件這一點似乎太強了。

這樣，我們從心靈狀態之分析表示了心靈與行動之間的甚麼關係性特質使
前者可以解釋後者，並以之確定了「存在者和開放命題」方案與心靈狀態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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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分析和佩里如何解讀他所提到的案例。與此同時，這個分析卻也展示了對
心靈與行動關係的理解同時也涉及對甚麼是「自知」的理解──出於這個緣故，
我把注意力轉向自知，並由此為在能力模型中該如何理解反思心靈內容的問題
提供最後一個制約。──對這問題的處理，又要推遲一步了。

1.3 自知

有幾點構成本節對「自知」情形之探討的必要背景：其一、關於能力模型
會如何理解反思對象的問題；其二、關於心靈狀態之甚麼特質使得其內容之可
呈現性可以證立能力模型版本的「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其三、透過
分析心靈狀態來展示出究竟關於心靈內容的甚麼特質使得後者可以解釋行動。

我們要說明的是在思想者形成關於自我的心靈內容中思想能力框架會怎麼
理解「作為認知－反思活動的心靈對象」意義上的心靈內容。作為開始，可以
先把已經提到過的一點獨立出來：

「自知情形」當思想者有關於自己的思想時，去決定思想者有甚麼思想的
「思想所關於者」和「思想者」是同一的。也可以說，是這個同一性使得
思想者是有關思想內容的「思想擁有者」。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需要也把這個「思想所關於者」和「思想者」之間的同
一性也表象出來、把這個表象看成認知者之有一個自我認知的謂述性條件。
95

要看到「自知情形」的特殊性，始於我們問：作為資訊的心靈內容是謂述
性地外延的，但是「自知情形」
，按思想能力的模型去理解，又是必然地謂述性
地內延的，那麼，從不需要認知者之同時有有關表象到需要有有關表象之間的
轉變怎樣出現？

而且這個問題似乎對於能力模型來說才特別迫切。因為，依狀態模型分析
的「自知情形」是謂述性地內延的，但在這個模型中內容與狀態也是構成性地
內延的。這樣，
「自我」概念雖然不可化約，但對它的解釋可以以它如何給出一
種把各項心靈內容乃至認知者之存在樣式整合起來地看的對認知－行動者的思
想及行為模式的詮釋範例來分析，雖然要給出這樣一個詮釋範例仍然是一個任
務，但原則上而言「自我」概念在它與其他思想與行動其間並沒有甚麼不可抹
消的間隙。

首先，把「自知情形」放到認知能力的框架中去理解，我們就得出：

「自知能力」認知者有能力就著自身有某些特質或心靈內容去形成一項以
這些特質或心靈內容為認知對象的信念，而這個認知本身就是認知者之認
知能力的展現。

其次，從心靈內容之為資訊到成為反思對象，其間的分別似乎是需要有一
個認知活動去把握它。只是，這個作為能力之展現的把握活動是甚麼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按狀態模型方式去把認知活動之於其對象的關係看成為感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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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把它看成感知所涉及的經驗，那麼理解認知對象的方式似乎是在於把它看
成是思想能力的展現，而且是這種意義上的展現，即，思想能力之把握資訊意
義上的心靈內容，到其把這心靈內容表象出來，其間涉及的思想能力必須是同
一個思想能力，即它不能只是一個確保有關資訊為一個認知者的確已有的、可
以被認知到之命題的條件，而且需要構成實際的認知。這樣，從任何認知都需
要以之為可能性條件的能力，這能力本身之展現將構成使資訊得以成為對象的
條件，而且，從認知者到資訊再到對象，假定了「自知能力」
，這三者間還必須
是以一個表象能力來傳遞的關係。於是，假定我們把表象活動看成一個勾勒對
象的心靈活動（mental act of individuation），那麼：

「思想能力之展現」表象活動既是思想能力的一種，也是使資訊得以成為
認知活動之對象的條件，依表象必然是對象取向的（object-oriented）
，那麼，
從認知到資訊的「表象」關係就傳遞到資訊與認知對象之間：形成一個認
知對象，就是把一個資訊表象給認知者。這一個傳遞關係就是思想能力。

而且這一點還必須涵蘊：

「心靈資訊之對象性地位」心靈內容之作為認知對象被把握，在於構成性
地外延的那個心靈資訊，其之為謂述性地內延的構成其可謂述性的必要和
充份條件28。

28

這個對「心靈資訊之對象性地位」的規定實際上是關於「表象」的本體論定性的分析，因此
重要的是「思想能力之展現」的規定和看到「思想能力之展現」的規定涵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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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加上把「思想能力之展現」與「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為
可互換的（畢竟，後者，當看作既構成心靈狀態之必要條件和心靈內容之必要
充份條件時，所分析的就是認知－反思活動與對象）
，我們就得出了一套關於甚
麼是認知者之有一個以他自己之心靈內容為資訊地考慮自身心靈的基本分析
了。把這一個對認知者之關於態度的態度（如他之形成關於自己欲望的信念）
的分析稱作「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

具體地說，
「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的分析因把關於自身心靈的認知看成
從作為資訊的心靈內容到形成一個關於這個本是資訊的心靈內容的信念，於
是，它就會要支持以下看法：

「謂述心靈內容的表象性條件」假定認知者有「相信 P」
、
「相信 P 涵蘊 Q」
兩個心靈內容，那麼他之能被謂述為有「相信 Q」這個心靈內容，必須以
他能夠在形成信念 Q 的過程中以「P」和「P 涵蘊 Q」來勾勒他之「相信 Q」
。

這就是說，僅僅有「相信 P」、「相信 P 涵蘊 Q」然後形成「相信 Q」是不
夠的。因為這可能只是認知者之心靈機能以一認知論地可靠（epistemologically
reliable）的方式運作以保證他每次有前兩者為輸入，就以後者為輸出。當然這
可能是一個融貫甚至有吸引力的觀點。然而，因為「心靈資訊之對象性地位」
把謂述性地內延的構成可謂述性的必要和充份條件，就不是一個把認知對象看
成思想能力之展現的看法會接受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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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會把「自知情形」看成「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的一種。不過在進
入前者之前，還有需要考慮一下以下看法，即，
「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過於
偏重於發生性意義上的認知活動，以致於它會導致一個奇怪的結果，即只要認
知者當下並無有關表象──可能是他被其他事情吸引了，或者只是突然忘記自己
在想甚麼，諸如此類──那我們就沒辦法把一個信念謂述給他。這一點是令人驚
訝的，因為，回想起來，之所以需要有一個思想能力的概念，是因為需要一個
謂述認知者把握到一項把「認知者和其心靈內容所關於的對象」等同起來的「思
想」，然而這個「思想」又不必立刻等同於任何意義上的「認知對象」，因為可
以有已經形成但並不在當下呈現給意識的「思想」。

以下我將要論證這個批評沒有根據，不過它指向了一個更清楚地分析思想
能力模型的方式。

問題似乎是出在這裡：在勾勒「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時，我似乎過於
著重給予心靈資訊其對象性地位的條件了，以致於說得好像沒有了這個對象性
心靈內容就會不成其為心靈內容。心靈資訊的提法自然就是要防止這一點。於
是，問題便是：心靈資訊與心靈對象的關係為何？「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
是資訊成為對象的方式，現在，先不問心靈資訊是甚麼，讓我先問這個問題：
有一些既不是對象但也與謂述認知者有甚麼心靈內容有關的，卻又未至於像資
訊那麼弱意義上的心靈內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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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尋找這樣一個「中介」而不直接從心靈資訊的特質去分析關於心
靈內容在思想能力模型下如何可以不以謂述性地內延的為其謂述性之必要充份
條件，是因為即使心靈資訊的成立可以避免表象活動把心靈內容看得過於發生
性的，卻沒有人會想要接受把心靈內容依資訊和對象分成兩闕的結論，好像當
我反思自己和談及自己時所涉及的內容，除了涉及同一個命題外，便是兩回事
的一般。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在資訊和對象間的中介。

從需求來看，這個中介需要符合的條件是，首先，中介與否，它與心靈資
訊和心靈對象的分別不是在命題形式上的分別，而是在其之為心靈內容而言之
於認知者的某種心靈相關的地位上的分別。其次，它必須能與資訊地看的心靈
內容為相容的，即它是構成性地外延的以及可以是謂述性地外延的。再次，如
果我們要承認它可以在「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中有其角色的話，就也要允
許它是可以為謂述性地內延的。再次，如果它可以在「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
中有其角色的話，它必須給予資訊某種「次對象性」的東西，並以此來區分開
在「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中相干的與不相干的資訊，因此：

「資訊之於解釋把握及謂述認知對象之相干性」
：任何解釋甚麼是有一個認
知對象的條件（即，要謂述哪一個心靈對象給認知者的條件）都必須同時
是決定哪項資訊為相干於解釋認知者之有該認知對象、因而該把哪組資訊
謂述於認知者之條件。因而解釋甚麼是把握認知對象亦同時謂述認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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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干資訊組給認知者。

而所謂有一個對象的分析在「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已可見，我們可以把它
重構如下：

「決定反思對象之整體論特徵」
（一）

依「思想能力之展現」
，思想能力本身展現為認知活動之在資訊和
認知對象三者間的傳遞性；

（二）

思想能力與資訊之關係為：
「謂述心靈內容的表象性條件」之同時
地為思想能力之必要條件又是那個謂述性地外延的心靈資訊的必
要條件；

（三）

認知活動與心靈對象之關係為：
「謂述心靈內容的表象性條件」之
同時地為認知活動之必要條件又是那個謂述性地內延的心靈對象
的必要條件和充份條件；

因此（甲）

心靈資訊與心靈對象之分別對應思想能力及其展現之分別。

而且（乙） 加上「資訊之於解釋把握及謂述認知對象之相干性」
，而且認知能
力之於決定對象同時解釋甚麼是如是決定此對象，因而它不是依
謂述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之區分去揀選相干的資訊，而是──
結論（丙）

在決定心靈對象時，必須要使思想能力之展現為一個這樣的解釋
項，即它同時謂述認知對象及相干資訊組給認知者和解釋謂述性
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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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這種同時謂述和解釋並不以「把資訊作為謂述性地外延、對象作為
謂述性地內延地揀選」的方式進行。而是：就資訊言，找出關於資
訊的一個特質以能讓我們知道在甚麼意義上心靈資訊同時是謂述性
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的，由此區分開相干的與不相干的資訊；就
心靈對象言，找出關於對象的一個特質以能讓我們知道在甚麼意義
上心靈對象同時是謂述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的，由此區分開認
知活動的心靈對象和心靈的形式對象。而且必須由同一組條件給出
資訊與心靈對象的這個特質。
（戊）因此，決定資訊之於認知活動的心靈對象相干與否的條件同時是決
定心靈的形式對象的條件。

一個從解釋甚麼是邏輯推論的心靈活動而建立的模型可以具體解說上述論
證。假定者認知者有 P, Q, R, S, T, W 信念；又假定 P 涵蘊 Q，R 涵蘊 S，而 Q
和 S 共同涵蘊 T，但 P 或 R 本身並不涵蘊 T。現在，P 和「P 涵蘊 Q」是相信 Q
的前提，一如 R,「R 涵蘊 S」和相信 S，以及「Q 和 S」和「Q 和 S 涵蘊 T」和
相信 T。

現在，可以說信念 T 是認知活動的心靈對象，而上述情形是認知者所做的
某個論證。現在，他已經離曾做過這樣的論證一段日子，因而並不隨時表象每
一個細節，比如說，他並不記得 P 或 R 本身是否並不涵蘊 T。然而，他對 T 所
形成的信念則確鑿無疑，可能因為他有一個提醒自己要刻意記著自己認為是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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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sound）的論證的奇怪信條，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思維能力已經頗為成熟，以
致於經過這樣一個論證他的思維機能之充份發揮其應有性能便會使他自然形成
一個確鑿無疑的信念 T。

現在，他依「思想能力之展現」
，把 T 這個已經成形的資訊表象給自己，可
能出於想要知道它進一步涵蘊甚麼的欲望。
「資訊之於解釋把握及謂述認知對象
之相干性」所說的是，要解釋信念 T，我們需要再次勾勒上述論證這些心靈活
動，以使得，比如說，P 區分開於 W，因為在這個論證中 W 並無扮演任何角色，
它之於解釋認知者之獲得 T 就是不相干的。

接下來，依「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對「心靈對心靈的認知情形」
的重構，可知這一整個論證是認知者之思想能力的展現，而且這個展現，依
（乙）
，在認知者之表象出 T 之同時解釋他之如是決定－－在此之意暫時只是把
它從資訊中表象出──這個對象：把對象表象出就是，如「資訊之於解釋把握
及謂述認知對象之相干性」所說，再次勾勒上述論證這些心靈活動。現在，所
謂謂述性地內延或外延，是就認知活動之心靈對象──認知者之（反思）表象而
言，論者是否需要以認知者的確有這個表象來作為條件去判斷是否要謂述某個
心靈內容。
（乙）所說的是，因為表象出這個信念 T 就是同時解釋甚麼是進行這
個表象活動，但這個活動本身作為思想能力之展現，因而它本身同時解釋謂述
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之區分。其意思是：P 和 W 之在相干性上不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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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是同時謂述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的，因為，當認知者試圖重新找出他自
己怎樣論證時，他當然需要在 P 和「P 涵蘊 Q」的步驟中把 P 表象出來，由此
論者才可以說認知者的確在進行論證，由是它是謂述性地內延的。然而，同一
個命題內容 P，當論證到達 T 時，有關的心靈表象就只是「Q 和 S」和「Q 和 S
涵蘊 T」，於是，那個命題內容 P，這時候就只有間接的解釋認知者之有信念 T
的相干性。換句話說，他之有信念 P，完全可以以間接引語的方式去謂述之，
如「關於 P，認知者認為它是真的」
，而這個謂述形式乃是就表示表象而言封閉
的──它可以表述一些認知者沒有直接知識的事──謂述性地外延的。P 之為相
干在於它同時，就不同信念而言，為謂述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的。而且因
為其間的涵蘊論證關係，不能說「就不同信念而言」一句使 P 之同時為謂述性
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這一點於其解釋相干性上是不重要的。

事實上這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依（丁）
，恰恰是之於不同信念而言同一
個命題內容以同時為謂述性地外延和謂述性地內延這種方式獲得其解釋上之相
干性，這一點就突顯了不同認知活動之心靈對象共通的心靈之形式對象──其為
自身融貫的。29

因此，把 Q 稱為 P 和「P 涵蘊 Q」的結論，又把 Q 稱為「Q 和 S」和「Q
和 S 涵蘊 T」和 T 的前提，那麼，我們到達了：

29

至於真理是否也是形式對象，此處則無暇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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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條件」思想之背景可寫為前提之前提（作為上一個
前提的結論）。思想之背景顯示思想之形式對象。

最後，讓我引入以下這個關於內延、外延的區分來讓我分析在能力模型中
的反思情形。

這個區分關乎對於這個心靈內容而言，在形成有關心靈內容時若要解釋這
個形成過程的話所需要涉及到的各種特質這些特質的存在與否是否依賴於這個
它所準備要加以解釋的心靈內容本身。若是，則它是形成性地內延的，若否，
則是形成性地外延的。一般而言的處境特徵及其感知之有助解釋一個心靈內容
的形成，都是把這些特徵看成既定的事實，不論是心靈的抑或是環境的事實。
在把有關自我的心靈內容看成其中一項資訊時也是這樣。即使在佩里的認知狀
態中，心靈內容並不以事實而是以狀態的方式來分析，對其形成過程的解釋也
是把有關的解釋項目看成事實──至少在他所給的例子中是這樣，例如在超級
市場中對環境狀況的感知，在登山者中對路線的定位，一個認知狀態並不解釋
另一個認知狀態之形成，解釋認知狀態之形成的是事實。就此而言大部分解釋
心靈內容之得以形成的特質都是形成性地外延的──其存在，即使是包括認知
者對有關情況的感知，並不依賴於它們要解釋的心靈內容本身（感知是另一個
心靈內容）。唯有在以能力模型去把握的「自知情形」中，「我認為 P」這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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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序的心靈內容雖是作事實看待，但思想者之把自己作為其思想所關涉者的
這個對象性關係本身卻是一個其存在依賴於它要解釋的心靈內容「我：我認為 P」
的心靈內容：正是把自己表象給自己使這個關於對象性關係的心靈內容得以出
現。

然而這不等於說關於自我的表象是「自我解釋」的。因為，具有形成性地
內延的心靈內容只有自己之於自己這個對象性關係的表象，而關乎要賦予「自
我」甚麼特質──可以是其他心靈內容，也可以是性質──的這些其他的表象，
則是構成性地外延的。因此，所謂「反思自我」的情形是：

「反思自我」
：以「決定反思對象之整體論特徵」為基礎，在「思想之發生
性的背景條件」的影響下，認知者對自身之認知語境所形成的形成性地內
延的、以其他構成性地外延的表象為其命題內容的信念。

這樣，本質上索引性只是在思想能力發用時──在背景條件在場時──把自
己定位在單一對象上的情況。──而且是必然地與思想者在心靈對心靈的思想上
相關的情況。

現在，對本章本部分上兩節遺留下來的首兩個問題，應該可以加以回答了。
第一個問題是能力模型會如何理解反思自我的情況，這直接由剛剛的「反思自
我」回答。這個對自知情況的解釋只肯定心靈狀態中涉及整體論特徵的部分，
而且是以命題內容來解釋的、關於信念本身的整體論，而非在狀態模型中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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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與存在樣式間的關於存在者之性質的整體論。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能力
模型也肯定了心靈內容之於心靈狀態的依賴關係：「決定反思對象之整體論特
徵」已經表明，是因為有了後者，才有前者。然而，能力模型卻不會認同兩者
間的隸屬關係，這是因為，至少如果把隸屬關係看成心靈狀態把心靈內容化約
為自身，表象間的整體論特徵卻抗拒這種化約：在狀態模型，這個以從認知者
到謂述他自身的開放命題來分析的函數本身也是體驗的一部分，但在能力模
型，分析心靈狀態的函數本身卻不是要解釋的那個信念──它們是背景。就此
而言，
「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條件」是個獨立的邏輯條件，不是心靈內容的一部
分（不是任何一個心靈內容30，而是其整體關係）。

我們曾提到，能力模型也會認可把心靈狀態以函數來分析；事實上其對「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也用了這個分析。現在，可以說，有關的分析把
函數之指數寫成認知語境本身，而把輸出寫成以開放命題為主語、以開放命題
相對而為真的真值語境寫成謂語的複句（如「我所說的現在就是現在」）。只不
過函數本身就變得非常複雜。不過眼下來說其使自身與狀態模型區分開的特點
還是簡單明了的，即究竟是認可心靈內容方面的整體論還是要認可性質方面的
整體論的分別。這一個在能力模型的對函數分析心靈狀態的應用也讓我們了解
它能如何證立「謂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
：恰恰是因為看到決定心靈對象
的整體論特徵，在「反思情形」中涉及到的、形成性地內延的、把自己看作自
30

這也是史坦尼克以他稱作「命題概念」的（propositional concept）東西去處理本質上索引性命
題時所以之把自己的方案和佩和的方案區分開來的論據之一。見 Stalnaker (1999a), (1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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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思想所關涉者的對象性關係也表象出來的心靈內容，便構成自知與否的關
鍵，即，「自我」概念是否能以其可呈現性來證立其不可化約性的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對「反思情形」的分析應該能夠回應佩里對「把認知
語境作為真值語境去進行認知」這方案的批評，即他對行動者要求了過高程度
的心靈內容。因為，用上述以推理為例解釋來看，即使需要 P、「P 涵蘊 Q」和
R、
「R 涵蘊 S」來間接地解釋為何認知者從「Q 和 S」和「Q 和 S 涵蘊 T」直接
推論出信念 T，前兩組的信念卻不會在我們需要解釋認知者為何在做出以 T 為
命題內容的信念時被批評為過多而不需要的──它們是背景。因而問題轉到了
「背景－前景」的解釋是否在行動領域中有不對稱的情況。

關於能力模型會如何回應的第三個問題──透過分析心靈狀態來展示出究
竟關於心靈內容的甚麼特質使得後者可以解釋行動──就要留到下兩節來處
理。

1.4 真之條件的地位

要處理能力模型會怎麼理解心靈與行動之關係的問題，我首先概括在兩個
模型中「真之條件」對於解釋心靈內容的地位為何。這樣做的理由有兩個。其
一、是因為本文關於「建立模型」的兩部分都是以回溯兩個模型會如何證立「謂
述心靈內容的可呈現性條件」來做的，而當我們要從心靈到行動，那麼停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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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轉而開始追問這兩個證立方式的影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其二、是因為首
當其衝的影響在於究竟「真之條件」對於心靈內容是否具有構成地位的問題，
而這一點也恰恰是在「常識」觀點下之所以不能按能力模型那樣企圖把行動和
心靈統一起來理解的主要理由之一。
如果真的可以確立兩種證立「謂述心靈內容之可呈現性條件」的方式，最
直接的教訓是：真值語境與認知語境的區分，就它自身而言，可以並不局限於
心靈狀態的框架。它可以僅表示心靈內容及其形成過程的區分。然而兩個語境
的區分本身之提出有其特定意思，約略可說為，在一邊「關於命題的學說」的
第一條和第四條原則，和在另一邊的心靈活動之形成其有關內容（及其形成之
處境）的分別。這表示思維能力和心靈狀態兩個模型，在承認心靈內容及其形
成過程的區分時，以不同方式深化或落實這對區分。就思想能力模型而言，真
值語境和認知語境的區分，事實上只是對「關於命題的學說」的第一條原則在
心靈形成過程中的重述，這樣，它許諾了以下論題：

「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
：認知者之相信有充份理由去相信 P 就解釋他之
有信念 P。反之，他之認為其理由為不充份的就足以使他對 P 存疑。

而且這一點涵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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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處境中之心靈內容之於其真值之開放性特徵」
：認知者有理由相信
的那個命題內容與事實上為真的那個命題，以「在兩者所涉及之那組處境
特徵為相同而且對於認知者而言是可觸及的」為條件，必須是同一個命題。

這就是說，在相信 P 是真的、又相信 P 涵蘊 Q 後，認知者之建立信念 Q 完
全可以由他之相信 P 和 P 涵蘊 Q 去解釋，即，在理論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
中，若相信 P 為真是前提一、相信「P 涵蘊 Q」是前提二，結論就代表認知者
之有信念 Q 這個表象或心靈內容本身。在認知者之相信有理由相信 Q 與事實上
相信 Q 之間並無間隙。31理由與命題之為（或最可能是）真的證立關係，直接
植根在認知者對有關理由的把握，與該理由所支持的信念這兩者的過程中，於
是理由構成了甚麼謂之有那個信念的解釋；信念，於是就是在回應理由的過程
中把理由之為理由的規範性傳遞到心靈而得以建立的命題內容。在這個意義
上，信念是本質上以真之條件構成的32。在這點上，可以說能力模型認可了「語
言之於心靈內容的構成性論題」。

至於就狀態模型而言，上面在討論依賴關係時曾說過，認知語境就是心靈
狀態本身而不是認知者心靈內容的形成過程。加上在討論隸屬關係時已看到，
狀態模型會把心靈內容化約成心靈狀態的一種心靈經驗，可知在這心靈狀態的
模型中，真值語境只有一種後設的、謂述性的意義，論者無法先於認知者之心
31

見 Joseph Raz (2009b: 39) 和其中 n.4 所引文章。
保羅‧波豪斯（Paul Boghossian） 在他那一系列富有影響力的關於意義和內容的文章中亦稱，
甚至可以把「心靈內容」直接等同於真之條件。當然，他並未在一個要處理本質上索引性的語
境下，因而他所謂的心靈內容，就是命題內容。見 Boghossian (2008: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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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狀態來把握其認知之是否為真。因為，一方面，如果認知者已有「我（佩里）
在搞亂」這樣一個心靈內容，那他當然已經有一個真的心靈內容，但這時候，
根據佩里的分析，他必然已經把自己當作函數去形成這樣一個心靈內容了，而
這樣形成一個心靈內容，就是認知者之得以處於一個心靈狀態所需要的全部東
西，這樣心靈狀態為先；而另一方面，一如佩里在最開始就已經聲稱的，如果
在超級市場的他只是有一個「佩里在搞亂」的信念，那總是需要先假定「我是
佩里」才能找出一個能解釋其行動的相關的心靈內容，這樣，雖然「佩里在搞
亂」是一個具有真值的心靈內容－信念，但卻不是所需要的、相干的那個心靈
內容。於是，在得到一個可具有真之條件的心靈內容時，論者必先假定認知者
處於那個心靈狀態──無法先於認知者之心靈狀態來把握其認知是否為真。所
有對心靈內容之為真或為假的判斷都預設了心靈狀態之成立──預設了認知者
之處於一心靈狀態。

換句話說，可以這樣看看兩個模型會如何理解這個常識觀點：我們不需要
心靈內容之為真的也能解釋行動。在狀態模型，它簡直可以說把這個觀點當成
是揀選解釋行動上相干之心靈從而區分解釋行動上不相干之心靈的主要教條
了。因為不需要把心靈看作由真之條件構成也能解釋行動，而且解釋行動的心
靈內容又必須依「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以心靈狀態去為之奠基，但心靈
狀態卻恰恰是與命題內容區分開的東西，所以狀態模型可以說不需要把心靈看
作由真之條件構成也能解釋行動，即，不需要把心靈看作命題態度也能解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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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甚至是，需要不把心靈看作命題態度才能解釋行動。這樣，理論領域和行
動領域涉及的心靈必須區分開來。

另一方面，能力模型在這點上就會尷尬得多。行動者的所有信念也可以是
假的他也能行動──就像神經病漢甲。然而這一點是否能推論出不需要把心靈
看作由真之條件構成也能解釋行動，甚至說，需要不把心靈看作由真之條件構
成才能解釋行動？依能力模型看，它會說兩者都是錯的。不過這是個頗為激進
的觀點。我會在下節指出，若要證明第一點是錯的話我們需要甚麼，即需要甚
麼才可以把由真之條件構成的心靈內容看成對行動具解釋力的心靈內容的充份
條件，然後在本文在其他地方處理其他問題時論證其為真的；至於是否也能是
必要條件，則我在本文不敢妄想能證明它──畢竟，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
說是要勾勒兩個模型，雖然帶有偏好，但我卻沒法在同一篇文章裡既勾勒它們
又去否定其中一個。

1.5 從心靈到行動

如果說在狀態模型中有關找出心靈之能對行動具解釋力之特質的要求乃是
處於這兩方中，即，一方面存在者－性質意義上的認知對象對於表示心靈內容
來說過於外延，但另一方面心靈狀態本身又過於「主觀」或內延，因而需要一
個類似「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的東西來連繫並構成兩者（嚴格說來，前
者是在從歸屬性質到歸屬性質命題這個稍為修改的意義上得到連繫的）
，並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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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係性的特質來賦予心靈對於行動的解釋力，那麼，可以說，在能力模型中，
需要即連繫即構成的是形成信念的過程－形成欲望或意圖的過程－形成行動本
身的過程這三者。

在解釋能力模型如何連繫心靈與行動時，有一點必須時刻銘記。這就是錯
誤的命題內容這個現象的存在本身構成了至少是初步的、對狀態模型的支持並
挑戰了能力模型可能有的看法。因為，即使心靈內容是錯誤的，它對行動也仍
然有解釋力──在狀態模型中，錯誤的心靈內容構成了對不同行為的解釋，例
如說在超級市場一例中最初的行動是「我在追肇事者」（或我以為我在追），但
當形成了真的語句內容後的行動是「我在搞亂」
。然而假定心靈內容是由真之條
件構成的，那就表示心靈內容在真之條件外沒有其他東西，那麼，談及到諸如
「意圖」或「欲望」這些非認知性因而在尋真的問題上與信念較大差異、並對
行動較有直接的解釋力的命題態度時，我們就需要假定它們在命題內容之外沒
有其他東西──這一點卻是大有疑問的。

錯誤的心靈內容與行動的關係還有另一個重要性。這就是：當行動是由錯
誤的心靈內容去解釋時──「我以為我在…」──其解釋形式總是涉及自我概
念，或說總是涉及「自知情形」
。是以這種方式自知與心靈和行動間的關係密切
相關。

就狀態模型而言，這兩個「我」字不過是同義反復，就心靈與行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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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上，其間的分別只是「僅解釋心靈狀態」和「既解釋心靈狀態也解釋行
動」的分別。如果只有第一個「我」字那麼就只解釋心靈狀態，比如說在「我
以為明天是星期五」或「我以為水是甲乙丙」中，談到的話題（subject-matter）
便是關於「我」如何想或加上「我」為何這樣想。這時候用以解釋有關心靈內
容的事實便是在世界中使你形成了這些心靈內容的事實──使你在相信它們的
狀態中的事實──在超級市場中地下的糖跡、看錯了日曆諸如此類。而如果你
依於這個認知做出了某些行動──在超級市場中追逐、做出乙會做的事、履行
原本應該發生在星期五的約定等等──那麼解釋這些心靈狀態時所引用到的事
實就會已經足夠解釋你的行動本身。換句話說，狀態模型對行動的解釋涵蘊了
以下論題：

「把解釋行動化約做解釋心靈狀態論題」解釋行動的事實與解釋心靈狀態
之形成的事實乃是同一組事實。

即使對非認知性的心靈狀態同樣的論題也是適用的：解釋行動者形成了甚
麼行動目的之欲望或許與解釋他形成了甚麼關於達成此目的之手段的認知很多
時候不以同一組事實構成，但重點是在心靈狀態與行動解釋之間。

這個論題也能夠被「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證立。因為，以從認知者
到歸屬性質命題的函數去分析的心靈狀態，最初表示的是要形成甚麼心靈狀態
本身，而不是行動，因此在試圖回應心靈涉及到甚麼特質因而在解釋行動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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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犧牲「關於命題的學說」時，佩里的回應實際上是把行動化約到能夠被心靈
去解釋──處於同一個體驗。

這樣，即使「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不會與狀態模型不相容（例如說行
動者會需要有處境證據證明是他在搞亂為理由來形成其心靈內容）
，假定可以說
「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因為涉及「理由」對信念的構成關係，表達的是信
念涉及的規範性，那麼，狀態模型最多也只能支持以下一點：

「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分離性論題」構成心靈內容之
規範性的那組事實並不構成行動之規範性的那組事實。

這是錯誤的心靈內容也同樣地解釋行動的結果。在倫理學中，典型涉及這
個論題之爭辯的例子是誤讀了自身和他人的需要：因為種種跡象使我認為她需
要關懷，因此在這種想法下我給予她關懷由之解釋了「我關懷她」的行動，這
個時候若把倫理學判斷定位在這個論題上，或者可以說因為是出於善意，所以
仍然至少反映這是一個好人會做的事──雖然未必是好或恰當的行動。但反對
這個論題的人就會說恰恰是解讀事實錯誤使得這件事完全只表現了行動者「虛
偽的」倫理觀，如果他還認為自己因此做了正當的事，那更是只以賣弄了他的
道德觀念來滿足其「成為好人」的某種虛榮感33。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論題說的不是在認知論上和在非認知論上涉及的規範

33

這個例子我取自 Dancy (2004: chap. 6)。不過有關的闡述則是本文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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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分離或統一論題。因為，即使對於諸如像「情感」這種典型的非認知性領
域，仍然有可能建立一個立場，認為其中的規範性與行動中涉及的規範性乃是
同一種類的，即它們都是「回應事實的」
。在情感的情況中，例如說關係親密的
人更值得我們投入更多情感，那麼情感之為「合乎規範的」
，便在於它是回應這
個親密性的事實的，由之在親密性與有關情感之間和在情感領域上展現出的「理
性」之間便會有一種「正比例」的關係：愈是親密的人應該愈值得我們投入情
感，由之我們顯得更能達到一個理想的伴侶的角色，反之，若果這種親密性已
經不復存在，那麼有關的情感如果長期並未因之改變，便會只是某種「執著」。
在行動的情況中亦如是，在超級市場的例子中，理性的行動也是個應該要回應
事實的行動，甚至，道德的行動應該要回應真正有需要的人，之類34。因此，在
規範性相干的意義上，重要的是心靈與行動之間，不是非認知性和認知性之間
的區分。

這樣看來，也不難看到若要依能力模型的方式去理解心靈和行動之間的關
係所需要的是甚麼──基本上，就是上兩個論題的反面：

「解釋行動與解釋心靈內容的統一性論題」解釋行動的事實與解釋心靈狀
態之形成的事實乃是同一組事實或涉及同一個特質。
和

34

Joseph Raz (2009b: section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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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構成心靈內容之
規範性的那組事實同時構成行動之規範性的那組事實。35

一般而言，信念或廣義上的認知性的心靈內容表示的是認知－行動者對世
界的把握；而另一方面，
「行動」
，一般說來，卻不一定是在真實世界中的行動，
而可以是在個人幻想世界中的行動。這樣，如果要為行動建立規範性，似乎上
述兩個論題就具有吸引力。不過，上述「回應事實」只是規範性的一種，也只
是其中一種對規範性的解釋。我不想在此首先引入任何實質的關於規範性的理
論。我想在此做的是，指出這兩個論題正是能力模型可以證立的論題，而且是
恰當於能力模型把握心靈與行動之間的關係的方式。

在上述「解釋行動與解釋心靈內容的統一性論題」中，我加進了「或涉及
同一個特質」一項。這是因為，要使兩組事實在解釋其形成上為同一的，不需
要要求它們涉及同一組性質，只需要可以按同一個特質給它們歸類就行。

關鍵是「反思情形」
。首先，以索引性為切入點來開始的好處是，它可以讓
我們直接把握到一種使「解釋行動與解釋心靈內容的統一性論題」為可以理解
和合理的圖景：把其中涉及的「心靈內容」看作定位信念，這個論題說的無非

35

以上兩組四個論題的勾勒取自我對 Dancy (2004) 的閱讀或啟發。我相信我和該書的立場就
核心議題而言是一致的。不過我發現該書的表述方式多有模糊或使人誤解之處，而且限於篇幅，
因而並不在本文中直接討論。比如說在 Smith (2004c) 中，作者便提出了與我不同的另一種解
讀。關鍵在於究竟 Dancy 一書是在認為行動解釋可以完全不涉及任何意義上的心靈而只需要事
實，因而需要反駁他所謂的「心理主義」
（psychologism）
，即認為解釋行動的是心靈狀態的觀點，
還是說，有不同意義下的「心靈」
，在一個意義下它與解釋行動的事實對立因而需要二擇其一，
在另一個意義上問題在於分離抑或統一。Smith (2004c) 採取第一種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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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釋你在哪裡、是誰、時間和地點等把行動者置身於其事實上正在處身的處
境的信念應該能同時解釋你在做甚麼行動。因為我在超級市場看到種種證據認
為有人在搞亂，所以我在追肇事者──如果我對處境的把握錯誤了，那麼我的
行動也在某個意義上是荒謬的，即，以幻象帶領的。因此有「關於心靈內容之
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當然，出於「在任一處境中之心靈內容
之於其真值之開放性特徵」，只要我的有關信念和行動是建立在充份證據之上，
那麼這個認知和行動也是合乎理性的。

現在，假如我們有一個方式把定位信念與一般意義上的非定位性的命題內
容連繫起來，並以之解釋行動的話，那豈不是我們就有了一個並不限於處境認
知的「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我以為「反思
情形」做的就是這點。透過把認知語境作為指數、以之輸出以開放命題為主語
及以開放命題所相對而為真的真值語境為謂語這個複句，這個複句就以其可呈
現性所證立的（因為形成性地內延而有的）不可化約性這方式同時謂述了認知
－行動者的心靈內容又解釋了其行動。

這就是說，認知語境與真值語境的交集恰恰是反思性心靈之能解釋行動之
處。行動者或／和其處境特徵所具有的性質便也同時一併在反思性的自我表象
中得以呈現給認知－行動者。換句話說，正是形成性地內延的反思性心靈內容
去解釋行動──但出於認知語境在能力模型中相當於信念形成過程這一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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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把認知語境當作函數指數又在其輸出涉及真值語境這一點，而且在索引性中
兩個語境的必然交集這一點，可知解釋形成那形成性地內延的反思性心靈內容
的那組事實同時便是解釋這個由反思性心靈內容去解釋的行動的那組事實：同
一個形成性地內延的認知語境去解釋心靈和行動，因而「解釋行動與解釋心靈
內容的統一性論題」。

但認知語境本身是整體論式地運作的。這就是說，如「反思情形」所說，
這個形成性地內延的心靈內容本身之解釋行動，仍然有「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
條件」在場來解釋。

在這個方案中，形成性地內延的那個心靈內容關涉的是作為真值語境的同
一組事實，這就是說，所有能擔當行動解釋的心靈內容之真假都是相對那個反
思性心靈內容而為真假的。進一步說，原本在狀態模型中把錯誤的心靈內容當
作向「把解釋行動化約做解釋心靈狀態論題」靠攏之論據的做法，即，把表述
錯誤心靈內容之解釋行動的表述形式「我以為我在（做 X）」，在錯誤的心靈內
容之情況中，看成是與「我在（做 Y）」為不等值而揀選前者，在能力模型中，
則是以錯誤和正確情況為同樣基本來一起得到接受的。因為，反思性心靈的重
點在於它把任何關於自我的命題內容都開放給有關的處境現實來審視，因此當
下的行動，事實上，當心靈在解釋它時，它同樣地可以是真的和同樣地可以是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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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在能力模型中，因為它直接把自身作為事實的認知語境作為指
數來反思，而把最後得以謂述給認知－行動者的那項心靈內容看成是開放命題
及事實，因此在錯誤的心靈內容的情形中，它會把存在於思想與事實間的那個
差異本身──處於複句的主語與謂語之間──也呈現出來，加上因為以這個謂
述其心靈內容之複句的主語表示的是作為指數的認知語境本身，那麼把思想與
事實之間的差異也呈現出來，就是說，在能力模型中，心靈內容之為「假」
，涉
及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即，它涉及以一同義反復的形式去把事實上是假的事
情稱謂在思想以為它是真的那種情況中－－結果是，它展示給思想事情既是這
樣又不是這樣，換句話說，一個幻象。因此，在能力模型中，那些解釋心靈內
容之形成的事實，以「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
，之構成其規範性的事實，在行
動中，因為行動者把自身及其處境反思出來，因而，作為幻象和真象之間的對
選，有關事實也同樣構成行動方面的規範性──幻象在行動和心靈中同樣地構
成非理性。故「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而且，因為任何即使是單一的反思對象也有「決定反思對象的整體論特
徵」
，任何「反思情形」
，都涉及整個「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條件」
。使認知－行
動者之心靈內容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形成的事實不僅包括環境特徵，也包含自身
心靈的其他心靈內容，因此，在幻象與真象之間的選擇，也發生在整個心靈譜
系之中。──當然，這些都是就「呈現」的問題而說的；即就在行動中涉及的
其中那個「世界」之呈現而說的。因此，更重要的是，它把對有關幻象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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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以反思能力之展現的方式去解釋──也就對自覺到它們的可能性作了
解釋。

因此，這就是作為充份條件，以真之條件構成的心靈內容如何同時構成解
釋行動的那個心靈內容的方式了。關鍵在於解釋行動的心靈形式性內延地同時
把思想呈現出來。在這裡欲望或意圖這些命題態度是否在命題內容之外沒有其
他東西這一點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心靈與行動間的統一性解釋和統一性
規範，而這一點同樣適用於認知性的和非認知性的命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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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特質的解釋力：米高‧史密斯的區分和討論
佩里的論證以解釋行動一方制約心靈內容一方。在這一節前半部分中我企
圖首先擱置心靈內容一邊，好讓我們能夠找出行動解釋這一邊究竟有沒有其他
獨立的制約，即：我們要怎樣理解心靈內容與解釋行動的關係才能使前者充當
對行動的解釋？或曰：心靈內容的解釋力為何？或曰：解釋行動這一個理論目
的如何制約論者對心靈內容的理解？

2.1 表述與疑難
米高‧史密斯（Michael Smith，下譯「史密斯」）在（Smith 2009）中對立
起以下兩個解釋行動的框架、並認為前者優於後者36：

框架一

框架二

1. S 分別有一認知內容37B 和一欲望 D。 1a.

S 分別有一認知內容 B 和一欲望 D

2. S 是理性的行動者。
3.

任何理性行動者若有認知內容 B 和欲 3a. 任何理性行動者若有認知內容 B 和
欲望 D 會作出行動 A。
望 D 會作出行動 A。

C. 因此 S 作出 A。

36

C. 因此 S 作出 A。

為了本文表述方便及理論目的之不同我暫且稍為更改了一下史密斯文中所引用的框架，其中
前提一寫作：
「S 處在處境 A 中」
，而 A 包括 S 本人的心靈狀態。事實上在整篇文中史密斯只涉
及把 A 視作 S 的心靈內容的例子，正如論者即將看到，這對他該文的目的來說自然是合適的。
故本文會直接把前提一寫成表述 S 的相關心靈內容。
37
在此「認知內容」一語實質就是一般譯作「信念」的英語”belief”一詞，但因為在涉及與「欲
望」對言及「工具性」與「非工具性」等概念的語境中，一般並沒有我在本文上節已作出的認
知狀態（state of believing）和信念或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區分，而皆意指認知態
度所涉及的心靈內容。為免混淆，故暫以未曾出現的「認知內容」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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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史密斯的說法，追溯到一九六、七零年代卡爾‧亨佩爾（Carl Hempel）
和戴維森兩位哲學家關於應該採取甚麼框架去解釋行動的爭論中，其中有一點
是至關重要的，即：究竟 S 本人之是否為一理性行動者──他是否具備理性行動
者的特質──這個在前提二表示的條件到底是一個獨立的解釋項抑或是如框架
二那樣被蘊涵在前提一──S 具有特定的心靈內容這一事實──中？以下把「行動
者之為理性的」或「具理性特質」的確有獨立解釋力的觀點簡稱「框架一」
，把
沒有獨立解釋力的觀點稱「框架二」。

現在，讓我們直接以框架二的最強形式去考慮它。首先，正如戴維森在
（Davidson 2001）中論證的，任何行動解釋都必須兼顧以下一點，即，心靈內
容必須以因果論的方式解釋行動。兩個框架都會同意這個要求。然而，其次，
不難看到現實生活中心靈內容與行動間的確有因果關係、其因果鏈卻涉及某種
「偏離」
（causal deviation）的情況比比皆是。其中一種情況涉及史密斯稱為「內
在（於行動者本人的）固執因果鏈」（internal wayward causal chain），比如說一
位演員有「想要扮演緊張」的欲望，有「（不規則地）震動雙手可以達成這欲望」
的認知內容，但是恰恰是擁有這一對心靈內容使他太緊張，使得他最後在舞台
上他的確在（不規則地）震動雙手。然而卻沒有論者會希望說在這種情形演員
仍然是在做出「演戲」的行為。因此，心靈內容以因果論方式解釋行動就只能
是必要條件而不足以成為區分行動與僅僅身體活動（body movement）的充份條
件，因而就不足以勾勒出對行動的構成性解釋（constitutive explanation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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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因素。對這類例子的反思使得框架二觀點再進一步強調，在心靈與行動
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要以「恰當的方式」
（in the right way）進行，更具體地說，
對某行動的特定描述之為恰當，必須符合另一個條件，即，它是「回應內容的」
（content-sensitive）38。在演員的例子中，這表示，如果他在舞台上的身體活動
要成為行動，就必須如是構成：假如演員認為不規律地震動牙齒也可以達成演
繹緊張的欲望，他就會因此震動牙齒；假如演員認為口吃可以達成演繹緊張的
欲望，他就會因此口吃，如此類推。最後──重點來了──「以恰當的方式（因
果地）導致行動者的行動」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史密斯認為答案正正是框架二
的立場所在：要使行動適當地回應心靈內容，就等於說要他把那使他得以成為
行動者的、使他能作為行動者去行動的、那能實踐自己所思所想的能力在每一
個特定的領域中發用出來（has and exercise the capacity to be instrumentally
rational in a very local domain）。每一個特定的發用就等於說那演員能形成相應
的工具性欲望而行動，因此，依框架二，前提 2a 的確已先驗地涵蘊在前提一中，
因而理性特質──即、實踐自己所思所想的實踐能力──就沒有獨立的解釋力：
有一組特定認知內容與欲望，就涵著這個能力的發用。39

2.2 「行動能力論題」

讓我把史密斯正在想及的那種能力稱為「行動能力」
。從恰當的因果鏈到行

38
39

Peacocke (1979)
Smith (2009: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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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力，史密斯依賴的是以下一個想法：要使行動適當地回應心靈內容，就是
要使一個已有既定非工具性欲望（演繹緊張情緒）的行動者在他再進一步形成
有關的工具性認知內容的時候（不規則地震動雙手可以演繹出緊張）
，非工具性
欲望和工具性認知內容兩者得以在行動者作為行動者實踐自己所思所想的能力
當下發用時產生相關的工具性欲望。重點是，工具性欲望並不是獨立於非工具
性欲望和工具性認知內容兩者以外的另一個分離體（separate entity），而無非就
是行動能力在這時候的展現。40換句話說，在演員的例子中，問題出在演員因過
份緊張以致使他未能充份運用他的行動能力產生出相應的工具性欲望。

這一個使史密斯得以從「恰當的因果鏈」過渡到「行動能力」的橋樑並不
容易充份地勾勒出來。不過，眼下有兩點似乎是明顯的，即：

「行動能力論題」：
其一、能夠充當構成行動之為行動的充份條件即行動者之行動能力的發用；
其二、行動能力的發用之能充當構成行動之充份條件的方式在於它結合既
有的非工具性欲望和工具性信念從而產生出工具性欲望。
因此這個能力他也稱為「工具理性的能力」（capacity to be instrumentally
rational）。

如果後面的論證是正確的話，還可以補充：

「行動能力論題」：
40

Smith (2009: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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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行動能力的高低在於它使擁有此能力的行動者更準備好去行動（more
prepared to act）。

如果「行動能力論題」的頭兩點是正確的話，那麼要為框架一辯護的方向
就比較清晰了：指出一種解釋行動的方式，其中行動者之理性特質──在此即行
動能力──既相干地解釋行動，但又不能化約為在特定領域中發用的行動能力。
不難看到，關鍵在「在特定領域中」這個短語上。

史密斯的論證邀請我們去分析到底行動的構成性解釋與非構成性解釋間所
涉及的理性特質或行動能力到底是否同一個能力，並以這種考慮指出框架二錯
誤地混淆行動能力在一個特定領域的展現（exercise the capacity in a very local
domain）與一個非常特定的能力（a very localized capacity）41。因為，如果它們
是同一的，那麼在構成性解釋中所涉及的理性能力就是一個不可化約的、在相
關信念與欲望之外的第三方，只不過在構成性解釋中它們只有有限的展現。

假定甲這位行動者有一個「想要健康」的非工具性的欲望，而他知道 X 和
Y 兩種方式去令自己健康，即，他有「做 X 可使我達致健康」這一個工具性認
知內容，和「做 Y 可使我達致健康」這另一個工具性認知內容，而他又認為 X
和 Y 無法同時實現，那麼，問題是，如果甲是充份地具有工具理性能力的行動
者，他到底會有關於 X 抑或 Y 的工具性欲望？史密斯認為，不難想像，如果甲

41

Smith (200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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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以上三項心靈內容，一個充份地具有工具理性能力的行動者會同時擁有這
兩個欲望，而且不是兩個同在現實世界中的欲望──畢竟甲自己也認為兩者不能
同時實現──而是一個在現實世界、一個在可能世界的欲望。這是行動能力之為
行動能力的本性的第一層次上的展現，即它從不局限於某個特定領域，而是同
時全面地（global）跨越不同可能性中的欲望──在這個簡單例子中，兩個不同
的工具性欲望。

進一步說，行動能力之為全面的本性更在另一個層次上展現。假定甲的確
已經同時形成了「想做 X」和「想做 Y」兩個欲望，但如果後來他認為 X 卻是
不可行的話，那麼如果他是個行動能力更高的行動者，即，如果他是個更具行
動理性特質的人，那麼這個特質它同時使得以下一個關於行動者之行動的反事
實的條件句為真：「如果甲後來認為 X 不可行（即他改變了他工具性的認知內
容）
，那麼他便會意欲 Y」
。換句話說，甲在擁有非工具性欲望「想要獲得健康」
時，在認知到不同的手段後，行動能力的充份展現會促使他不僅決定自己在現
實世界中做甚麼，而是進一步決定他在（足夠相似的）可能世界中會做甚麼。42
因而史密斯說：

（行動者）之為充份地具有工具性理性，就是說它在這個強模態意義
上（strong modal sense）充份地準備好去行動（maximal preparedness to
42

Smith (200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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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43

因而「行動能力論題」的第三點。換句話說，行動者去行動並不是像他需
要透過反思具有充分意識地逐一建立非工具性欲望和工具性認知內容或欲望之
間的各種聯繫才能去行動，相反一個行動能力會使他能準備好建立相應的、從
思想到行動間的橋樑。甲之意欲 Y，不是他在已經意欲 X 和具有認為「X 不能
達致健康」的認知內容後獨立發生的另一個心靈事件。

史密斯還用了幾種不同情況去進一步加強他的觀點的說服力，例如如果甲
對 X 和 Y 的工具性認知內容具有不同程度的認知上的確定性，這個程度上的差
異也會反映在不同工具性欲望的差異中；又例如如果有兩個非工具性欲望 H 和
K，而強度差異也會反映在實現它們的工具性欲望之強度的差異上，等等。44總
之他的觀點在於行動能力不僅決定行動者在現實世界的行動，還進一步決定在
足夠相似的可能世界中他的行動，這讓行動者能夠更準備好去實現自身。

這種「強模態意義上」的「準備性」
，就是行動能力之為全面而非特定的論
據。因此不是每個行動都依其心靈內容涵蘊一類特定的能力，而是同一個行動
能力在不同程度上的展現。比如演員的例子，要使他的心靈與行動間具有恰當
的因果鏈，不是要他以就每一項心靈內容都伴以一種能力的方式去保證他的行
動能適當地回應他心靈內容（在此例中工具性認知內容）的轉變才能確保他的

43
44

Smith (2009: 68)
Smith (2009: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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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並不僅僅是身體活動，而是要他的一個行動能力必須在最少限度上發揮出
來以確保他的行動不僅僅是身體活動。因此，的確每一次行動者依其心靈內容
而行動都會有其已經發揮行動能力－行動理性之處，但這表示心靈內容之於解
釋行動時預設一項獨立的行動能力而非涵蘊行動能力。因而框架二是錯誤的。

現在，問題是，史密斯的強模態意義之在場是否能理解作我的背景條件之
解釋認知者之有信念 T 的間接的相干性？強模態的關鍵在於它同時決定可能世
界中的自我，不過是認知抑或行動，因而支撐起更豐富的反事實句（counterfactual
statement）而為全面而非特定的，典型的例子是支撐起「如果甲後來認為 X 不
可行（即他改變了他工具性的認知內容）
，那麼他便會意欲 Y」這個論斷。現在，
同一個例子放在認知中同樣若合符節：因為我已同時認為，或許同樣有理據地，
P、「P 涵蘊 Q」和 P 和「P 涵蘊非 Q」，那麼，從 P 和「P 涵蘊 Q」開始，假如
我轉變了認為「P 涵蘊非 Q」，就會立刻判斷「不是 Q」。在這方面，框架一可
以以能力模型解讀。

當然能力模型所理解的表象內容也有另一個重要的特徵無法以框架一的分
析去窮盡，此即「決定反思對象的整體論特徵」
。因為強模態意義上的準備性並
不立刻就能告訴認知－行動者其心靈內容之間的意義上的傳遞性，因而不能區
分在形成一個表象時直接相干和間接相干的背景內容。

但這一點當然是與強模態意義上的準備性相容的。而且，把它們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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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獲得一個更理想的認知－行動者：他是個隨時準備好全面地反思自身的認
知－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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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格特徵與心靈狀態

現在，讓我們看看思想能力模型和狀態模型在行動能力的層面上會有何影
響。就我看，兩模型與行動能力之間存在著一種細緻的類比。它既延伸了在行
動領域中行動能力之解釋力的爭論，又擴展了雙方的理解。讓我慢慢解釋。

3.1 理論推理與實踐推理之間的可類比性

作為開始，先想想戴維森代表的一方，即認為理性能力不是一個對行動的
構成性解釋的獨立項一方，會怎樣回應史密斯的論證。戴維森可能會訴諸頗為
廣泛地接受的理論推理與實踐推理之間的可類比性。所謂理論推理與實踐推理
之間的可類比性是指，在理論推理的情況中，例如「相信 P」
、
「相信 P 涵蘊 Q」
因而推論說「相信 Q」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見過理論推理。現在，似乎可以在實
踐領域中找到個類似的對應：
「意圖或欲望 E」
、
「相信 M 是達成 E 的必要手段」
，
因而推論說要「意圖或欲望 M」
。在兩個情況中，無法推論出有關結論似乎都構
成了認知者或行動者之理性特質上的一些缺失：無法回應涵蘊關係，或無法實
現自己的非工具性欲望。

現在，戴維森訴諸這點所進行的反駁是這樣的：在理論推理中，在「相信 P」
、
「相信 P 涵蘊 Q」和「相信 Q」之間，何不說需要加上「相信『「相信 P」、「相
信 P 涵蘊 Q」和「相信 Q」』會涵蘊『相信 Q』」
，才能使這個涵蘊關係得以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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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就只會做成無窮後退。對行動能力的解釋力也是這樣。假定可以把
在理論推理中對涵蘊關係的回應並形成結論所表示的那個信念看成認知能力的
正常發揮45，而把沒法如此回應看成認知能力的性能失常，那麼，那個前提之所
以多餘，是因為它把一個本身是依認知能力之發揮來保證的涵蘊關係這個關係
本身也寫進前提中來，由是錯誤地把一個讓任一前提得以過渡到它所涵蘊的結
論的可能性條件都當作前提之一。假定認知能力之發揮可以表示為這個涵蘊關
係本身，因而框架一之前提二在理論推論領域的對應物，
「S 之為一理性的認知
者」，可以與「相信『「相信 P」、「相信 P 涵蘊 Q」和「相信 Q」』會涵蘊『相信
Q』」這個多餘的前提在表示推論涵蘊關係上為等價的，那麼，這個前提之為多
餘，就表示理性能力之為多餘。最後，依理論推理與實踐推理之間的可類比性，
行動理性也是多餘的。

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回應這個反駁，不過，眼下我想做的不是要回應它，而
是要看出這個回應背後能夠指向甚麼更深層的問題。在這個反駁中，最強而有
力的一點是，它說框架一會錯誤地把一個讓任一前提得以過渡到它所涵蘊的結
論的可能性條件都當作前提之一。一般被稱作”modus ponens” 的這個「如 P 則
Q」是特殊的推論形式，它本身並不許諾任何命題之為真，但它保存真值。在這
個意義上，與推論形式（form of inference）相應的建立信念的推理形式（forms
of reasoning）中的”modus ponens”，也保存（不提供）真值。在這個意義上它是
45

這裡就理論推論和實踐推論的類比和其所謂”the tortoise argument”的運用受 Dreier (2001) 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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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的。因此，尤其在推理這種涉及心靈內容的領域中，把它看成獨立的前
提似乎是不智的。這樣，行動能力或推理能力，都是使任何信念之得以形成、
行動之得以實踐的背景的可能性條件，不是每一個特定的對該信念之形成過程
的解釋或對該行動的解釋所需要涉及的獨立解釋項。

3.2 狀態模型中的整全人格觀念

在我看，這個反駁的確把論證負擔轉移到了史密斯身上。因為，現在似乎
在行動能力和對每個行動的解釋間存有間隙。當然，
「行動能力論題」是以能擔
當構成性行動解釋中的充份條件者來分析的，而且其中所涉及的概念僅僅為戴
維森也當然會接受的非工具性欲望、工具性認知內容、工具性欲望等的模態分
析，似乎沒有甚麼額外的乍看之下必然會需要論證其獨立的相干性的東西。然
而史密斯從一開始就不企圖在已有的構成性行動解釋外植入甚麼東西，而是要
在構成性行動解釋內分離出一個獨立要件。因而「行動能力論題」之以這種方
式去分析可能恰恰是正中批判者下懷。因為，那個批評是指，所有相干意義上
的行動理性都已被行動者已有某些特定心靈組合這個事實所包含和窮盡了，不
是說這些心靈組合本身排除了其他外來因素的相干性。

那麼，這個反駁是說，強模態意義上的行動能力，它要麼就是只是背景而
只在最少程度上相干的，要麼其之成為構成性解釋的其中一個要件，它的所有
解釋力已被其他要件窮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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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證立這個反駁，論者可以把原本為了排除「內在（於行動者本人的）固
執因果鏈」而設計的「回應內容」條件之以特定能力（localized capacity）方式
同時排斥了理性特質的論證，轉移到在強模態意義上具有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在
為其他可能世界中的自我準備好的工具性欲望這一邊與可能世界中的行動另一
邊之間。換句話說，在行動者之在可能世界中的工具性欲望和他在當某個可能
性成為現實所可能會實現的行動之間，仍然有一個間隙。

要證立這一點，反駁者可以訴諸於這個觀察，即：行動者之不同於認知者，
在於在認知中「認知者」的特質只有在解釋他在形成心靈內容的過程中滿足了
理性要求時作為過程裡的中介項才是相干的，由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分就
是在解釋一個特定的心靈內容時使這個解釋得以成功或失敗之原因的區分，但
在行動中各種人格特徵、傾向卻並不被篩選地可以影響對行動的解釋──影響有
甚麼行動。當然我們亦有諸如「情緒化的認知者」、「偏頗的認知者」諸如此類
指出人們的認知很可以如何受其他條件影響的例子。但這些是非認知性的條
件。對於認知者而言沒有既是認知論式地相干而又能夠引入非以命題內容為篩
選的證立該命題之為真的人格性的認知理由。這一點事實上已被「理由直接解
釋信念論題」所涵。

相反，行動者之性格特徵總是不斷影響其行動理由。要讓這一點足以反駁
史密斯，反駁者可以說：人格特徵也總是頑固地以強模態的形式展現出來。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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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說來，
「性格」並不顯現在欲望中，而是顯現在主體如何對待這些欲望中，
「想
要健康」不是性格，但「只著重健康」或「願意為健康而…」就至少是其性格
一部分。因此，就可以以如下這種方式去分析「人格特徵」。

首先，可以延續在思維能力模型和狀態模型中對「內延性」與「外延性」
之區分，而這次關注的是第一層序的心靈內容的謂述性條件，即要把一項第一
層序的心靈內容謂述給認知者是否需要他對這項心靈內容有第二層序的信念方
能謂述該第一層序的心靈內容給他，如是，則是表達性地內延的，若否則是表
達性地外延的。

現在，只要再加上已提到過的：

「感知經驗的詮釋性的整體論特質」主體之在經歷一個感知經驗這事實必
然會在他的同一個經歷中的其他感知經驗中顯現出來，以致於論者可以透
過一個宏觀的既定的正在同時發生的背景去詮釋當事人是否在那特定的狀
態下──是否擁有該特定心靈內容。

再把「感知經驗」看成第一層序的心靈內容，和要求對行動者的第一層序
的心靈內容之謂述為表達性地內延的，那麼，我們就得出了某個類似於「整全
的人格觀念」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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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人格觀念」
：主體之在經歷一個感知經驗這事實必然會在他的同一個
經歷中的其他感知經驗中顯現出來，以致於論者可以透過一個宏觀的既定
的正在同時發生的背景去詮釋──以表達性地內延的方式──當事人是否在
那特定的狀態下──是否擁有該特定心靈內容。這就是說，他人之如何敘述
自己的心靈狀態影響我們如何描述和理解他。
現在，回想起來，狀態模型所把握的行動者，許諾了以下一點：
「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解釋行動的心靈內容必須可以是行動者本人
因憑著處身其心靈狀態而得以把握的語句內容。

因為，以「把自己當作指數」的方式，狀態模型確保了解釋行動之心靈內
容與行動者所把握的心靈內容之間的直接性，因而之於解釋行動的直接相干
性。而如果我們同時以「整全人格觀念」去理解這一個行動者，那麼這就使所
有有關的行動解釋都必須以「整全人格觀念」去解釋。

現在，假定想要獲得健康的甲滿足了行動能力的要求，他同時準備好去做
X 和去做 Y；他不僅決定了自己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也決定了他在可能世界
中的行動。再假定甲是個懶散的人。懶散的性格使他在大部分情況都以漫不經
心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非工具性欲望和工具性欲望。然而他自己其實也很厭倦
自己這種性格，但是可能恰恰是出於懶散，他一直沒法改掉這個毛病。現在，
按「整全人格觀念」
，我們沒辦法按行動能力與特定心靈組合的方式去把他的行
動解釋為他試圖去做 X 和 Y 但失敗了或他並未真正形成那個工具性欲望；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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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去做，而且他自己並不十分願意。那麼，恰當的行動解釋就可能會是類
似於「他原本想做 X 和 Y，但最後懶得動了」之類。重點是，行動能力之建立
好在可能性中的行動，這個獨立的解釋項本身可能是答非所問的，因為對於行
動人們關心的不是這個人有多靈活地準備好去行動，而是這個行動如何定位在
他的整個人格中因而獲得一種目的性意義。

3.3 從行動能力到背景條件

這個論證還可以以另一種方式進行。假定甲一直以來都是個懶散的人，但
他下定了決心希望改變自己，也出於某種原因，開始有改善跡象。他處於那個
改變的過程當中。於是，他的人格特徵，整體論而言的各種行動、判斷、感知
傾向都能部分地獲得他之在第二層序的心靈內容上之認同。那麼，假定他又處
在後悔自己沒有做 X 或 Y 的情況中。這個懶散的傾向於是對他而言阻礙了有關
的工具性欲望的形成──在某個意義上，如果構成「性格缺憾」的話，可以與緊
張的演員那例子相提並論，即，他們都處於「內在（於行動者本人的）固執因
果鏈」的情況中。現在，與最初的情況相似，我們想要在心靈內容與行動之間
的關係中找出排除這些例子的條件。一個自然的想法是他沒有同時滿足「心靈
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和「整全人格觀念」──使他總是無法按計畫行動的懶散
性格，並不是他會把自己等同之的行為傾向。但這樣，論者除了心靈內容還是
遇到心靈內容，行動者之準備好行動與否，可能是相干的條件，但卻是過於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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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相干的條件──不是每個行動都需要它在場的條件。

我想指出的是，結合狀態模型，整個爭論又會再開始，因而這個模型的確
在行動能力的解釋力問題上持有一立場。回想起來，從觀察到行動者之人格特
徵影響行動以對立於認知者而言，其實其間已經潛藏了狀態模型和能力模型之
間的區分──我們記得，前者是要否決「關於命題的學說」第一項，把認知看作
與命題內容的一種關係，而正是這種關係，導致了「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
相反，在認知狀態中，認知者之在該狀態，已經開始了另一個方向的第一步。
當然不是說認知狀態的觀念使我們以非認知性的方式重構認知態度，而是說，
眼看上述論證對「感知經驗的詮釋性的整體論特質」和「把自己當作指數」的
運用，可知思維能力與心靈狀態兩模型的區分，延伸到了行動能力與心靈狀態
兩模型的區分。

我們記得，狀態模型的重點在於它把心靈內容看成依賴－隸屬於心靈狀
態，於是，它把反思活動的對象看成感知接觸的心靈經驗。這樣看，思維能力
對應行動能力，前者把握資訊與決定反思對象，我認為，後者可以說是把握意
圖或欲望與決定反思對象。這樣，可知站在史密斯一邊，一個可能的回應是，
把「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看作對思維－行動者對自身欲望或意圖的反
思。結論是相似的：
「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條件」同樣適用於能動性（conative）
思想。而且這個回應完全吻合在行動能力爭論上的重點：狀態模型把能力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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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動的可能性條件而不是每一個特定行動都需要在場的條件，其背後的想
法是，從「能力」到「行動」之間尚需要別的東西，哪怕是再日常不過的東西。
於是，一個正面的回應便是直接論證出能力的展現會是怎麼樣的，這樣它不被
其他構成性解釋要件窮盡：背景必須在場。

如果這樣想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即使是狀態模型也涉及對「能力」的最少
程度的肯定。不論是行動和認知，要「存在」行動－認知者就必須「形成」甚
麼東西──這是「能力」的最基本義。這一點顯示在，特定能力的展現所保證
的弱意義上的反事實句（counterfactual statement）的確能從狀態模型「心靈與
行動間的原初關係」中涉及的函數分析裡推演出來。

結合史密斯的兩個框架和我的兩個模型來看，可以總結出兩邊怎樣理解「行
動」所需要的東西。在狀態模型，行動需要感知能力、定位能力以及形成欲望
的行動能力三者。在能力模型，行動則需要定位能力、回溯其心靈內容之形成
的能力、在回溯同時行動的反思能力以及行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依能力模型，
結合起強模態意義上的準備性、
「決定反思對象的整體論特徵」
、
「反思情形」和
「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我們就得出了，無論
在自知、定位還是在自知和定位之間，作出行動的認知－行動者都成為一更理
想的認知－行動者──即一力圖摒除幻象的認合－行動者。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在狀態模型雖然不會承認「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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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但它會把規範性定位在另一個層面，即，按「整
全人格觀念」，肯定：

「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人格要求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構成心靈內
容之規範性的那組事實同時構成關於人格要求之規範性的那組事實。

比如說，延續曾經提到的例子，對於在解讀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時遇到的可
能困難，狀態模型可以說這例子恰恰反映需要把「如實了解他人需要」也當成
對那個展現善意的好人之為「好人」的要求：對要怎樣把握世界的要求同時構
成要成為怎樣的人去處身於世界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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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論題與理性

一、理論推理與實踐推理的統一性

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論題最開始的結果是這點：至少就推理形式而言，不
把行動能力與思維能力的關係看成一個類比，而是看成一個統一體。在此我們
可以借用約翰‧布萊姆（John Broome）的分析。假定甲現在要買船，他的有關
心靈活動可表述如下46：

情況一是：「審思情形」
（deliberation）
前提一：我要買一艘船。
前提二：要買船，我就必需要借錢。
結論：因此，我要去借錢。

情況二是：「敘述意圖推理」
前提一：你意圖：「甲將會買船」
前提二：你相信：「甲要買船就必需要借錢」
結論：你意圖：「甲將會借錢。」

情況三是：「信念推理」
前提一：我相信：「甲將會買船」
前提二：我相信：「甲要買船就必需要借錢」
結論：我相信：「甲將會借錢。」

46

Broome (2002: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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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情況四：「推理之心靈內容」
前提一：甲將會買船
前提二：甲要買船就必需要借錢
結論：甲將會借錢。
「審思情形」是一之自我表象。
現在，在情況四中其前提邏輯地涵蘊結論，稱其為推論上有效的（valid
inference）
，把相應的認知內容，情況一稱為推理上正確的（correct reasoning）。
當認知者犯了錯誤時，推理就不一定正確，但這個錯誤並不會影響邏輯形式本
身推論上的有效性。進一步說，此推理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其命題內容之邏輯
涵蘊關係是有效的。因此，正確與否在於其命題內容之邏輯關係，不在對它採
取甚麼態度。於是，情況四之使情況三之為真，同樣使一和二為真。因此，實
踐推理與理論推理是統一的。這與我在解釋「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時
所用的對認知者在論證時所涉及的心靈活動的闡釋如出一徹。這就是說，行動
能力之在產生工具性欲望的意義上使行動者準備好行動，一如思想能力之在產
生推論結果的意義上使思想者準備好去把握世界。

其次，對史密斯設計的方案之反思導致了一個方向，即不論思想還是行動，
所有人類行為都是反思－整體性的，因而其理性要求是同一的。

問：
「行動能力論題」在甚麼意義上能夠使我們更加迫近於回答甚麼是理性
行動的問題？

142

又以想要獲得健康的甲為例。假定他已有想要獲得健康的非工具性欲望，
又假定他知道做 X（例如游泳）可以達成它，但因為疲勞，他最後沒有做 X，
而是去了看電視。這個例子原本之所以構成問題，是因為甲在這個情況雖然在
一定程度上工具地非理性，但他卻仍然有行動，因此不能說理性特質是對行動
的構成性解釋中的一元素。47 現在，在剛剛釐清了史密斯以行動能力一說來證
立框架一之後，他會對這情況怎麼說？

當然在一定意義上，答案是明顯的。首先根據「行動能力論題」的第一點，
甲「去了看電視」之所以仍然是行動而不是像演員那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樣被動，
固然是因為他的確已經在最少限度上發揮他的行動能力。換句話說，依「行動
能力論題」的第一點，如果我們要說甲這情況其實和演員的情況一樣沒有行動
而只是被動地發生了的事件，那麼我們就需要指出究竟是甚麼額外的因素癱瘓
或阻礙了行動能力的發用。其次，那麼，如果甲在此的確涉及任何形式的（行
動上的）非理性，這種非理性會是甚麼？依「行動能力論題」第三點，他如果
是充份理性的，就會依非工具性欲望的強度來分配工具性欲望的強度，由之在
他形成想要健康的欲望之時就已決定即使在他可能會感到疲勞想要休息的時候
他也會堅持游泳──如果非工具性的想要健康的欲望的確比非工具性的想要休
息的欲望強的話。

47

Smith (200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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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最後一個條件句彷彿已為行動能力一說作了最後定奪。這樣看來，
「行動
能力論題」第三點的確分別開最少限度的理性和更充份的理性，但這個分別僅
僅是程度或能力上的。因為，行動能力只能使行動者能更準備好去行動，不能
決定行動者要去做甚麼行動。換句話說，它並不告訴我們行動的目的。這一點
當然並不使人感到陌生。行動能力畢竟是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決定手段不決
定目的。在上述例子和論證中，的確「非工具性欲望」本身總是預設好了的。

然而這樣看可能低估了史密斯對「工具理性即行動能力」這個定案的重要
性。史密斯在證立了框架一後說，既然理性特質本身乃是構成行動本身的一個
獨立要件，那麼這很自然就使人問，到底這個要件是否允許一些足以決定甚麼
是理性行動的非構成性解釋──「足以決定」的意思是指，它允許論者指出一種
內在於行動本身的標準去決定甚麼是卓越的行動（excellence in action）48？現
在，史密斯有可能正在預想的理論方向有兩個，其一是較為明顯的，其二則可
能只是隱含在第一個之中：

一、
「理性行動即卓越行動論題」在行動的構成性解釋裡涉及的不同元素中
可以再依不同的理性部門（department of rationality）加以分類（例如認知、
意欲、意志等等）
，每個部門皆有其決定自身之卓越性的標準（例如一個建
立在充份證據之上的認知是個卓越－理性的認知內容）
，而每個部門自身的
卓越，因其示例是行動之構成性解釋的其中一元素，就會部分地構成或有
48

Smith (200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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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於行動的卓越性。

如果要為這個論題辯護，論者就不單要交代甚麼是每個部門的理性要求（這
在不同的哲學範疇中當然已各自有大量討論）
，而且需要進一步交代每個部門的
卓越標準為什麼同時構成行動的卓越標準，既然它們是不同的獨立部門的話。
最理想的情況是：在得知甚麼條件構成有內在價值的事物時（這些價值可能出
自意志，可能出自理性的欲望，也可能以價值認知內容的方式加以把握，等等）
，
這些價值進一步構成一個行動的非工具性的理由或目的。

二、
「構成性解釋與非構成性解釋的統一性論題」這個論題認為無論在構成
性解釋與非構成性解釋中其解釋項涉及的一些「形式項」及其擔當解釋的
角色乃是同類型的解釋要件在（行動）構成與（行動）非構成的兩個層次
上以同一種方式的重演。換句話說，兩個層次涉及同一種解釋結構：我們
以同一種結構理解甚麼構成行動和甚麼是更具有行動能力之行動者的行
動；我們以同一個結構一方面把行動和活動區分開，另一方面把行動和更
充份展現行動能力的行動分別開。更具體地說，史密斯所意圖論證的「行
動能力論題」以「心靈內容－行動者特質－心靈狀態之形成」三個要素所
形成的框架一去勾勒對行動的構成性解釋所需的條件。

不難看到，第一個論題需要進一步論證，第二個論題卻是直接涵蘊在「行
動能力論題」的三個要點中。這是因為，形成了相關的工具性欲望這事件本身
就是行動能力的展現（第一點）
，而工具性欲望乃是既在演員這類暫時失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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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例子中又在因疲勞而寧看電視不去游泳的例子中所缺乏的從心靈內容到行
動的要件（第二點）
，而如果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工具性欲望之於行動的解釋性
地位並不會因它之是否僅在現實世界抑或同在現實和可能世界而改變──這個
分別恰是最少限度地發揮行動能力與更充分地展現它的分別──那麼論者就在
以同一個結構去勾勒構成性與非構成性的行動解釋。於是，從身體活動到行動，
從最低限度地展現行動能力的行動到充份地展現行動能力的行動，這兩種解釋
能夠構成同一個統一的圖景。而我的看法是：在上節末提到的，結合起強模態
意義上的準備性、
「決定反思對象的整體論特徵」
、
「反思情形」和「關於心靈內
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來所得出的更理想的認知－行動
者，其中所證立的就是這個論題。

146

二、從推理理性到理性的製造性

現在，假定推理理性可以是最低限度意義上的理性，或問，這個意義上的
理性顯示了理性的甚麼特質？

典型的回答是推理理性顯示了理性的某種穩定性和可溯性，這由其保存和
傳遞（假定的）真值一點來解釋。另一方面，
「願意聽從推理得出的結論」這一
點本身又是理性的展現，表示了理性之於理性要求的開放態度。

然而「之於理性要求」這一個限定卻引人起疑：這豈不只是以理性為本以
之來選擇和決定甚麼是「理性要求」
、因而整個理性的事業就只是理性在追逐自
己那即使有可能在擴大卻也仍然是封閉的圓圈嗎？「理性對理性要求」為開放
的卻使理性變得在另一種意義上為封閉的。

然而是在甚麼意義上？這一點卻不容易回答，因為找出之於理性而言「中
立地相干」的情況──即，既能夠以「理性」謂述之但又不會預設任何一套對
理性之看法來選出這樣一個可謂述者的情況──不容易找到。不過，似乎一個
自然的想法是，在思想－行動統一的視野下，對認知－行動者而言，任何事情
都可以是在可謂述的意義上相干的。這一點可能可以被稱作規範性之於處境的
「粗糙性」
（robust）
，即任何處境特徵，關於或不關於認知－行動者的，都可以
在特定條件下構成規範性。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理性所對之封閉的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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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動當下的事實。但如果問題是在於要使理性對處境開放，那麼，似乎「反
思情形」便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有關的內容恰恰是把以開放命題作主語的思
想（及其背景）和以有關事實所為謂語的形式去謂述的，所以似乎所有封閉於
事實的心靈都會在主謂語之間的差異中呈現。

不過也可以批評，這一點很多時候預設了我們已經知道了有關事情的真之
條件是甚麼，因而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獲得正確的解答，它就於事無補。因為，
在「反思情形」下，說思想與現實間的差異也能夠得到呈現的意思只是，要麼
有關表象內容是在自覺到的意義上假的，要麼是不相干的。那麼，似乎只是把
問題推後了一步到「自覺」上。

可能的確是如此，我在此卻無法繼續處理這個問題。不過，我想指出在整
體論的背景條件下兼顧反思與推理的話會得出一個已經怎樣更為廣闊的理性觀
念。

我以我對狀態模型的幾點批評為起點來切入這一點。

「決定反思對象的整體論特徵」意味著甚麼？就我自視自己而言，在本文
中我所達致的是這一點：可以有同一組條件使我們同時肯定理性之於行動理由
的建構性又肯定這個理由之價值的實在性。因為理由以一整體論的反思對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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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決定，而整體論的心靈排斥所有形式的化約論49。因而「理論領域與實踐領
域之不對稱性論題」就是假的，實踐領域也很可能有絕對真的命題。

要看到為何整體論的心靈排斥所有形式的化約論，請看以下論證。

一個化約論式的對「意義」的解釋可被歸結成如下形式：
「O 此人以 S 此詞
意謂 P 此特質（作為兼顧各種反事實（counterfactual）之可能性考慮後之一般
化歸納的結果）當且僅當 O 傾向於把 S 應用於 P」50。由是它做出如下一個於
其理論來說關鍵性的等同：
「我以一表述式意謂的性質」就是「我傾向於把某表
述式應用其上的性質」51。

然而，考慮到認知者有可能會犯錯，於是就需要釐定一些處境，使主體可
以絕對準確地運用表述，如是，只要確定主體之運用語言的傾向滿足了這些「理
想處境條件，那麼就可以有一種化約論地確定語言表述之正用的方式。理想化
條件的考慮之被設計，乃是要符合兩個條件，其一為該條件確保語言運用之不
會錯，其二為它（作為化約論）不能預設語義內容（否則就是竊題）
；但這兩項
49

在這裡或有論耆批評曰我混淆了「化約論」和「非實在論」的區別。因為，以下從形成心靈
內容之整體論特徵建立的論證直接反駁的是化約論，而不是非實在論。乍看起來，我們當然可
以有非實在的化約論──一般而言稱為非認知論的觀點。根據非認知論的看法，某一組語句的
意思完全在於反映或表達說話者的心靈因而並不指涉任何心靈以外的現實。例如說，人們可以
認為道德語句乃是一種「命令」
，因而是反映某種來自主體性的（形式化的）要求，而不是要報
導任何真實存在的「善」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哲學立場。然而，如果我們的問題是關於規範性
的定位問題，一如在本文開篇已指出的，那麼這個所謂「非實在論」的觀點仍然必須且已經在
定位問題上有其「實在論的」條件，此即它把規範性定位在某個恰當的或理想的主體心靈中─
─某個形式化了的命令中──而其「非認知性」的立場則在於認為價值事實完全可以化約成這
個理想化的心靈所認可的事實中。看到這一點，就不難明白，就回答定位問題而言，重要的是
化約式的實在論和不可化約式的實在論的區分，而不是非認知論和實在論的區分。
50
Boghossian (1989: 528)
51
Boghossian (1989: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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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不能同時被滿足。原因是，主體之信念（作為對語義內容之理解）之得以
被確定，其過程必然是整體論式的，即，只要某組完整的背景預設在場，主體
可以被導致有任何信念。於是例如看到馬（這個對象）後在某些特定環境條件
下會被信以為是牛（這思維內容）
，可能因為他相信這就是牛的模樣，也可能是
因為他最信任的專家告訴他這是牛，也可能因為他認為就近的動物就是牛，等
等。重點是：
（一）這人實在有無限多的方式搞錯其信念，即，他有無限多的方
式把馬當作非馬；（二）而確定一信念需要整個其他信念作為預設背景。那麼，
要找出他必然會把馬看作馬的理想化條件，即理想化條件這一個理論的目的，
就是要確定有一個處境，其中所有使他可能會從見到馬而過渡到獲得其為非馬
的信念都必須缺席；但是，既然它們是無限的，而信念又是整體性的，那麼要
確定一信念之為正確，就需要排除所有其他無限多的誤導性的背景信念。但是，
這樣，它就已經會有理想化化約論應該要去確定的東西──一個有內容的信念。
換句話說，要確定一個信念的內容之為正確，就需要有無限多的其他信念而不
是運用語言之傾向作為支撐；信念作為整體支持自身。結論是，理想化化約論
之理論目的顯示出它自身作為滿足這個目的而言根本是多餘的。52

另一方面，狀態模型給出了一個經過多重化約的框架，認知對象化約做心
靈經驗，命題化約做語句，相對真取代絕對真……鑑於此，很難認為它能給出
甚麼規範性。問題不是在於它不能以某種理想化的形式去保證其中涉及的心靈

52

Boghossian (1989: 53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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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語句等總是能與一個具規範力的模型所作的判斷有共同的外延，而是說
即使得到這一點，而事實上重要的不是在問到甚麼是理性的規範時回答正確，
而是要把正確答案看成正確答案──看到其內延性。

譬如說在問是否應該幫助弱者時，重要的不（僅）是看到因為對方需要幫
助而幫助，而是要看到「因為對方需要幫助而幫助對方，這是應該做的事」這
判斷之為真53。

因此，最後兩點結論是，其一、如果「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正確，
那麼「理性」就不能僅依一般從「理由直接解釋信念論題」和「在任一處境中
之心靈內容之於其真值之開放性特徵」看的，理解作對處境中給予我們理由之
理據的回應和以之調整自身。這個理性觀念，可稱作「調節性的」
（regulative）。
相對立的是，既然反思對象是整體論式的，那麼在其中推理時，無論是理論推
理還是實踐推理，都在形成性地內延的認知語境和由之得以呈現的思想與世界
間的關係中製造出對處境的理解，就此而言理性是製造性的（productive）。雖
然這一點最初從定位信念出發，但如果「反思情形」是正確的話，它就不限於
把非索引性命題視作給定的關於處境的推理，而也涉及同時解釋非索引性命題
和涉及思想背景的推理。

這把我們帶到第二點。它始於對在「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的論證

53

Parfit (200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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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乙）一點的質疑。（乙）是這樣說的：「……而且認知能力之於決定對象同
時解釋甚麼是如是決定此對象……」。在一開始，「決定對象」僅指在心靈中把
對象表象出來的活動，後來，我認識到這個活動本身是能力的呈現，因而必有
背景條件在場，因而必是反思性地整體論的。質疑之處在於：難道我們不能孤
立地看一個心靈對象嗎？這不是再平凡不過的現象嗎？答：所謂孤立地看，是
指整體論而言進行一種專注於單個對象的活動，不是指背景並不在場。

因為，即使是像「被喚醒記憶」這樣一種貌似是被動的心靈活動中，其本
質性的一個特徵是當心靈成功到達其反思對象時心靈活動即使同時創造出一個
第一層序的表象自我的心靈資訊：如果沒有製造出對過去的時間點中那個沒有
這個記憶資訊的自我和當下的自我的這個差異，根本就不算是被喚醒記憶，充
其量是獲得一個曾經知道過但已經徹底遺忘的新資訊。

問題是，如果承認了這個意義上的理性，那在化約論中所有那些精巧的想
要保住規範性例子之外延的設計，例如說在各種理想化的價值判斷中對「想像
力」54的設置，都可以以同一個名義獲得它們在非化約論的模型中的新生：按照
一種以顏色為典範的對想像力的理解，想像力永遠是對事實的重現，由此其最
高形式為「想像力強的」
，但按照另一種方式去理解，想像力可以是「豐富的」。
這種方式，事實上，在從事哲學思維時已為人們熟悉。不是說它是一種完全「無

54

如 Smith, M. , Lewis, D. and Johnston, 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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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有」的，比如說對思想實驗的設計，而是說在哲學分析中常常會遇到一個
情況，即按某種區分去分類後，我們嘗試去理解如果這個區分是實現了的話會
有甚麼例子。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獲得一個理解這種情形的分析模型55。

55

Boghossian (2014) 中提到「推論」(inference) 這個心靈活動本身，是完全「一般化和製程性
的」
（general and productive）
，因為只要把握到推論形式，不論是否知道其中詞彙，都可以進行
推論。如果他是正確的，那麼又有另一個思維與行動能力統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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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從本文以「行動必須是甚麼，或我們必須把行動看作甚麼，才能使行動者
擁有的、關於該行動之價值或理由的心靈內容能解釋他之實踐出這個理由的那
個行動」這個問題為出發點，去試圖回答「在關於（在世界中的）行動的本質
中有甚麼特質可以讓我們為任何可能的、對行動的規範性要求加以定位，從而
使這些在行動方面涉及規範性的判斷有其意義及實在性」這個問題時，我借著
對本質上索引性的研究，突顯出了兩個整體論地思考的回應問題的模型。

現在，按照狀態模型的理解，依「心靈與行動間的原初關係」和「整全人
格觀念」，當涉及某行動之理由或價值的心靈內容解釋此理由所支持的該行動
時，行動是一種人格觀念以某種類似於感知狀態的方式去展現的東西。行動者，
可能出於其成長經歷或生活環境的耳濡目染，總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理解他
應該要做甚麼行動，這時候的行動和這個行動者的其他思想一起是一個徵兆，
反映出他處在甚麼樣的一個狀態下──而這些狀態加以他關於那行動之理由的
那第二層序的思想構成了他的人格。這樣，出於「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
人格要求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在行動中承托規範性的特質乃是行動者之對於
自己之行動有一種第一人稱的、
「內省式的」但是是私人性的觀照以及他是一個
整全的個體這兩點。按照心靈狀態模型所給予的圖景來說，行動者之能以規範
性判斷謂述之──他之能符合或違反規範要求──在既定的心靈內容以外沒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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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額外的要求──這一點由上文所說「框架二」認為心靈內容，就行動之解釋力
來說，窮盡其他解釋項一點可以看到；所謂「理性」或「意志」等不是必須的。
在我看來，雖然本文的結論未能充份證立這一點，但狀態模型所給出的圖景傾
向於在規範倫理學的領域中支持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畢竟，有甚麼比把
一切規範性相關的存在項目皆看作有其基本的非工具性欲望和生活（因為是個
整全個體）更能合乎效益主義的世界觀呢56？

相對的，按照思想－行動能力模型的理解，情況就不太一樣了。依「反思
情形」行動者把行動是「自己所作出的行動」這樣一個把自己看成自己思想所
關涉之對象的對象性關係的心靈內容也表象給自己，因而也把所有擔當行動之
合理化條件的心靈內容表象給自身，這樣，行動與反思對於行動而言是同一的。
這樣，不論行動有甚麼經歷或處身甚麼環境，他並不會這一切看作是給定的，
再加以「決定心靈對象之整體論特徵」
，他也必須允許行動本身影響其思想。進
一步說，出於「思想之發生性的背景條件」
，這個意義上的行動者之整體論特徵
並不在於其整全人格，而是在於，關於他的行動如何達致到一個他所期望的未
來世界這個問題上，他所持有的整體論式的觀點。關於一個出於價值理由而作
出的行動，這個行動者看到的不是這個作為由理由支持的行動的行動者之人格
特徵，而是看到這個行動本身無論如何微小，因為它受到某理由支持，也是踏
出實現他的期望的未來的一步。這樣，出於，
「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動

56

Williams (2011: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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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
，能力模型以行動中之反思性及思想之背景條件來承托規
範性質，以使有關的規範性判斷可以對之加以謂述。行動之所以可以以規範性
謂述之，是因為在行動和對心靈中涉及的規範性是統一的，而且其中涉及的表
象內容是公共的、其真值是絕對的，以及受到思想之背景條件支持的。最後，
因為「理性」具有獨立的不可化約為既有之非工具性欲望的解釋力，這種出於
理性的反思自我的心靈活動也給出了它自身的關於規範倫理學的倫理學圖景─
─「理性行動即卓越行動論題」證立的肯定不會是效益主義，而比較接近（雖
然，本文也並未證立）講求「契約」或「共識」的契約論57。

57

在 Williams (2011: chap. 5) 中，作者把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型態歸作契約論和效益主義；他區
分這兩個型態的理據之一是：前者把倫理學的基本要素（basic constituency）看成某種類似於「那
能夠與之證立任一方行動的道德主體」
，後者則關注「所有能感知歡愉或痛楚的生命」或更簡單
的「所有具有取捨（preferences）的生命」
。就這看來，既然在本文總結處中我亦突顯了這對區
分，而且所提到的理據亦頗為相似，有心的讀者似乎會說本文無獨有偶地在為這種區分方式提
供說詞。可能的確是這樣；不過我對這個看法有一點保留。原因之一，是這個區分法並沒有提
到另一套同樣重要的倫理學系統──德性倫理；而根據本文的分析，在狀態模型中的「關於心
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人格要求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卻與德性倫理中提出的、以因應於不同處
境而需要且構成自身之德性統一（unity of virtue）的各種性格或思想或判斷傾向來理解倫理學
的觀點十分相近。另一方面，依能力模型，就「反思情形」和「關於心靈內容之規範及關於行
動之規範的統一性論題」兩點來說，對處境的解讀或行動者之在處境中的定位同時解釋有關那
處境的非索引性命題，而且這種解讀也同時是理性規範的一部分或一種，這種看法也可以被論
者看作與德性倫理中強調「有德之人以一恰當於德性之方式解讀處境」一點互相發明，例如，
見 McDowell (1979)。在此我只有一點可說，即，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需要的是作一個對倫
理學理論的更細緻的區分，而不是以現有的區分去分解本文的分析。因此，我也在正文中強調本文並未論
證出兩個模型在關於這些倫理學理論之分類問題上的觀點，所提的「效益主義」與「契約論」二詞當只看
作闡釋而非論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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